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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 野生动物是重要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管理对象。但人们对野生动物的定义存在不同理解。曾岩等(见本期541–549页)提出

了野生动物的二维概念框架, 梳理了动物从野生到驯化的12个连续状态, 通过人类控制管理干预由弱到强和人工选择时间由短

到长两个维度的连续变化描述野生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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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er Illustration: Wild animals are important objects of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However, people have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of what is a wild animal. Zeng et al (for details see pages 541–549 of this issue) propose a new conceptual framework 
describing “wild animals” through two dimensions: the level of human control interventions and the time length of artificial selection, 
from “wild” to “domestic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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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审视野生动物与公共健康的关系 
吕  植*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北京 100871) 

Reassess wildlife conservation in the context of public health 
Zhi Lü* 
School of Life Scienc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新冠肺炎自2019年底暴发至今已经历时半年

之久, 仍在全球蔓延, 每日新增感染人数居高不

下。作为一个重大公共卫生事件, 此次新冠肺炎的

流行给人类健康带来无限伤痛, 使全球的经济、贸

易、外交、社会心理等各个层面受到前所未有的巨

大影响。 
尽管新冠病毒的来源和传播途径在科学上尚

未确认, 但目前为止大多数研究都认为新冠病毒来

自自然界, 由自然宿主(如被怀疑的蝙蝠等野生动

物)传播到尚不明确的中间宿主, 历经突变, 然后感

染了人类。统计表明, 近些年来世界各地出现的新

发传染病, 例如亨德拉、尼帕病毒, H7N9禽流感、

埃博拉、SARS、中东呼吸综合征等等, 都和动物有

关。这些病毒存在于自然界, 与宿主野生动物长期

协同演化, 已经达成某种平衡。然而, 人类对野生

动物的非法贸易和消费, 或者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的

开发, 有可能使得这些病毒与人类的接触大幅增加, 
给病毒从野生动物传播到人类创造了条件, 危及公

共卫生安全。加之全球化的趋势、交通的便利和人

口的流动, 使得流行病暴发的几率大大增加。 
生物多样性与公共卫生安全之间的联系从未

像今天这样紧密, 并让人们有如此深刻的切肤之

痛。为此,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2020年
2月24日做出决定, 全面禁止和惩治非法野生动物

交易行为, 革除滥食野生动物的陋习, 维护生物安

全和生态安全, 有效防范重大公共卫生风险, 切实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在此背景下, 《生物多样性》周欣编委提议组

织一期专刊，探讨生物多样性与人类大规模传染病

之间的关系, 比如: 从公共健康、生物多样性保护

和相关产业发展等不同角度考虑如何禁用野生动

物, 如何长期积累病毒和宿主等基础生物学数据, 
如何应用系统学和基因组学确定病毒来源等等。提

议得到马克平主编大力支持, 以及华方圆、蒋志刚、

李彬彬、肖治术、朱朝东等编委的积极响应, 大家

还认为数据开放共享、疫病溯源以及病毒分类、变

异、进化等问题都值得深入探讨。随后, 我们分别

进行约稿或亲自撰稿, 就相关学科领域的研究、调

查进行快速整理, 形成文字, 在此结集发表, 以期

为读者和公众提供野生动物与公众健康以及与之

相关的生物多样性方面的知识、观点和研究背景, 
也希望为决策者提供科学依据。遗憾的是, 有的约

稿没能按预定时间完成, 未收入专辑, 我们后面会

尽快安排发表。 
本专辑收录的论文涉及领域非常广泛。 
从技术上 , 韩本凤等(2020)以SARS-CoV-2为

例, 总结了基因组学技术在病毒鉴定与溯源上的应

用, 并针对当前动物病毒库完整性低的现状, 对构

建野生和家养动物携带病毒的关联数据库的可行

性提出依据与建议。王然和乔慧捷(2020)比较了疫

病传播中常用的生态位建模方法的优势与不足, 指
出SARS-CoV-2因人传人的特点, 不宜用生态位模

型对其潜在传播范围进行预测, 使用生态位模型时

需考虑建模对象是否满足生态学假设, 不可滥用。 
曾岩等(2020)首次从科学和保护管理的角度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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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动物”的概念在中文语境下进行了梳理和澄清, 
提出“野生动物”与“驯化动物”之间渐进、多层次的二

维框架, 并对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适用的野生

动物概念给出建议。蒋志刚等(2020)强调了我国的濒

危物种红色名录即濒危物种国别研究对中国的生物

多样性保护和相关法律制定和修订的意义。 
肖治术等(2020)总结了我国24种重要兽类疫病

的监管情况, 对我国重要陆生兽类疫源疫病发生的

新情况和新特点进行了全面分析, 指出我国重要野

生动物疫源疫病管理呈现多部门、多层监管的局面; 
存在非法猎杀、非法交易、违法违规养殖、滥食野

生动物陋习、检疫环节失察等安全风险; 而对新发

再发传染病的认知不足, 加之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

频发进一步使得从源头做好疫病防控面临困难, 需
要加强基础研究和监管来积极防范陆生野生动物

疫病疫情。姬云瑞等(2020)对网络交易平台上外来

宠物贸易的种类、规模、价格进行了调查。共记录

到外来宠物111种, 其中不乏IUCN红色名录中的受

威胁物种和CITES公约附录的物种, 说明对于网络

平台动物贸易进行监管的重要性。此外, 朱俊华等

(2020)对被利用严重的古老海洋节肢动物中华鲎

(Tachypleus tridentatus)的状况和威胁及保护需求提

出了观点。 
梁智健等(2020)从社会学、心理学、行为科学

等多学科的视角分析和理解我国野生动物消费的

需求动因: 功能性、社会性和体验性等非生活必需

性需求凸显, 提出了做出改变的可能和挑战。而史

湘莹等(2020)则通过74,040份网络问卷调查, 了解

了疫情暴发后以城镇居民为主的公众对于野生动

物消费和贸易的意愿, 结果显示, 绝大多数被调查 
 

者对全面禁止野味消费持赞成态度, 且多数现有野

生动物消费群体在疫情后倾向于停止消费。这一调

查表明, 一些不良的行为习惯在重大灾害面前出现

了改变的契机,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禁食

野生动物的决定在受高等教育者和城镇居民中有

良好的公众基础。 
吕忠梅等(2020)讨论了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

保护范围较窄、监管体制不顺、执法标准不科学、

法律制度不完善等问题, 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

生动物保护法》的修订要在完善立法目的、合理界

定保护范围、健全“黑白”名单制度和许可证制度、

优化野生动物保护监管体制、完善激励机制和法律

责任制度等方面认真加以研究, 为促进环境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立良法”。李彬彬(2020)介绍

了One Health的理念框架, 即通过交叉学科的研究、

行动和治理, 来推动包括人、所有其他动物及环境

的整体健康。One Health的理念在国际上被广泛接

纳, 《生物多样性公约》也对其进行推广。中国应

将预警与干预措施前移, 减少疾病暴发带来的社会

经济成本。 
此次疫情再次提醒我们, 人类需要反思我们与

其他生命的关系, 重建对自然的敬畏, 维护人与自

然之间、人与野生动物及其病原体之间的生态平衡, 
最终受益的是人类自身的生存安全和长久利益。这

也是我们出版这本专辑的初衷。 
文中引用的文献均来自本期文章, 参见附录

(http://www.biodiversity-science.net/fileup/PDF/2020
288-1.pdf)。 

 
(责任编辑: 周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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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动物”的概念框架和术语定义 
曾  岩1,2  平晓鸽1,2  魏辅文1,2,3*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 北京 100101) 
2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北京 100101) 

3 (中国科学院动物进化与遗传交叉卓越中心, 昆明 650223) 

摘要: “野生动物”(wild animal)一词不止在我国, 在全球的英语使用者中也有不同的含义。通过梳理相关研究、国

内法和国际法背景下的定义和适用范围, 结合人类对动物繁殖和生活条件的控制情况, 本文提出了“野生动物”的
二维概念框架, 梳理了动物从“野生”到“驯化”的12个连续状态。以下状态即未经中长期人工选择的动物类群应被

视为野生动物: (1)其在荒野自然或人工环境(如城市或乡村)中自由生存繁殖, 无论是否存在人工投喂、经救护或辅

助生殖后被放归的个体; (2)被捕捉圈养在人工环境中生活, 或源自野外但在圈养条件下出生的个体; (3)直系血亲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解释为世系前四代)仍有野外来源的人工繁育后代; (4)放生、逃逸或引入到

自然环境中的人工繁育个体。在野生动物物种保护的目标和语境之下, 经过长期人工选择的驯化动物, 无论其是

否在人类控制下生活, 如家养猫狗、家禽家畜或模式实验动物, 以及流浪猫狗、放生禽畜和野化家养动物等都不

是“野生动物”。但对于一些经过一定程度的人工选择, 所处人类控制情况和对野外种群的影响各异(如经过多代人

工繁育的驯养动物、因人类活动导致的外来动物等), 其是否需被作为野生动物管理, 则需要根据生态安全、物种

管理、立法目标等特别设定监管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保护对象可以考虑为: 受到人类威

胁濒临灭绝的, 或者具有重要生态作用的野生动物物种, 其状态可不限于是在野外还是人工控制条件下。其他动

物的管理, 可根据遗传资源保护、疫病防控、动物福利和生态安全等需要, 另外设立《动物福利法》《生物安全

法》等, 并和已有的法律法规如《动物防疫法》《渔业法》等做好衔接。本文还就《野生动物保护法》可能采用的

“野生动物”定义提出建议。 
关键词: 野生动物; 二维概念框架; 野生动物保护法 

A conceptual framework and definitions for the term “wild animal” 
Yan Zeng1,2, Xiaoge Ping1,2, Fuwen Wei1,2,3* 
1 Endangered Species Scientific Commission, P. R. C., Beijing 100101 
2 Institute of Zo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3 Center for Excellence in Animal Evolution and Genet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Kunming 650223 

Abstract: The term “wild animal” has different meanings not only in Chinese but in many languages all over 
the world. Here, we identify uses of the term “wild animal” through examining interpretations and 
applications in local,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laws and language used in human controlled animal 
reproduction. We put forward a two-dimensional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wild animals” that distinguishes 
12 continuous states of animals from “wild” to “domesticated”. Animal groups that have not been artificially 
selected in the medium- and long-term were considered wild animals. Domesticated animals, whether or not 
they live under human control, such as domestic cats, dogs, poultry, livestock, and model animals or stray or 
feral were not considered “wild animals”. However, the management of some categories, such as tamed 
animals of wild species or exotic/invasive animals needs to base on ecological safety, species conservation, 
and legislative objectives. Th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the Protection of Wildlife shall 
apply to endangered animal species threatened by humans, whether they were found in the wild or under 
human control condition. For the management of other states of “wild animals”, existing laws should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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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ictly implemented, and new laws should be enacted with genetic resources, zoonotic diseases, animal 
welfare, and ecological safety in mind. We additionally make specific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definition of 
“wild animal” for use under the Law on the Protection of Wildlife. 
Key words: wild animal; two-dimensional conceptual framework; wildlife protection law 

2003年, 为应对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SARS)
暴发, 当时的国家林业局和国家工商总局联合发文, 
紧急通知立即停止野生动物市场经营活动。但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以下简称《野

生动物保护法》)所适用的范围和林业部门所监管的

目标与人们从字面上理解的野生动物即“生活在野

外的非家养动物”具有很大差别。因此引发了公众

对通知所涉及“野生动物”范围的讨论, 建议必须在

法律上给“野生动物”以明确的定义(蒋志刚, 2003)。 
2020年世界范围内暴发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 由于其病毒可能源自野生动物, 引发了人们

对2016年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适用范围的大

讨论, 再次引起对“野生动物”这个常用词汇做出准

确定义的呼吁。 
定义“野”(wild)或“非野”(non-wild)不只是个理

论问题, 而且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野生生

物”、“野生动植物”、“野生来源”这些概念存在着相

对性, 在定义时需要考虑多种因素(周志华和蒋志

刚, 2004)。很多国际自然保护协议、国家法律, 包
括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的受威胁物种红色名

录(IUCN Red List)都没有对“野生”给出准确的定义

(Mallon & Price, 2013)。 
为确定“野生动物”概念的理论基础, 本文梳理

了部分英语国家、我国香港以及相关国际组织的文

件、法律、法规, 参考了其中与“野生动物”定义有

关的术语, 提取了“野生动物”定义的关键信息, 并
根据对动物人工选择和干预控制的强度, 提出了

“野生动物”的一个二维概念框架, 解释现实中动物

所处的不同状态, 揭示这些状态之间的连续性和差

异, 提示不同法律规定适用背景, 不同操控意图、

规范和语境下应考虑的“野生动物”定义, 并根据现

实情况, 就我国野生动物保护和管理的法律框架提

出修订建议。 

 
在我国 , “野生动物”曾对应翻译为“wildlife”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法制局, 1991; 马建章等, 

2004), 在概念上被认为有广义和狭义两类: 广义的

概念包括了自然界所有自由栖息的动物种类, 狭义

的概念因时间和地区而变化(宋延龄, 1994)。 
以下为一些国际组织、不同国家和我国香港特

别行政区的英文法条中与“野生动物” (wild animal)
相关的英文术语及其解释, 包括wildlife、animal、
wild fauna、wild population、domestic/domesticated
和captivity等(Box 1)。可以看出, 相关术语的表述和

适用范围因各自法律的立法目的而有所不同。 

 
各个国家的野生动物管理和保护法规均从自

身的传统需求和法律目标出发, 覆盖动物界的不同

类群, 并有不同的限定条件(Box 1)。一般地, 术语

适用生物类群的确定方式分三种: (1)采用其他词汇

做出描述或解释, 即“定义法”; (2)举例该术语所涵

盖的类群, 即“列举法”; (3)列出该术语不涵盖的类

群, 即“排除法”。各个国家或国际组织对“野生”的
表述具有不同的限定条件, 主要涉及: 是否属于或

者存在于自然中, 是否包括处在圈养和人类控制条

件下的群体, 是否包括驯化动物的野化群体等。 
从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定义看, 驯化动物

和野生动物并不直接对应。前者强调经过很多世代, 
繁殖和饲养受到人类控制; 后者要求生活不受人类

直接监管或控制, 且表型未受到人工选择的影响。

然而, 新兴的宠物产业和动物特种养殖业, 有可能

只经过几个世代的遗传操作, 就能得到表型、基因

频率与野外种群不尽相同的群体。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

将动物和植物以物种(亚种或种群)的形式列入附

录。对于一些特定动物物种, CITES附录在其拉丁名

后添加注释来标明其家养型(domesticated form)除
外, 如狼(Canis lupus)的家养型即狗(C. l. familiaris)
和澳洲野狗(C. l. dingo)除外; 又如猫科动物所有种

的家养型标本(如家猫或孟加拉系宠物猫)除外。此

外, CITES公约在附录中还排除了家养大额牛(Bos 
frontalis)、家水牛(Bubalus bubalis)、家牦牛(Bos  

2  术语“野生动物”的限定条件 

1  “野生动物”相关术语及其法律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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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1  部分英语语境下“野生动物”相关词汇的解释和适用范围 
语境 野生 非野生 

政 
府 
间 
机 
构 
和 
国 
际 
组 
织 

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  

野生生物 
Wildlife 

除人和被驯化生物外的所有生物(FAO, 
2020) 

家养动物
Domestic 
animal 

繁殖和饲养受到人类控制 , 
以从中获得利益或服务的动

物。其驯化过程可能需要许多

代才能完成(FAO, 2020)。 

野生动物 
Wild animal 

表型未受到人类选择影响, 且生活不受

人类直接监管或控制的动物(FAO, 2020) 
圈养野生 
动物  
Captive wild 
animal 

表型未受到人类选择的显著

影响 , 在圈养或人类直接监

管或控制下生活的动物 , 包
括动物园里的动物和宠物

(FAO, 2020)。 

世界自然保护联

盟 IUCN  
野生动物 
Wild fauna 

在自然选择过程中自由发展的陆生动物, 
包括受人类控制的较小种群, 以及被人

类遗弃而野化的家养动物, 因此易受捕

获和占有(IUCN, 1995) 

驯化 
Domesti-
cation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 “驯化

是指将野生物种置于人类管

理之下, 使从野外选择的植

物、动物或微生物适应人类为

其创造的特殊栖息地的过程”。
遗传学上的定义是: 对种群施

加的一组新的选择压力, 使基

因频率和性能发生变化的过程

(IUCN, 1995)。 

《濒危野生动植

物种国际贸易公

约》CITES  

野外种群 
Wild population 

在分布区内所有自由生活个体的集合
(CITES, 2020) 

人工繁育 
Bred in 
captivity 

有性繁殖时 , 亲本在控制环

境下交配(或配子被转移到控

制条件下 ); 无性繁殖后代 , 
其发育时亲本处于控制环境

下 ; 不从野外捕获标本以维

持圈养种群或遵循科学机构

提出的建议获取不危害野生

种群 ; 且已繁殖出子二代或

后续代(CITES, 2020)。 

美 
国 

《濒危物种法案》
Endangered 
Species Act of 
1973 

鱼或野生生物 
Fish or wildlife 

指动物界的任一成员, 包括但不限于任

何哺乳类、鱼类、鸟类(包括任何迁徙、

非迁徙或濒危的鸟类, 它们也受到条约

或其他国际协定的保护)、两栖类、爬行

类、软体动物、甲壳类、节肢动物或其他

无脊椎动物, 包括其任何部分、产品、卵

或后代, 或其尸体或其部分。 

    

《雷斯法案》 
Lacey Act 

野生动物和野

生动物资源 
Wildlife and 
wildlife 
resources 

包括野生哺乳类、鸟类, 鱼类(包括软体动

物和甲壳类)以及所有其他种类的野生动

物以及此类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所有类

型的水生和陆地植物。 

    

新 
加 
坡 

《野生动物与鸟类

法案》Wild Animals 
and Birds Act 

野生动物和鸟类 
Wild animals and 
birds 

包括野外自然的所有动物和鸟类物种 , 
但不包括家养的狗、猫、马、牛、绵羊、

山羊、猪、鸡和鸭。 

    

澳 
大 
利 
亚 

《野生动物法案》
Wildlife Act 1975 

野生动物 
Wildlife 

(a)除人类以外, 无论是否出现在其他地

方, 在澳大利亚全域或部分地域, 水域分

布的土著脊椎动物类群的任何动物; (b)
总督会同行政会议在政府公报上以命令

宣布, 为实施本法令而宣布为野生生物

的各种鹿, 非土著鹌鹑、雉鸡、鹧鸪以及

其他动物类群; (ba)根据1988年《植物和动

物保护法》列出的陆生无脊椎动物类群; 
(c)(a)和(b)款中任何种类的动物或类群的

杂交个体, 除非该命令另有明文规定, 否
则包括在圈养或限制环境下出生或生活

的动物, 但本法第I至VI部分以及第IX和

XI部分不包括第75条所指的鲸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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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保

护法案》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ct 
2016 

动物 Animal 动物界(人类除外)的任何活的或死亡个

体, 并包括以下内容: (a)动物的任何有生

命或无生命的后代, 幼体、胚胎、卵、卵

子或精子; (b)可以从中生产另一动物的

任何部分、产品或遗传材料; (c)动物的任

何其他部分; (d)动物的尸体。 

    

英 
国 

《展演野生动物

法案》 
Wild Animals in 
Circuses Act 2019 

野生动物 
Wild animal 

除大不列颠常见驯化品种外的动物。 
上一条的“动物”指除人之外的所有脊椎

动物, 但个别情况下也可扩充至无脊椎

动物。 

    

加 
拿 
大 

《加拿大野生生

物法案》Canada 
Wildlife Act 

野生生物  
Wildlife 

指隶属于某一野生物种或与该野生物种无法

区分的任何动物、植物或其他生物。 
    

新 
西 
兰 

《野生动物法案》

Wildlife Act 1953 
野生动物  
Wildlife 

指生活在野外状态的动物, 也包括经本

法或其他法案授权许可的人工饲养、孵化

或繁育的此类动物、卵或其后代; 但不包

括受1977年《野生动物控制法案》约束的

野生动物。 

    

非家畜 任何以野生状态生活的家畜类动物, 或
家畜定义中未提及的任何其他动物, 即使

该动物可能生活在家养状态。 

家畜  
Domestic 
animal 

任何牛、绵羊、马、骡子、驴、

狗、猫、猪或山羊; 定义了不

包括的状态, 见左侧。 

非家禽 野外状态生活的家禽类动物, 以及家禽

定义中未提及的其他鸟, 即使该鸟可能生

活在家养状态; 释疑: (a)在某一土地或处

所内饲养, 但未限制在围栏内的雉鸡应

被视为生活在野外状态; (b)根据第23条, 
第53条或第56条许可持有的, 作为狩猎

物种而大量释放的雉鸡, 不应作为家禽; 
(c)任一可供狩猎的雉鸡都应被视为生活

在野外状态。 

家禽 
Domestic  
bird 

是指任何家鸡、鸭、鹅或火鸡, 
或主要目的是出售肉或活体

供人类消费, 而持有、饲养或

繁殖的雉鸡; 定义了不包括

的状态, 见左侧。 

《野生动物控制

法案》 
Wild Animal 
Control Act 1977 

野生动物 
Wild animal 

马鹿、驼鹿、岩羚羊、塔尔羊; 不在有效

围栏或限制环境中, 无识别装置的山羊; 
生活在野外不作为牲畜饲养的猪; 可由

理事会命令指定的陆生动物; 包括尸体

的全部或部分。不包括合法圈养的鹿, 依
照有效许可执照养殖的任何动物, 不包

括属于根据2013年《狩猎动物理事会法》

第16条指定为特殊关注兽群里的动物。 

    

  非家畜 以野生状态生活的“家畜”中提到的动物, 
或本定义中未提及的任何其他动物, 即
使该动物可能生活在家养状态。 

家畜 
Domestic 
animal 

任何牛、绵羊、马、骡子、驴、

狗或猫; 不属于本节(左侧)定义

的野生动物的猪或山羊; 定义了

不包括的状态, 见左侧。 

印度 《野生生物保护

法案》 
The Wildlife 
(Protection) Act 
1972 

野生动物 
Wild animal 

在自然界发现的野生的动物, 包括该法

案附表一、附表二、附表四或附表五的任

何动物。 
上一条的“动物”包括两栖类、鸟类、哺乳

类和爬行类及其幼体, 还包括鸟类和爬

行类的卵。 

    

中国

香港 
《野生动物保护

条例》Wild 
Animals Protection 
Ordinance (Cap. 
170) 

野生动物 
Wild animal 

除普通法归为家养动物(包括流浪或被遗

弃家养动物)外的任一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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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unniens)、家驴 (Equus asinus)、家山羊(Capra hircus 
aegagrus)和家养型毛丝鼠属的所有种 (Chinchilla 
spp.)。而对于新兴养殖产业的一些动物, 无论其表

型或基因频率与野生个体如何不同, 都未排除其特

定品系。但是, 对于整目列入的鹦鹉, 则通过注释

排除了人工繁育动物早已成功占领市场的4个物种, 
即桃脸牡丹鹦鹉(Agapornis roseicollis)、虎皮鹦鹉

(Melopsittacus undulates) 、鸡尾鹦鹉 (Nymphicus 
hollandicus)和红领绿鹦鹉(Psittacula kramer)。 

由此可见, 在讨论野生动物保护相关条款适用

范围时, 如何定义从“野生”到“驯化”的不同状态具

有重要意义。 

 
野生动物的定义和概念的适用性与人们对动

物的“野性”判断有关。动物的“野性”可以从动物所

处的位置、是否驯服、是否发生了本质性改变三个

方面来描述(Palmer, 2011)。其中的本质性改变即遗

传组成发生了变化, 可以理解为驯化。定义驯化时

还要考虑到动物群体的连续变化过程, 如在人类控

制下野生动物经历了圈养、驯养再到驯化, 而驯化

动物在逃离人类控制下, 又可以从流浪变为野化

(Décory, 2019)。无论是以食用为目的还是对如猫和

狗的驯化, 数千代的人工选择提高了动物对人类存

在的耐受力(Driscoll et al, 2009)。俄罗斯(原苏联)科
学家通过银狐(Vulpes vulpes)驯化实验发现, 人工选

择超过50多代后, 可以得到驯化动物(Belyaev et al, 
1985; Kukekova et al, 2018)。 

人工选择是人类有意识地对种群的性状或性

状组合进行筛选。与自然选择不同, 人工选择是以

生存和繁殖为筛选标准, 而非由整个基因型的适应

度所决定(Futuyma, 2016)。在野生动物物种的管理

和保护方面, 除进行人工选择外, 人类的干预水平

也是连续的。对动物不同水平的干预, 可使其种群

实现自我维持, 或依赖保护、轻度管理、集中管理

或圈养繁育, 并达到物种保护目标(Redford et al, 
2011)。人类对大型脊椎动物的管理干预措施可以从

空间、疾病控制、被捕食风险、食物及水资源的获

得以及繁殖等六个与脊椎动物的演化和生态动力

学相关的属性来评估, 继而可用于评估种群的“野
性”(Child et al, 2019)。 

参照以上定义和研究, 从物种保护和管理的角

度出发, 我们考察了野生动物从野外种群到被捕

捉、圈养再到成为驯化动物的一系列过程, 发现可

能存在连续的12种状态:  
(1)狭义野生动物。即在海洋、河流、森林、荒

野等自然环境中自由生活, 群体未经人工选择, 个
体不受人类主动操控的动物, 也是最基本意义上的

野生动物。 
(2)城市乡村野生动物。当地球进入人类世后, 

自然环境或多或少受到人类活动改造。在城市和乡

村的绿地、农田中, 也有很多自由生活的动物, 它
们的生活史基本不受人类控制, 但可能会因人类建

造的环境而容易获得食物、住所, 也可能会受到农

药、建筑、车辆等人造物品的直接或间接影响。 
(3)救护和辅助生殖放归/人工投喂的野生动物。

对某些生活在自然中的动物, 人类会采取一定的管

理控制措施, 作用于其生活史中的短暂阶段, 但不

刻意采用人工选择筛选动物个体。如对一些动物的

野外种群在其食物贫乏期为它们提供补充饲料或

民众随意自发投喂, 救治受伤动物使其获得在野外

生存的能力后放归, 以及卵、蛋或繁殖体(配子)源自

野外、但在人工条件下出生或者野外出生的幼体饲

养到亚成体阶段后释放回归野外。一些两栖爬行动

物卵、蛋的自然孵化率与幼体的存活率相对很低, 
辅助生殖回归的操作有助于恢复野外种群。 

(4)被捕捉圈养的野生动物。出生在野外, 因科

学研究、育种、展示和宠物等各种人类需求被捕捉

后饲养在人工环境下的野生动物, 其无论在人工环

境下生活多久, 都源于野外。 
(5)圈养出生的动物。指卵、蛋或者繁殖体(配

子)源于野外但在人工条件下出生, 或者亲本来自

野外而在人工控制条件下交配产生后代。另有一些

人工繁育群体会因长期近交, 其生存力、繁殖力下

降, 需要从野外引入个体补充种源。这些动物即为

子一代, 在本文概念中应属于野生动物。 
(6)养殖与野生的自然杂交动物。释放或逃逸的

人工繁育个体在野外与原产地分布的野外种群杂

交产生的后代。已有研究表明 , 诸如大西洋鲑

(Salmo salar) 、加利福尼亚钝口螈 (Ambystoma 
californiense)的人工繁育个体与野外种群的自然杂

交影响了它们野外种群的保护(Hindar et al, 2006; 
Fitzpatrick & Shaffer, 2007)。从物种保护的角度考虑, 
为防止释放养殖大鲵(Andrias davidianus)与野外种

3  “野生”的连续性和概念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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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杂交造成负面影响, 应开展遗传评估(Yan et al, 
2018)。 

(7)放生/逃逸/引入动物。在人工控制条件下繁

育的野生动物物种在种群增殖后开展原产地野外

重引入的动物, 如麋鹿(Elaphurus davidianus)和野

马(Equus ferus); 渔业部门放流到自然/半自然水域

的人工繁育的水生动物; 部分民间放生的人工繁育

动物, 及人工繁育逃逸到野外存活的动物。 
(8)人工繁育子二代及其后代。在这一状态类别

上, 《野生动物保护法》(2016年修订版)和CITES公
约对标本来源的要求类似, 即在人类控制条件下已

经繁育到子二代及以上。为区别驯养动物, 其直系

血亲可能还有野外来源。CITES公约将直系血亲解释

为世系的前四代(CITES Conf. 10.17 (Rev. CoP14))。 
(9)驯养动物。经过一定时期的人工繁育, 已经

形成稳定的人工种群, 直系血亲中无野外来源, 但
人工选择的时间还不够长, 不被认为是驯化动物。

一些动物因人类对特定表型的需求(如宠物、皮张)
可能快速选育出品种, 但也有不少繁育群体在表型

和基因频率与野外种群差异不显著, 或者在行为上

没有显著的变化(Kukekova et al, 2018)。如目前人工

饲养的梅花鹿(Cervus nippon)、马鹿(C. elaphus)、
貉(Nyctereutes procyonoides)等, 及部分用于科学研

究的实验动物, 如食蟹猴(Macaca fascicularis)、雪

貂(Mustela pulourius)。这类状态相对复杂, 虽然不

是严格意义上的野生动物, 但因存在对野外种群或

相似物种的可能影响, 宜参考CITES公约的物种列

入相似性原则、预防性措施和合法来源判定操作, 
采用证书管理、注册机制和公开数据库等可追溯系

统监管。 
(10)外来动物。源自野外种群或人工种群, 由

人类有意或无意携带到一个新的生态系统中, 在自

然环境中建立了可自我维持种群的动物。如南欧的

和尚鹦鹉(Myiopsitta monachus)种群已经开始从城

市和乡村往自然保护区扩散(Postigo et al, 2019); 我
国南方一些自然水域已有牛蛙(Lithobates catesbei-
anaus) (Bai et al, 2012)、红耳龟(Trachemys scripta 
elegans) (Xu et al, 2012)等外来物种建立入侵种群; 
新西兰引入的一些狩猎动物(如大型鹿类等草食哺

乳动物, Latham et al, 2020)、欧亚大陆引入的美洲皮

毛动物(如麝鼠(Ondatra zibethicus, Bos et al, 2019)
等, 它们在自然中也已建立种群, 这些种群会对原

生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带来负面影响。但是, 如曾

被作为宠物进行贸易的濒危物种小葵花鹦鹉

(Cacatua sulphurea), 逃逸后在香港建立了野化种

群 , 它们也可能成为濒危物种的异地保护种群

(Gibson & Yong, 2017)。 
(11)流浪猫狗/放生禽畜/野化家养动物。即离开

人类控制、在自然中生存繁育不受人类控制的驯化

动物。如高原地区被遗弃的流浪狗、自然水域放生

的家鱼, 或已经野化的澳洲野狗等, 这些进入到自

然的驯化动物可能对野生动物带来负面影响。 
(12)驯化动物/模式动物。经过人类历史长期驯

化但仍生活在人类控制条件之下的动物, 最常见的

如家猫、狗、马、家驴、家牛、山羊、绵羊、家猪、

鸡、鸭、鹅、家鸽、家蚕等; 在科学研究的强人工

选择下, 近代已经形成一些实验模式动物类群, 用
于对生物演化、遗传发育或人类疾病开展研究, 如
果蝇(Drosophila melanogaster)、斑马鱼(Danio rerio)、
非洲爪蟾(Xenopus laevis)、大鼠(Rattus norvegicus)、
小鼠(Mus musculus)等。 

这12种类型如果从人类控制管理干预的强度

和人工选择时间长短这两个维度的连续变化来描

述, 属于3种不同的人类管理控制强度, 以及4个不

同的人工选择阶段 , 可用下图来描绘动物的“野
性”(图1)。 

第1到第8类无论其是否处在自然环境中都被

视为野生动物, 第11和12类是经过强人工选择的动

物, 无论所处什么位置都不是野生动物。在第9到10类
中, 由于经过一定程度的人工选择, 所处人类控制情

况和对野外种群的影响各异, 其是否应被作为野生

动物管理则需要根据管理和保护的目标设定范围。 
人类有意无意将动物置于一些特定的状态中, 

有些人类活动有一定负面影响, 如从野外捕捉个

体、捡拾卵蛋、随意放生或造成外来动物入侵; 有
些被认为有助于野外种群恢复, 如将人工孵化育幼

后的亚成体放归、将人工繁育后代放归野外的重引

入项目或增殖放流; 还有一些对野外种群的影响以

间接为主, 如近百年来兴起的特种养殖等, 其中绝

大多数都应该被纳入法律监管和保护的范围。 

 
《野生动物保护法》(2016年修订版)在第一章 

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因“野生动物”术语定

义而产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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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野生动物”概念二维框架 
Fig. 1  The two-dimensional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the “wild animal” 

 
“总则”的第二条第一款中阐述了法律适用的地域范

围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及管辖的其他海域”; 
第二款规定保护的物种对象是“珍贵、濒危的陆生、

水生野生动物和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

生野生动物(陆生三有)”; 物质属性是“本法规定的野

生动物及其制品, 是指野生动物的整体(含卵、蛋)、
部分及其衍生物”; 但没有对“野生动物”做出规定。 

这与1988年《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一版的描述

具有一定差别。第一版第一章“总则”第二条第三款

标明了“本法各条款所提野生动物, 均系指前款规

定的受保护的野生动物”, 即明确了野生动物就是

两个名录: “珍贵、濒危的陆生、水生野生动物”和“有
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

物(原陆生三有)”中的动物。 
比较而言, 反而是《野生动物保护法》(2016年

修订版)在修订时删除了“野生动物”一词的术语限

定。这一删除直接影响了《野生动物保护法》(2016
年修订版)后续一些条款的适用范围。如: 第一章第

三条第一款“野生动物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第三章

野生动物管理相关条款中所有涉及非国家重点保

护动物的活动, 包括妨碍野生动物生息繁衍、猎捕

及其工具、出售、利用、运输、从境外引进、释放

活体和检疫证明等。 

没有“野生动物”术语限定的《野生动物保护法》

(2016年修订版)中, 从字面意义上来看, 理应将这

些条款适用于动物界的所有动物。从资源的归属和

从境外引进两个条款角度观察, 将法律适用于所有

“野生动物”看似具有合理性, 比如对未列入任何名

录的新物种和新发现, 其资源归属也明确应属于国

家。而且各主管部门也在依法审批非国家重点保护

名录和非公约附录所列的境外引进野生动物。 
但涉及妨碍野生动物生息繁衍和猎捕等人类

活动时, 如果根据以上条款, 则相关管理活动将无

限扩大适用范围, 波及所有“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

动物”, 包括苍蝇、蚊子等。当然人们从未据此实施过。

反之, 如果《野生动物保护法》中的“野生动物”只限

定国家重点、陆生三有和地方重点, 则其他非保护

野生动物的归属以及管理则存在不确定性。 
综上, 模糊不加限定的术语, 必然造成人们对

法律条款理解上的分歧和执行上的困难。 

 
我国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承担着“保护野

生动物, 拯救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维护生物多样

性和生态平衡,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立法目标。参

照前述“野生动物”的概念框架, 第1到第10类的动

5  “野生动物”术语在我国法律体系下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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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状态与野外种群的存续相关, 应作为《野生动物

保护法》完成立法目标需要保护和监管的动物。在

此目标之下, 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通过设置分

级的名录, 将保护和管理限定在部分物种, 而不是

所有动物类群。 
在此框架和立法目标下, 必须在法条中明确被

监管动物的状态, 并限定条款的适用范围。因此, 
结合1988年的表述, 参考前述汇总的术语和概念框

架, 我们建议将《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一章“总则”
第二条第三款“本法规定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是
指野生动物的整体(含卵、蛋)、部分及其衍生物。”
修订为: “本法各条款所提野生动物, 均系指前款规

定中所列物种在自然、半自然和人工控制条件下孵

化、生长或繁殖的所有活的或死的个体和卵, 且包

括其任何部分、产品及衍生物”, 明确概括现有法条

的适用范围。 
在此定义下, 第三款的前款需排除被归为第

11–12类的动物, 但对第9类“人工繁育已成熟, 无需

依赖野生血缘的受保护物种的人工种群”, 可考虑

采用证书、标记和注册开展溯源管理。为避免第10
类动物的影响, 涉及从境外引进非原产动物物种, 
以及向自然释放非原产动物活体的, 应在《野生动物

保护法》中考虑监管, 并适用其他相关法律加强监管, 
如《环境法》《动物检疫法》《生物安全法》等。 

在2020年新型冠状肺炎疫情暴发后, 禁止食用

野生动物, 加强野生动物保护的呼声越来越高。一

些专家学者建议尽快修订《野生动物保护法》, 对
所有野生动物物种实行普遍保护, 并将已经成为

《动物防疫法》《传染病防治法》《食品安全法》等

法律立法目标的公共卫生安全写入《野生动物保护

法》的立法目标。 
但通过分析发现, 现有法律条款难以通过简单

的修订、添加定义和扩大保护范围来达到既要拯救

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又要普遍保护野生动物, 还
要维护人类公共卫生安全的需求。在新的立法目标

出现后, 需要革新野生动物所涉法律的整体框架。 
野生动物各类群在栖息地类型、生态功能、生

活史以及动物与人的关系上截然不同。各类群的地

理分布、物种丰富度、生物多样性丧失的程度和受

威胁因素也各有差异。与此同时, 考虑到我国的珍

贵、濒危野生植物保护尚缺乏法律可遵照, 本文建

议可将现有《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保护目标/对象和

管理目标/对象拆分。设立《濒危物种保护法》, 保
护受到人类活动威胁而濒临灭绝的野生生物物种, 
包括动物界、植物界和大型真菌等, 出台《国家重

点保护濒危物种名录》, 并及时更新。其法律可参

考美国《濒危物种保护法案》《加拿大野生生物法

案》或印度《野生生物保护法案》的管理目标和框

架, 并与一些国际协议如《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

贸易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保护野生动物迁徙

物种公约》《国际湿地公约》等相接轨。 
对于未受到《濒危物种保护法》保护和管理, 未

列入《国家重点保护濒危物种名录》的1–10类的“野
生动物”, 及11、12类驯化动物的管理, 可根据遗传

资源管理、疫病防疫、动物福利和生态安全等需要, 
另外新设立《动物福利法》和《生物安全法》等, 结
合现有《渔业法》《动物防疫法》《传染病防治法》

《食品安全法》等法律, 做好相关条款的修订衔接, 
解决相关问题。 

致谢：感谢审稿专家对概念二维框架提出的修改意

见, 帮助我们整理思路, 指示我们参考更多与动物

驯化相关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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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动物保护法》再修订: 背景、争点与建议 
吕忠梅1*  陈真亮2 

1 (清华大学法学院, 北京 100084) 
2 (浙江农林大学文法学院, 杭州 311300) 

摘要: 《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订已纳入全国人大2020年年度立法计划。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虽然经过多次

修改, 但仍存在野生动物保护范围较窄、监管体制不顺、执法标准不科学、法律制度不完善等问题, 不能适应新

时代“健康中国”、“美丽中国”战略协同规制的新需求。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

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决定》, 为修订《野生动物保护法》带来了良好机遇。目

前各方面对于修订《野生动物保护法》既有共识, 也有争议, 呈现出不同利益诉求与立法思维的差异性, 以及立法

过程中利益选择、利益表达、利益协调的复杂性。为此, 建议《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订在完善立法目的、合理

界定保护范围、健全“黑白”名单制度和许可证制度、优化野生动物保护监管体制、完善激励机制和法律责任制度

等方面认真加以研究, 为促进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立良法”。 
关键词: 野生动物保护法; 再修订; 立法目的; 保护范围; 保护名录; 管理体制 

Revision of th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the Protection 
of Wildlife: Background, issues and suggestions 
Zhongmei Lü1*, Zhenliang Chen2 
1 School of Law,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2 School of Law, Zhejiang A & F University, Hangzhou 311300 

Abstract: An amendment to th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the Protection of Wildlife has 
been incorporated into the annual legislative plan for 2020. Although the current Law has been revised many 
times, its existing problems, such as a narrow scope of wildlife protection, outdated regulatory system, 
uninformed law enforcement, and imperfect legal system, do not meet the new requirements and regulations 
put forth in the “Healthy China” and “Beautiful China” era. The decision to ban illegal wildlife trade altogether, 
eliminate the abuse of wild animals, and ensure people’s health and safety that was adopted by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provides a good opportunity for revising the Law. We suggest that 
the revision of the Law should be carefully studied and implemented in the legislative process by reasonably 
defining the scope of protection, improving the “black and white” directory and licensing system, optimizing 
wildlife protection supervision and responsibility, and properly handling coordination with other relevant 
laws. These steps will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 and its capacity. 
Key words: amendments of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the Protection of Wildlife; re-revision; 
legislative purpose; protection scope; protected directory; management system 

2020年2月24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关

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

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决定》(以下简

称《决定》), 并宣布已将《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

订纳入2020年年度立法计划, 意味着启动了该法的

再次修订程序。此次修法与上次修法(2016年)仅间

隔四年, 可谓迅速; 但透过表象, 是人民群众对保

障公众健康和公共安全的新期盼成为了修法的新

动力。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

提高, 全社会对生态环境保护与社会文明的新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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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增加, 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明显暴露出与

人民群众对公众健康和公共安全新期盼之间的差

距, 修订《野生动物保护法》成为加强生态文明法

治建设的一个重要命题。但是, 实现保护生物多样

性、保障公众健康和公共安全的目标, 绝非修订法

律、更非修订一部《野生动物保护法》所能完成。

因此, 在立法过程中认真听取各种不同的利益诉求, 
慎重协调各种利益关系, 妥善处理各种利益保护方

式, 是实现“生态善治”奠定“良法”基础的必要过程。 

 
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于1988年颁布, 迄今

做过3次小的修正和1次大的修订。该法确立了对野

生动物“保护优先、规范利用、严格监管”的基本原

则并建立了相关保护制度和措施。我国先后加入了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生物多样性

公约》《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的养护

与管理协定》《养护大西洋金枪鱼国际公约》《国

际捕鲸管制公约》等有关野生动物保护的国际公约

或条约以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自然宪章》, 承
担大国责任并积极参与野生动物保护的国际合作。 

客观地看, 经过多年努力, 我国已经初步建立

了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制度体系, 通过名录管理和

行政执法, 野生动物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都取得

了积极进展。但是, 随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

期待和“美丽中国”建设步伐的加快, 野生动物保护

法律制度的一些不足也逐渐暴露。近年来, 人畜共

患疾病多发乃至致人死亡的事件在世界范围内屡

屡发生。我国环境与健康风险管理工作面临巨大压

力, 环境与健康风险管理基础数据缺乏、技术支撑

不足等问题依然突出; 环境与健康风险管理制度建

设、公民环境与健康素养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

调性亟待增强。尤其是近年来发生的一些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 凸显一个法律“短板”: 已经基本形成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 有效保障公众环境

与健康权益的法律供给严重不足。其外在表现是: 
野生动物保护法律制度缺乏对于公众健康保障的

目的性考量, 多头立法、单项立法导致不同法律间

的矛盾与冲突, 法律的系统性、协调性、空间性不

足, 未能实现对“健康中国”和“美丽中国”战略的协

同规制。 

1.1  “只保护重点野生动物”的取向难以实现保护

生物多样性的立法目标 
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了“保护野生动

物, 拯救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维护生物多样性和

生态平衡,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立法目标, 明确

了本法规定保护的野生动物“是指珍贵、濒危的陆

生、水生野生动物和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

的陆生野生动物”。这将法律保护的野生动物限定

在较小范围内, 体现的是以鼓励开发利用野生动物

为主的立法取向; 同时, 该法第38条规定可以自

由、自主地放生野生动物, 未提出风险评估和审核

许可要求。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该法所确立的

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 对可能造成的生物入侵、公

共安全及公众健康风险等潜在威胁缺乏严格规制

与风险预防措施。 
为实施《野生动物保护法》, 《陆生野生动物

保护实施条例》《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濒

危野生动植物进出口管理条例》《国家重点保护野

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管理办法》等行政法规规章

先后发布。根据威科法律数据库(https://law.wkinfo. 
com.cn, 检索时间2020年2月1日)的检索结果, 全国

约有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颁布了实施性地方法

规、规章并进行过相应的修订或修正。浙江、云南、

河北等还颁布了省级陆生野生动物保护条例。这些

国家和地方立法基本上按照保护“珍贵、濒危的陆

生、水生野生动物和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

的陆生野生动物”的思路, 将有重要生态、科学、社

会价值的“水生”野生动物, 以及非“重点”保护的一

般动物(比如实验动物、畜禽、宠物、娱乐动物、流

浪动物等)排除在外。 
从立法实践看, 对一般动物的保护并非完全没

有法律涉及, 只是分散在《畜牧法》《动物防疫法》

《渔业法》《食品安全法》《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

等法律, 以及《实验动物管理条例》《兽药管理条

例》《动物源性饲料产品安全生产管理办法》等法

规规章中。这些法律法规规章虽涉及动物及其保护, 
但立法宗旨各异、立法形式和效力层级不同。比如

《畜牧法》是“为了规范畜牧业生产经营行为, 保障

畜禽产品质量安全, 保护和合理利用畜禽遗传资源, 
维护畜牧业生产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促进畜牧业持

续健康发展”; 《动物防疫法》是“为了加强对动物

防疫活动的管理, 预防、控制和扑灭动物疫病, 促

1  修法背景: 《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实施现状及存

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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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养殖业发展, 保护人体健康, 维护公共卫生安

全”; 《实验动物管理条例》是“为了加强实验动物

的管理工作, 保证实验动物质量, 适应科学研究、

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这些立法基本上未

将野生动物保护纳入立法目的, 更缺乏对生物安全

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统筹考虑。 
1.2  “集管理与监督于一体”的监管体制难以贯彻

“保护优先、规范利用”的基本原则 
《野生动物保护法》第7条规定: “国务院林业草

原、渔业主管部门分别主管全国陆生、水生野生动

物保护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草原、渔

业主管部门分别主管本行政区域内陆生、水生野生

动物保护工作。”据此, 国务院林业草原、渔业主管部

门既有权制定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 也有权发放野

生动物资源利用许可证, 还有权对野生动物保护情况

进行监督执法。这导致主管部门的监督与管理职能合

一, 一个部门“既作运动员、又作裁判员”, 影响法律

的有效实施, 不利于“保护优先”原则的贯彻落实。 
实际上, 野生动物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涉及

多种行为, 有监管职责的除林业草原、农业农村主

管部门外, 至少还与生态环境、市场监管、卫生健

康、公安等部门的职责有关, 但各部门执法的法律

依据并不相同。由于多部法律法规之间缺乏协调, 
导致各部门的监管范围和职责存在一定交叉、重叠

甚至冲突。同时, 由于缺乏系统科学的溯源体系和

监督检查方式, 导致现实中难以区分野生动物个体

或制品的合法/非法来源, 出现许可证发放后的监

管乏力、执法不严、执法怠惰等问题。比如, “捕猎

—运输—贩卖—消费”野生动物的黑色利益链时隐

时现, 有的“野味”市场和网络交易平台商家利用驯

养繁殖许可证、经营利用许可证、狩猎证、生产专

用标识, 专门从事名为养殖、狩猎实为贩卖的“洗
白”交易。再如, 野生动物被捕获后申报动物检疫的

极少, 持动物防疫合格证销售野生动物的极少, 市
场监管缺位现象十分严重。这也使得“规范利用”原
则难以落实。 
1.3  “分部门制定名录”模式不能提供“严格监管”
的科学标准 

《野生的动物保护法》第10条规定: “国家对野

生动物实行分类分级保护。国家对珍贵、濒危的野

生动物实行重点保护。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分

为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和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国家重

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 由国务院野生动物保护主管

部门组织科学评估后制定, 并每五年根据评估情况

确定对名录进行调整。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

报国务院批准公布。……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

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 由国务院野生动物保护

主管部门组织科学评估后制定、调整并公布”。根

据该法授权, 相关名录由林业草原部门、农业渔业

部门分别制定。 
到目前为止, 国家先后发布了8个相关名录, 

包括: (1) 1989年经国务院批准, 原林业部和农业部

发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2003年2月
21日, 原国家林业局对该名录进行了调整, 将麝科

麝属(Moschus spp.)所有种由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

物调整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2) 2000年原国

家林业局发布的《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

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 (3) 2006
年原农业部发布的《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

录》(2014年, 农业部对该名录进行了修订); (4) 2007
年原农业部发布的《国家重点保护经济水生动植物

资源名录》; (5) 2017年原国家林业局发布的《人工

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名录(第一批)》; (6) 
2018年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

国际贸易公约〉附录水生动物物种核准为国家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名录》; (7) 2017年原农业部发布的

《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名录(第一

批)》; (8) 2019年农业农村部发布的《人工繁育国家

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名录(第二批)》。 
分析这些名录可以发现一些明显问题: 一是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保护种类范围过

窄、数量过少, 且没有及时进行更新和拓展; 二是

《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种类数

量扩张较快, 并且已将许可权限下放到县级部门; 
三是对于家畜家禽和人工饲养、合法捕获的“其他

动物”没有分类分级保护名录; 四是名录分级分类

的标准由不同部门确定, 导致一些“两栖”动物归属

不明。此外, 国家级和地方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栖

息地名录与国家级、地方级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

存在一定的交叉和重叠。这些问题的存在, 使得名

录制度不能起到为严格监管提供科学依据的作用。 
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存在的问题, 有的曾

在过去的修法方案中被提出但修订难度很大, 比如

扩大野生动物保护范围、加大对养殖野生动物行为©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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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限制等, 都在2016年的修法草案中提出过, 却因

各种原因未能完成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6)。在国务院机构改革之

后,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

系的指导意见》发布之际, 《野生动物保护法》的

再次修订迎来了最佳窗口期。经调研, 各方面对解

决野生动物保护的立法目标、体制机制、执法标准

等问题呼声强烈、期望很高。 

 
2020年2月24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

《决定》, 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

的制定法令、解释法律、修改法律、补充法律、批

准条约等职权的立法活动, 具有解释法律和补充法

律的双重作用。笔者认为,《决定》对《野生动物保

护法》的修订在立法目的、“野生动物”的法律概念

及保护范围、监管体制、监管方式、法律责任等方

面都有直接的指导作用(曹俊, 2020)。近一段时间, 
理论界与实务界围绕贯彻实施《决定》和对《野生

动物保护法》的修订进行了热烈讨论, 各种利益诉

求表达非常充分。这些讨论所聚焦的问题和达成的

基本共识能够为修法工作奠定良好的民意基础, 立
法机关可以分析后加以吸纳。为此, 本文选取了两

份相对完整并具有学科代表性的《野生动物保护

法》修订建议作为分析样本, 一份是中国法学会行

政法学研究会提出的修法建议(以下简称“行政法学

者建议稿”)(http://iolaw.cssn.cn/jyxc/202002/t20200214_ 
5088725.shtml, 获取时间2020年3月20日), 另一份

是北京大学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等九家

单位联合提出的修法建议(以下简称“联合建议稿”) 
(http://www.fon.org.cn/index.php?option=com_k2&view= 
item&id=14012:2020-02-20-14-05-51, 获取时间2020
年3月20日), 以观察法学界和环境保护界对同一问

题的不同观点。同时, 兼顾一些重要的学术观点和

相关部门的执法实践, 归纳出修订《野生动物保护

法》的五个重点问题, 以展示立法活动中不同利益

诉求与不同利益表达方式须经过法定程序加以协

调才能最终形成国家意志的过程。 
2.1 《野生动物保护法》的立法目的是否应该以及

如何修订? 
《决定》明确了“维护生物安全和生态安全, 有

效防范重大公共卫生风险,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健康安全,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目标要求。两个建议稿均认为应该对《野

生动物保护法》的立法目的进行修订, 但对如何修

订有不同方案。 
“行政法学者建议稿”的方案是: 确立野生动物

普遍保护的理念, 同时引入公共卫生和健康的视角, 
在立法目的中增加有关尊重生命、倡导文明和维护

人群健康和生物安全方面的内容; 在立法原则上, 
增加生命伦理和生物安全的内容。 

“联合建议稿”的方案是: 在确立野生动物普遍

保护理念的同时, 引入公共卫生和健康的视角, 强
调从公共卫生的维度开展野生动物保护, 建议将

“保障生态安全与公共卫生安全”纳入立法目的。 
也有个别学者认为: 野生动物保护法立法目的

调整需要慎重考虑, “保障公众健康和公共卫生安

全”、“尊重生命伦理”等内容不宜加入到立法目的中, 
这些内容不属于《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调整范围。

为此, 有学者建议分别立法, 在执法过程中再根据

不同场景适用适当的法律(蒲晓磊, 2020)。 

2.2 《野生动物保护法》中的“野生动物”应该如何

界定? 
《决定》扩大了“野生动物”的禁食范围, 意味着受

法律保护的野生动物范围已不再是现行《野生动物保

护法》规定的“重点保护动物”和“有重要生态、科学、

社会价值的” “三有”动物, 修法时必须重新定义受法

律保护的“野生动物”概念。两个建议稿对重新界定

“野生动物”没有分歧, 但对定义方式有不同意见。 
“行政法学者稿”建议借鉴有关国际公约和国

际惯例, 重新对野生动物进行界定。除却一些经

科学论证明显对人类有害可不用保护的野生动物, 
其他的一切野生动物都应纳入立法保护的范围 , 
并依据野生动物的生态功能与种群现状等实行分

类保护。 
“联合建议稿”则提出要明确“野生动物”的定义, 

扩大《野生动物保护法》适用范围至所有野生动物; 
厘清《野生动物保护法》和其他法律之间的关系, 将
一部分野生动物纳入其他相关法律的规定范围; 不
再保留“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三有”概
念。建议借鉴有关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 将“野生动

物”定义为“生活在自然状态下和人工环境里未经人

类驯化的动物”。 

2  主要争点: 《决定》对《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

的影响及对相关问题的不同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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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野生动物保护法》是否应该确立“黑、白”名
单以及如何确立? 

《决定》明确将列入畜禽遗传资源目录的动物

排除在禁食范围之外, 规定因科研、药用、展示等

特殊情况可以对野生动物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

非食用性利用, 并要求对《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

护名录》及时进行调整。对《决定》规定的“黑、

白”名单制度是否应“平移”至《野生动物保护法》, 
甚至是否应该制定“白名单”, 各方面有不同认识, 
比如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时坤教授认为

禁止食用野生动物不存在“黑白名单”(https://guancha. 
gmw.cn/2020-03/06/content_33625525.htm)。两个建

议稿对“黑、白名单”的具体内容也有不同方案。 
“行政法学者稿”主张建立“黑名单”制度, 建议

将可食用的野生动物限定在极小范围内, 采用清单

式管理, 清单外的一律禁止食用。借鉴国际公约的

名录做法, 公布不可食用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名录, 
将地方保护的非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传统的“三
有”动物, 以及那些可能更容易引发公共卫生问题

的动物(如刺猬、蝙蝠、穿山甲、蜈蚣、毒蛇等)可
以考虑采取特殊保护措施, 允许科研利用和灭杀, 
但严禁食用。将可食用野味等同于肉类食品予以严

格监管, 实行严格的检验检疫制度。 
“联合建议稿”则提出了建立“黑、白”名单制度, 

具体建议为: 根据名录和许可, 对野生动物利用进

行分类管理; 依照科学原则, 及时制定和更新名

录。将野生动物分为国家和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和一般保护野生动物, 对于列入国家重点野生动物

保护名录和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保护名录的野

生动物实行严格保护; 除因科学研究、种群调控、

迁地保护、疫源疫病监测或者其他特殊情况向野生

动物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许可后方可猎捕外, 禁
止猎捕、杀害野生动物, 野外捕猎的野生动物不得

用于商业目的或进入市场进行交易和利用; 对人工

繁育陆生野生动物, 明确划分商业与非商业目的, 
区别管理; 为满足一定条件的动物建立保护性的

“特种繁育动物名录”。 
也有学者认为:《决定》中规定的列入畜禽遗传

资源目录的动物属于家畜家禽, 应适用《畜牧法》

的规定, 实行以禽畜遗传资源目录为标准的正面清

单管理, 扩大家畜家禽的范围, 对目录的设置提出

了非常高的要求。事实上, 家畜家禽的范围即使再

扩大也不能囊括所有可安全利用的野生动物, 比如

不属于家畜家禽的两栖类和爬行类动物; 也不能囊

括事实上被长期安全利用的国家重点保护动物, 如
梅花鹿。对此, 《野生动物保护法》应当明确要求, 
尽快出台配套细则, 将禽畜遗传资源目录扩充为安

全驯养动物目录(蒲晓磊, 2020)。 

2020年5月1日起生效实施的《深圳经济特区全

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条例》将可以食用的动物规定

为“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录所列的猪、牛、羊、驴、

兔、鸡、鸭、鹅、鸽、鹌鹑以及该目录所列其他以

提供食用为目的饲养的家禽家畜, 以及依照法律、

法规未禁止食用的水生动物”。该地方立法建立了

“白名单”制度, 进一步扩大了全国人大《决定》的

禁食范围。 
2.4  《野生动物保护法》的监管体制应该如何建立? 

《决定》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健全

执法管理体制, 为《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订与完

善监管体制机制提供了依据。目前, 各方面对于应

进一步完善野生动物保护执法管理体制已有共识, 
但对于如何建立健全监管体制则有不同方案。两份

建议稿均提出成立专门的野生动物保护局作为执

法部门, 对于是否建立以及如何建立协调机制、监

督机制有不同认识。 
“行政法学者稿”建议将陆生野生动物保护职能

划归自然资源部, 在自然资源部成立野生动物保护

局, 一方面提高其法律地位, 增加其行政资源; 另
一方面可以利用自然资源部门的管理和执法力量, 
有效提高管理和执法水平。 

“联合建议稿”提出, 整合林草部门和农业渔业

部门的野生动物保护职责后划归自然资源部, 在自

然资源部成立野生动物保护局; 明确生态环境部负

有监督全国陆生、水生野生动物保护执法情况, 对
林业草原、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的野生动物保护执法

工作提出监督和加强执法意见的具体职责。同时, 
设立独立和公开的科学委员会, 指导并监督相关配

额制定、名录设定和更新调整等专业性问题。 
在实践层面, 地方林草、农业、生态环境等部

门也提出了《野生动物保护法》与《环境保护法》

所建立的生态环境监管体制是否需要衔接以及如

何衔接的问题。 
2.5  《野生动物保护法》的法律责任制度应如何完善? 

《决定》明确规定, 加大对野生动物非法交易行©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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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的惩罚力度, 明确加重处罚和新增处罚的内容, 
体现出提高违法成本、完善法律责任制度的明确导

向。对此, 各方面的意见高度一致, 但提出的完善

法律责任制度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行政法学者稿”的建议相对系统, 从提高行政

处罚标准、修改刑法两个方面提出了强化法律责任

的建议。具体为提高行政罚款额度, 将现行《刑法》

第341条修改为“非法猎捕、杀害、运输、贩卖、购

买和食用野生动物罪”和“非法收购、运输、出售野

生动物制品罪”, 同时增加“虐待野生动物罪”。 
“联合建议稿”认为应补充规定禁止生产、经营、

运输、携带、寄递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制作的食品(包
括特种繁育动物及其制品制作的食品)及法律责任; 
同时, 规定非法消费野生动物行为的法律责任。 

本质上看, 立法决策实际上是对各种利益诉求

按照一定价值取向或者标准的取舍, 不同利益诉求

的充分表达和博弈是形成国家意志的必经之路。不

同的建议方案实际上代表着不同的利益诉求。立法

决策者对于各种不同的利益诉求不应简单地采纳

或排斥, 而是要经由立法程序, 在立法机关内部形

成初步方案后, 面向社会全体成员征求意见。在各

方面反复的利益表达、利益协商、利益妥协过程中, 
逐步达成多数人的意见, 最终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

法律。立法过程的民主化, 是法律能够得到社会更

好认同和遵守的前提。理性分析各种不同意见, 事
关立法决策的科学化。 

 
《决定》发布后, 国家林草局、农业农村部、生

态环境部出台了实施方案, 并在实践中加大了执行

力度。这些实践对《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订具有

很好的经验积累作用。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

计划, 2020年将制定《生物安全法》, 启动《野生动

物保护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修订工作, 目的在于

通过立法建立“安全阀”, 控制环境与健康“风险源”, 
完善我国的生物安全和公共卫生立法体系。这也为

更好修订《野生动物保护法》提供了难得的系统性

立法契机。 
野生动物保护事关人类可持续发展全局, 是建

立和维护“全球生命共同体”的重要内容。从世界范

围看, 人类在野生动物保护方面面临着四个难题: 

一是宏观上解决人类与野生动物、野生动物与动

物、野生动物保护与生态系统保护之间的关系问

题。二是微观上解决来自各个方面的对野生动物及

其栖息地的威胁问题。三是应对野生动物给人类社

会和生态系统带来的威胁的具体措施。四是根据各

国国情, 综合考虑野生动物资源分布、立法体制、

立法技术、文化传统和管理水平等各方面因素, 合
理选择野生动物保护立法模式问题。因此, 笔者认

为《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订还应该有更高的站位

和更开阔的视野, 理性审视存在的问题, 综合考虑

立法价值取向与立法技术的有机结合, 妥善处理

《野生动物保护法》与相关法律的关系, 为促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立良法”(曹俊 , 
2020)。根据当前对《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重点问

题的归纳, 结合我们前期所进行的调查研究工作, 
对贯彻落实《决定》精神, 提出如下修订《野生动

物保护法》的思路性建议。 
3.1  增加“保障公众健康和公共卫生安全”的立法

目的 
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将立法目的确定为保

护生物多样性是正确的, 但其“就野生动物保护谈

野生动物保护”的立法思维缺乏对野生动物保护所

可能涉及的生态安全、公共卫生安全风险的关联性

考虑。尤其是对“野生动物”的法律内涵界定较窄, 
没有把与公众健康和公共卫生安全有关的动物纳

入保护范围, 导致一些“野生的动物”没有纳入法律

调整范围, 不能从法律上对相关交易、食用行为加

以遏制。因此, 有必要将保障公众健康、维护公共

卫生安全的理念在《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加以体现, 
并以此为基础进行相关制度的衔接性安排, 通过重

新定义“野生动物”以弥补现行法律的不足。按照新

的价值目标对《陆生野生动物保护条例》《水生野

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驯

养繁殖许可证管理办法》等相关法规规章进行评估, 
统筹考虑我国动物保护立法体系的建构, 决定是否

有必要在《野生动物保护法》以外, 对一般动物、

实验动物、伴侣动物等进行分层次专门立法, 进一

步促进我国动物保护立法的综合化和体系化。 
同时, 将《野生动物保护法》适用范围扩大至

所有野生动物, 除了非国家重点保护的水生野生动

物适用《渔业法》等法律以外, 对农业、林业、公

共卫生有影响的陆生野生无脊椎动物, 以及可作为

3  具体建议: 对《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重点问题

的基本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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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繁育陆生野生动物进行商业利用的人工繁育

种群, 适用《农业法》《森林法》《传染病防治法》 
《畜牧法》《动物防疫法》等法律进行管理。 
3.2  重新界定“野生动物”概念 

根据《决定》精神, 将《野生动物保护法》的

适用范围扩大到没有被人类驯化且生活在自然界

中的所有动物。我们从已经收集到的9个国家、2个
地区与野生动物保护相关的规范文件以及3个国际

组织或公约对“野生动物”的法律定义来看, 这些法

律定义存在着科学性、细致程度上的差异。其中, 加
拿大《野生动物法》《濒危物种法》, 美国《鱼类

和野生动物协调法》《雷斯法案》, 澳大利亚《国

家公园和野生动物法》《环境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法》

对野生动物的相关定义具有借鉴价值。应尊重野生

动物保护的科学规律, 考虑人工控制管理干预的强

度和人工选择时间长短的连续变化因素, 对“野生

动物”的概念进行合理定义(曾岩等, 2020)。 
我国可采取概括和列举相结合的立法技术方

法, 对野生动物、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CITES
公约附录I和附录II中的野生动物、难以人工繁育的

野生动物(如虎、狮、熊等)等术语进行界定。同时

对《畜牧法》《动物防疫法》《森林法》《农业法》

《渔业法》《食品安全法》等法律中的“动物”或“野
生动物”的概念采取“打包修法”方式进行统一修改, 
以保证法律定义的内在统一、法律制度的协同配合。 
3.3  完善名录制度和许可证制度 

野生动物保护涉及生物学、生态学、环境科学

等多个自然科学领域, 《野生动物保护法》的核心

制度是“名录”和“许可”。“名录”的提出、确定和调

整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科学研究成果, “许可”必须

建立在科学的“名录”基础之上。现行野生动物保护

法实施中出现的很多问题都与“名录”、许可证的不

科学管理直接相关。要将《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

得既“管用”又“好用”, 必须采取法律和科技相结合

的方式, 由科学家与法学家紧密合作, 共同完成野

生动物保护立法中的科学技术规范法律化和法律

技术规范化工作。 
《野生动物保护法》中的“名录制度”应包括与

制定“名录”有关的调查、评估、调整等相关主体与

程序规定。在国家层面应建立由生态环境保护、经

济管理、社会治理、法律等相关领域专家组成的专

家委员会, 负责提出统一的野生动物保护名录并及

时评估调整; 制定保护动物的利用规模、程度、方

法等科学标准, 作为发放许可证的科学依据, 从而

解决多部门执法、名录不统一、标准不统一问题, 减
少法律实施中的矛盾与冲突。修法过程中, 也应组

织专家对现有的各类名录进行生态、经济、社会、

法律等方面的评估, 提出系统性修改意见。对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名录、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名录, 
根据生物多样性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保护、野生动

物栖息地保护、遗传资源保护等不同目的, 提出差

异化保护建议并提交立法机关审定。对于“黑、白”
名单, 可以根据保护程度和规模的不同需要, 授权

国务院相关部门和地方分别发布。 
许可证管理是国内外实践已证明对于保护野

生动物十分有效的法律制度, 应在现有规定的基础

上加以完善。充分发挥许可证管理的优势, 针对每

个监管对象采取具体措施, 设定具体许可条件和限

制, 将开发利用野生动物的规模和程度控制在合理

的范围之内, 以确保生物多样性保护、生物安全和

公众健康立法目标的实现。建立野生动物放生许可

制度, 许可证发放须以科学论证和风险评估为前置

条件, 避免造成生物入侵和生态损害。可参考排污

许可证综合改革的经验, 吸纳其中的合理因素, 完
善《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许可证管理制度。 
3.4  优化野生动物保护执法及多元治理体系 

野生动物的保护和监管是一项系统工程, 涉
及中央的林业草原、农业、生态环境、公安、交

通运输、动物防疫、卫生健康、市场监管等多个

部门和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职责权

限。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共出现了42次“野生

动物保护主管部门”, 但没有对其职责予以具体

明确, 没有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组织协

调职责, 导致出现执法中的乱象。因此, 修订《野

生动物保护法》必须重点解决执法与监管体制问

题, 明确相关部门的职责权限及其协调原则和机

制。应以决策、规划、开发利用、执法、监督权

限分设并相互制约为原则, 解决不同部门之间的

职责分工与协调、合作与协同问题。考虑《野生

动物保护法》与《环境保护法》的衔接, 建立野

生动物保护的统一监管与专业执法分立机制。 
在新设立野生动物保护局有相当困难的现实

情况下, 可考虑从增加管理职能, 建立协同、联合

执法机制等方面来解决。在明确规定野生动物保©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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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主管部门为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

林业草原、渔业主管部门的基础上, 由林草部门

牵头建立联合执法协调机制, 将有相关职能的部

门均纳入进来。同时, 增加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加强野生动物保护和监督管理工作的组织

领导和协调职能。 
建议将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纳

入中央环保督察范围, 将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纳入地

方党委、政府的生态文明建设绩效考核指标体系, 
压实地方政府在野生动物保护和管理方面的属地

责任, 明确野生动物交易监管过程中监管权责的合

理分配与归属问题。将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纳入社会

治理体系, 综合利用命令控制、市场激励和公众参

与等治理手段, 提高野生动物保护的制度效能。按

照国家环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要

求, 鼓励公众参与和社会自治, 保障各利益相关方

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与诉讼权。 
3.5  完善激励和约束性法律制度 

野生动物的保护和管理涉及面广、环节多 , 
需要相关部门和全社会之间加强沟通、互相配合、

协调推进。《野生动物保护法》应建立适当的经

济激励和奖励制度, 鼓励地方政府、企业主动采

取野生动物保护措施; 奖励为野生动物保护做出

突出贡献的单位、社会组织和个人; 将企业和个

人的相关行为纳入社会诚信体系范围。 
明晰的法律责任制度对《野生动物保护法》

的实施至关重要。应根据新建立的体制机制和主

要制度设计相应的法律责任, 明确违法利用野生

动物的法律责任。在建立权责利相统一的政府权

力清单、负面清单、“白名单”和“黑名单”、许可

证等制度的基础上, 完善政府相关主管部门负责 
 

人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责任; 强化企事业单位和

个人的行政法律责任、民事法律责任和刑事法律

责任。建议建立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制度、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 发挥司法机关监督作用 , 
加强野生动物保护司法; 完善野生动物保护社会

动员机制, 形成野生动物保护的治理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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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意义 
蒋志刚1,2*  江建平3,2  王跃招3,2  张  鹗4,2  张雁云5  蔡  波3,2 

1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北京 100101) 
2 (中国科学院大学, 北京 100049) 

3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 成都 610041) 
4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武汉 430072) 
5 (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北京 100875) 

摘要: 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与国家濒危物种红色名录都是物种灭绝风险的测度, 前者是全球性评估, 后者则是

国别研究。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预警了全球物种的濒危状况, 为全球生物多样性研究提供了大数据; 国别红色

名录确定了各国物种受威胁状况, 填补了前者的知识空缺, 两份名录互为补充。目前对国家濒危物种红色名录重

视不够。基于如下原因, 应当重视国别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意义: (1)国家是濒危物种保护的行为主体, 物种在一个

国家的生存状况是确定其保护级别、开展濒危物种保育的依据; (2)对于仅分布于一个国家的特有物种来说, 其国

别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等级即是其全球濒危等级; (3)对于跨国境分布的物种来说, 国别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等级则确

定了该物种在本国的生存状况; (4)结合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 国别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为建立跨国保护地、保护

迁徙物种的栖息地与跨国迁徙洄游通道提供依据; (5)国别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所特有的“区域灭绝”等级, 反映了一

个物种边缘种群在该国的区域灭绝, 恢复“区域灭绝”物种是该物种原分布国重引入保育工作的重点; (6)国别濒危

物种红色名录提供了该国物种编目、分类、分布和生存状况的最新信息。然而, 国别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重要性

在许多情况下被忽视了。目前正值全球新冠肺炎大流行, 人们正在重新审视人与野生动物的关系。我国将修订有

关野生动物保护与防疫法法律以及《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 防控新的人与野生动物共患疾病再次暴发。

对于确定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物种名录来言, 物种受威胁程度是物种列为国家重点保护物种的特征之一。重视

国别红色名录有特别的意义。 
关键词: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 国家/区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 

Significance of country red lists of endangered species for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Zhigang Jiang1,2*, Jianping Jiang3,2, Yuezhao Wang3,2, E Zhang4,2, Yanyun Zhang5, Bo Cai3,2 
1 Institute of Zo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2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3 Chengdu Institute of Bi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engdu 610041 
4 Institute of Hydrobi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Wuhan 430072 
5 College of Life Sciences,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Abstract: Both the IUCN Red List of Endangered Species and country red lists of endangered species assess 
the risk of extinction of species, the former being a global assessment whereas the latter provides regional 
assessments. The IUCN Red List of Endangered Species alerts the world to the status of endangered species, 
and also serves as a database of global biodiversity. Country red lists, on the other hand, ascertain the status 
of species in particular countries, filling knowledge gaps in the former. The two lists are thus complementary 
to each other. However, insufficient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date to country red lists of endangered species. 
Country-level red lists should be given greater attention for at least the following reasons: (1) a sovere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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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ry is the main authority for taking conservation action in regard to wildlife species within its boundaries 
based on the level of endangerment (conservation status) of the species; (2) for endemic species in a country, 
the country red list status constitutes its global status; (3) for species whose ranges cross national borders, the 
country’s red list status reflects the survival status of the species in the country; (4) combined with the IUCN 
global red list, the country red list provides a basis from which to consid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ransnational 
protected areas, the protection of important habitats for migratory species, and the protection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corridors; (5) the category of “Regional Extinction” is unique to country/regional red lists of 
endangered species, providing an indication of the danger of extinction of the species at the country level; 
and (6) country red lists of endangered species can provide updated information on the inventory, 
classification, distribution and status of species in the country. Yet, the importance of country red lists is often 
overlooked under many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Following onset of the global COVID-19 pandemic, 
however, people’s outlook in China has been changing in regard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wildlife. Consequently, China will be amending national laws on wildlife protection,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the List of State Key Protected Wild Animal Species, in order to better prevent and control emerging 
zoonoses. The status of wildlife species included in the country red list of endangered species should be one 
of the defining elements for identifying and updating species on the List of State Key Protected Wild Animal 
Species in China. Thus, it is critical to recogniz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ountry red list of endangered species 
at this special moment in time. 
Key words: IUCN Red List of Endangered Species; country/regional red lists of endangered species; List of 
State Key Protected Wild Animal Species 

生物多样性保护是时代主旋律。中国积极参与

了全球生物多样性行动, 保护了许多旗舰物种, 中
国生物多样性研究与保护在全球生物多样性研究

与保护中已经占据了重要位置(Mallapaty, 2020)。 
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是物种灭绝风险的测度。

IUCN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自诞生之日起, 即开始制定濒危物种名单, 后来发

展为濒危物种红皮书、濒危物种红色名录(蒋志刚和

马克平, 2014; Lacher & Hilton-Taylor, 2018)。目前, 
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汇集了各国的研究成果, 
评估了116,000个物种, 发现超过31,000个种的生存

受到威胁, 受威胁种数(包括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

录评估中的极危、濒危、易危三类物种)占已评估物

种总数的27% (www.redlist.org)。其中41%的两栖

类、34%的针叶树种、33%的珊瑚、30%的鲨鱼、

25%的哺乳类以及14%的鸟类的生存受到威胁。尽

管目前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尚未达到2020年评

估全球160,000个物种的目标, 但是IUCN濒危物种

红色名录是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受胁等级编目, 影响

深远, 预警了全球物种的濒危状况, 被广泛用于全

球濒危物种研究(Rodrigues et al, 2006; Brooks et al, 
2019; Cooke et al, 2019)。 

世界各国均开展了国别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研

究 , 为区域的濒危物种保护积累了重要资料

(Rodríguez, 2008)。近年来, 中国研究者也开展了大

型真菌(姚一建等, 2020; 魏铁铮等, 2020)、地衣(魏
鑫丽等, 2020)、石松类和蕨类(董仕勇等, 2017)、高

等植物(覃海宁等, 2017)、内陆鱼类(曹亮等, 2016)、
两栖类(江建平等, 2016)、爬行类(蔡波等, 2016)、鸟

类(张雁云等, 2016)、哺乳类(蒋志刚等, 2016b)的国

别红色名录研究。然而, 由于种种原因, 人们对国

别红色名录重要性的认识不足, 常常忽略了其应

用。国内研究者与保护工作者在评价中国分布的物

种的生存状况时, 绝大多数都引用了IUCN濒危物

种红色名录评估的受胁等级, 却很少引用中国的国

别红色名录, 如《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 
为了保护生物多样性, 中国在1989年开始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以下简称《野

生动物保护法》)。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 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织了《野生动物保护法》的

修订, 以期适应新世纪的国家生态保护战略和全球

环境保护形势。《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以
下简称《国家重点保护名录》)作为《野生动物保护

法》的配套法律文件, 在《野生动物保护法》制定

一年后颁布实施, 将中国野生动物濒危种、稀有种

和旗舰种纳入了重点保护。《国家重点保护名录》

颁布后, 保护了中国珍稀濒危物种。随着中国生物

多样性研究的深入、物种保护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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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变化, 迫切需要更新《国家重点保护名录》。原

林业部在1998年, 原国家林业局在2000年、2006年、

2009年和2011年,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在2019年初曾

专门组织了《国家重点保护名录》修订专家研讨会, 
召集野生动物专家和有关省市区野生动物管理专

家就修订调整《国家重点保护名录》进行论证(蒋志

刚, 2019)。然而, 仅在2006年, 为了扭转当时野生麝

类种群数量下降的局面, 国家主管部门将中国麝类

从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升级为一级外, 《国

家重点保护名录》自颁布至今, 其他物种的保护级

别由于种种原因未曾调整, 也未曾增补新发现的种

类。学术界和公众要求修订更新《国家重点保护名

录》的呼声很高(马克平, 2016; 刘金等, 2019, 平晓

鸽和曾岩, 2020)。目前, 国家主管部门正在修订《国

家重点保护名录》, 物种濒危状况是判定物种保护

级别的重要依据。国别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对于生物

多样性保护来说意义重大。 
各国对其境内的生物多样性拥有主权和责任

(https://www.cbd.int/convention/)。国家是受威胁物

种保护的行为主体。因此, 国家主管部门依据物种

在国内的生存状况评定保护优先顺序, 制定保护名

录, 建立保护地, 保护种群, 保存或恢复栖息地, 
必要时采取迁地保护措施。保护濒危物种是国家战

略与国家行为。物种在一个国家的生存状况是开展

保育行动的依据。一个物种的分布区可能跨越多个

国家, 如环北极分布种驼鹿(Alces alces); 也可能仅

分布在一个国家, 如中国特有的两栖爬行类, 大鲵

(Andrias davidianus)、扬子鳄(Alligator sinensis)等。

各国的国别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反映物种在该国的

生存状况, 例如, 驼鹿在北美洲、欧洲的种群大, 分
布广, 被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评为“无危”(LC), 
但在中国仅分布在阿尔山和大兴安岭, 被中国生物

多样性红色名录评为“极危”(CR)。驼鹿在中国的濒

危等级是中国制定保护对策、采取保护行为的重要

依据。 
分布国能及时更新评估特有种的生存状况。虽

然IUCN的目标是扩大濒危物种红色名录评估的种

类, 以了解全球生物物种的生存状况。但由于缺乏

足够的人力资源, IUCN常常无法完成每10年更新

评估一次列入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物种的预定目标。

事实上, 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17%的物种评估

已经过时(Rondinini et al, 2018)。对于仅分布于一个

国家的特有物种来说, 国别濒危物种红色名录评估

的濒危等级即是其全球濒危等级, 分布国濒危物种

红色名录等级是确定该物种IUCN红色名录等级的

参考。例如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濒危等

级的降级。2015年, 《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评

估时依据大熊猫的种群与栖息地状况, 将其濒危等

级从“濒危”降到“易危”, 这一结果由原环境保护部

与中国科学院联合发布(https://cn.bing.com/search?q= 
www.mee.gov.cn/gkml/hbb/bgg/201505/t20150525.&
form=IPRV10)。2016年, 在美国夏威夷举行的世界

自然保护大会上, IUCN红色名录工作组也采用了这

一评估结果。 
国别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等级确定了跨国境分

布物种在该国的生存状况。例如, 河狸(Castor fiber)
在中国的分布区为其边缘分布区(www.redlist.org)。
仅700只河狸分布在新疆阿勒泰地区布尔根、大小

清河流域, 濒临灭绝(Chu & Jiang, 2009; 刘冬志等, 
2013), 笔者2018年在新疆河狸分布区野外考察发

现其种群数量与分布与以前的报道没有变化。国别

红色名录评估其濒危等级为“极危”(CR), 是中国啮

齿目惟一的濒危种。而根据IUCN红色名录的评估, 
河狸在全球其它分布区的种群数量还在增长, 其生

存状况为“无危”(LC)。中国《国家重点保护名录》

将河狸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河狸的

IUCN红色名录“无危”级别并不影响中国将河狸列

为国家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类似地, 两栖动物新

疆北鲵(Ranodon sibiricus)主要分布于中亚地区的

哈萨克斯坦, 在我国新疆伊犁地区邻近温泉县的4
个县有分布, 其栖息地持续受到严重破坏(近年来

其栖息地状况有所好转), 国别红色名录评估其濒

危等级为“极危”(CR), 而IUCN的全球评估等级为

“ 濒危 ”(EN); 爬行动物中 , 四爪陆龟 (Testudo 
horsfieldii)广泛分布于中亚多国, 在我国新疆边境

地区霍城等地有发现, 其栖息地持续受到严重破坏

(近年来其栖息地状况有所好转), 国别红色名录评

估其濒危等级为“极危”(CR), 而IUCN的全球评估

等级为“易危”(VU)。 
“区域灭绝”种是一个国家重引入保护的重点。

国别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有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

所没有的“区域灭绝”(RE)等级, 用于反映一个物种

在一个国家(一个区域)分布种群的消失, 警示了区

域的生物多样性危机。“区域灭绝”物种应是原分布©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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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优先引入重建野生种群的重点对象。根据《中国

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脊椎动物》2020版的评估结果, 
中国有10种有蹄类已经“局部灭绝”或“野外灭

绝”(EW), 占中国有蹄类(偶蹄目 + 奇蹄目)种类的

1/7。在Bar-On等(2018)列出的世界上体重最重的10
种有蹄类动物中, 有5种已经在中国灭绝或极度濒

危。在中国局部灭绝的大型有蹄类 , 如独角犀

(Rhinoceros unicornis) (蒋志刚等, 2016a)、爪哇野牛

(Bos javanicus), 需要重引入, 2018年长隆野生动物

世界与上海野生动物园各从尼泊尔重新引入了1对
独角犀。一些已经重引入的物种, 如高鼻羚羊(Saiga 
tairica)在20世纪80年代重引入甘肃武威, 经历遗传

瓶颈和疾病后, 目前种群比引入时的建群种群还小

(Jiang et al, 2020, preprint), 其濒危等级仍是“野外

灭绝”(EW)。同期引入的普氏野马(Equus ferus), 20
世纪中叶在中国灭绝, 目前已经在新疆卡拉麦里

山、安西极旱荒漠、敦煌西湖等自然保护区实施野

外放养 , 但是尚未建立野生种群 (Jiang & Zong, 
2019)。于是, 尽管中国“区域灭绝”的野马已经重引

入, 但其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濒危等级仍是

“野外灭绝”(EW), 而由于其野生种群在蒙古的恢复

重建, IUCN红色名录将全球普氏野马的濒危等级

降为“濒危”(EN)。中国有尾类两栖动物中, 琉球棘

螈(Echinotriton andersoni)曾于20世纪30年代在我

国台湾省北部有标本记录, 但之后没有再发现(Zhao 
& Adler, 1993); 故中国国别红色名录评估时将琉球

棘螈评估为“区域灭绝”(RE)。然而, 目前该物种在

冲绳、阿美等岛屿仍较容易发现。 
国别红色名录评估鉴别了跨境分布区与迁徙

通道。《迁徙物种公约》关注恢复跨越国境分布物

种的种群与栖息地以及跨国迁徙通道的保护(蒋志

刚等, 2019)。中国的社会、自然环境状况和野生动

物种群数量与栖息地的显著变化, 使得许多野生动

物在中国的分布区退缩到边境地区 , 如东北虎

(Panthera tigris altaica) (Wang et al, 2016)、蒙古原

羚(Procapra gutturosa) (Luo et al, 2014)、亚洲象

(Elephas maximus) (Zhang et al, 2015)等。亚洲象、

东北虎、犀牛等的原分布区被人类活动区挤占, 加
之环境变迁, 其分布区逐渐从中国消失(Wan et al, 
2019)。这种野生动物栖息地在人类世(Anthropocene)
被人类活动、环境变迁“挤占擦除”的现象是其濒危

原因之一。结合IUCN红色名录, 国别濒危物种红色

名录可以建立跨国保护地、恢复这些动物的原有栖

息地, 保护迁徙物种跨国迁徙洄游通道, 为跨越国

境分布的野生动物保护提供依据。 
国别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是物种编目与生存状

况的及时更新。相对研究区域而言, 一个国别濒危

物种红色名录研究的投入比IUCN全球评估时对该

国评估投入的相对比例大。国别濒危物种红色名录

评估集中了一个国家的濒危物种研究与保护专家。

参与国别濒危物种红色名录评估的研究人员对本

国研究不存在语言障碍(Fisher, 2014), 掌握包括灰

色文献在内的该国物种编目、分类、分布和种群的

最新信息, 能提供物种生存状况的最新资料(Jiang 
et al, 2016)。《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脊椎动物》

2020版评估的两栖类种数从2015年的408种, 增加

到2020年的475种; 评估的爬行类种数从2015年的

462种, 增加到2020年的527种; 评估的鸟类种数从

2015年的1,372种, 增加到2020年的1,445种; 评估

的哺乳类种数从2015年的673种, 增加到2020年的

696种。2015年《中国脊椎动物红色名录》比2015
年IUCN红色名录多评估了60种哺乳类, 爬行类则

多评估了227种; 尽管IUCN红色名录研究团队与中

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研究团队有交流, 《中国生

物多样性红色名录·脊椎动物》2020版仍比IUCN红

色名录多评估了54种哺乳类, 124种爬行类(图1)。这

些种是新种、新分布记录种或者被IUCN红色名录

工作组认为在中国没有分布的种, 例如, IUCN红色

名录(2020版)仍将中国标示在驼鹿与河狸的分布区

之外(www.redlist.org)。因此, 我们在制定国家重点

保护物种名录时, 应重视国别濒危物种红色名录

的意义。 
人们对国别濒危物种红色名录重视不够(曹亮

等, 2016)。国别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重要性在许多

情况下被忽视了。在研究报告和科普作品中, 论及

物种濒危属性时, 作者通常言必IUCN濒危物种红

色名录濒危等级而不提其国家红色名录濒危等级。

殊不知, 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预警了全球物种

的濒危状况, 为全球生物多样性研究提供了大数据, 
而国别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确定了物种在该国的受

威胁状况, 填补了全球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知识空

白, 两份名录互为补充。受胁物种是国家重点保护

物种的特征之一(蒋志刚, 2019)。描述一个物种的受

胁程度时, 国别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等级在实践意义 ©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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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更重要、更符合物种的实际生存状况。目前正值

全球新冠肺炎大流行, 中国取得了防控新冠肺炎的

初步成果。为了防控新的人与野生动物共患疾病再

次暴发, 人们正在重新审视人与野生动物的关系

(Andersen et al, 2020; 蒋志刚, 2020)。我国将修订有

关野生动物保护与防疫法法律以及《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名录》。有必要重新认识国别物种红色名录

的重要作用。今后国家重点保护名录更新和制定中, 
当中国红色名录与IUCN红色名录的评估结果不一

致的时候, 应当首先考虑中国红色名录的濒危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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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兽类为例探讨我国陆生野生动物疫病 
监管中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肖治术1,9*  张礼标2  许  磊3,4  周岐海5  孟秀祥6  严  川7  常  罡8 
1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农业虫害鼠害综合治理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101) 

2 (广东省生物资源应用研究所, 广东省动物保护与资源利用重点实验室, 广东省野生动物保护与利用公共实验室, 广州 510260)  
3 (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流行病室, 北京 102206) 

4 (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系, 北京 100084) 
5 (珍稀濒危动植物生态与环境保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广西师范大学广西珍稀濒危动物生态学重点实验室, 广西桂林 541004) 

6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 北京 100872) 
7 (兰州大学生态学创新研究院, 兰州 730000)  

8 (陕西省动物研究所陕西省秦岭珍稀濒危动物保育重点实验室, 西安 71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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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 新型冠状病毒、SARS病毒和鼠疫等新发和再发性动物源疫病多是由兽类及其媒介携带的病原生物

直接或间接感染而引发的, 不仅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系统平衡造成了重大威胁, 而且威胁全球公共卫生安全、粮食

安全和生物安全。结合我国重要陆生兽类疫源疫病发生的新情况和新特点, 本文重点总结了我国以陆生野生及非

野生兽类(家畜为主)为重点的24种重要人兽共患病的监管情况, 并对这些疫源疫病的监管空缺进行了分析。由于

病原生物的种类多及其感染传播方式多样, 我国人间和动物间疫情呈现多发态势, 新发和再发疫病防控面临严峻

挑战。从目前情况来看, 我国重要野生动物疫源疫病呈现为多部门、多层监管的局面。全球化贸易剧增、非法猎

杀、非法交易、违法违规养殖、滥食野生动物陋习、检疫环节失察等导致了当前我国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的传染源

头和传播链错综复杂, 加剧了人类与野生动物所携带的病原接触、感染和传播的风险。极端气候或灾害事件频发

以及对新发再发传染病的认知不足导致难以从源头做好疫病防控。针对上述问题, 本文提出了从源头加强基础研

究和全链条监管来积极防范陆生野生动物疫病疫情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 野生动物疫病; 兽类; 疫源疫病防控; 空缺分析; 基础研究; 全链条监管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the surveillance and research of wildlife 
epidemics based on mammal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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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cent epidemics, such as the COVID-2019 pandemic, SARS, and rodent plague, pose a major 
threat to public health, food security, and ecosystem balance globally. These epidemics have all been caused, 
directly or indirectly, by pathogens found in mammals or other animal vectors. Based on the status of recent 
terrestrial wildlife epidemics in China, this study summarizes the regulatory and monitoring mechanisms for 
24 important diseases occurring in wild mammals, captive breeding wild animals, and domesticated 
mammals in China, and then identifies gaps in regulation and knowledge for these zoonotic diseases in 
China. Due to the diversity of pathogens and their transmission routes, these zoonotic diseases have had 
frequent outbreaks in recent decades, and preventing and controlling them has become one major challenge. 
Currently, China’s important wildlife epidemics are monitored and controlled by different levels and 
directives of multiple governmental agencies. The increasing global trade, poaching, illegal wildlife trade, 
illegal wildlife captive breeding, consumption of wild animals, and lax quarantine processes have led to 
complex chains of transmission, increasing risk of contact, infection, and transmission of these diseases. 
Additionally, the frequent occurrence of extreme climate events or natural disasters further complicate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these wildlife epidemics at their sources. Based on these problems in managing and 
controlling new and recurrent epidemics in China, we propose som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o 
strengthen basic research and whole-chain supervision in order to actively prevent terrestrial wildlife 
epidemics. 
Key words: wildlife epidemics; mammal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epidemic focus and disease; gap ana-
lysis; basic research; whole-chain supervision 

近20年来, 我国相继暴发了严重的急性呼吸道

综合症(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高
致病性人禽流感、鼠疫、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
冠肺炎”, COVID-19)等与野生动物接触所引起的重

大传染病疫情。自2019年12月底以来, 新冠肺炎疫

情已蔓延至全球所有国家和地区 , 已造成全球

8,708,008确诊病例, 死亡达461,715人(截至2020年6
月22日, https://covid19.who.int/), 形成了影响全球

公共卫生安全领域的巨大危机。在过去100多年里, 
动物源疫病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了数百次的暴发流

行, 其中有71.8%来自野生动物携带的病原体, 对
人类和动物健康造成了重大威胁, 危及全球公共卫

生安全、粮食安全和生物安全(Taylor et al, 2001; 
Jones et al, 2008)。从近期新发和再发重大疫病暴发

流行情况来看, 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动物源传染

病将对我国及全球公共健康安全、生物安全和野生

动物管理等形成持续威胁和巨大挑战(Gebreyes et 
al, 2014)。因此, 如何从源头上做好野生动物保护和

管理工作, 从根本上采取积极防范措施来全力应对

野生动物疫源疫病所造成的公共健康安全危机 , 
将有助于全面提升国家生物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 
研究表明, 超过60%的人兽共患病由啮齿动物

(鼠类)、蝙蝠类和灵长类等及其媒介携带的病原生

物直接或间接感染而引发(Nunn & Altizer, 2006; 
Jones et al, 2008; Olival et al, 2012)。兽类的物种多

样、分布广、栖息环境多样。由于长期猎杀、不合

理利用、栖息地破坏等人类活动的影响, 野生兽类

已成为面临人类威胁最严重的野生动物类群之一, 
而且多数大中型兽类物种面临分布区严重萎缩、种

群大幅减少甚至灭绝的风险(Dirzo et al, 2014)。由于

人类对许多兽类进行了养殖和多样化利用, 使其与

人类生产生活的关系极为密切, 接触也日益频繁。

啮齿动物(鼠类)、蝙蝠类和灵长类等野生兽类是病

毒、细菌和寄生虫等病原生物及其媒介的自然宿主

或中间宿主, 常常“带病”, 但不发病(Nunn & Altizer, 
2006; Olival et al, 2012)。长期以来, 全球化贸易的

增加和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 极大提高了人类

和野生动物的接触频次, 显著增加了人类感染动物

源病原体并传播的风险, 从而可能造成人间疫病暴

发流行的危机。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的暴发流行有其

重要的生物学基础和生态学规律, 因此非常有必要

通过生态监测和相关基础研究从源头上掌握其发

生规律和致病机理, 从根本上遏制和防范这些疫病

的发生和暴发流行。 
结合我国重要陆生兽类疫源疫病发生的新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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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和新特点, 本文重点总结了包括最近暴发流行的

新冠肺炎在内的, 以陆生野生及非野生兽类(家畜

为主)为重点的24种重要人兽共患病的监管情况, 
评估内容包括病原体、宿主动物及媒介、传播途径、

人间疫情、家养动物疫情、野生动物疫情等(附录1)。
同时, 我们对野生动物及相关疫病的多部门监管情

况进行了简要分析, 并对我国野生动物相关疫病的

监管空缺和认知空缺进行了分析。同时针对我国动

物源疫病监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本文提出了从源

头加强基础研究和监管来积极防范陆生野生动物

疫病疫情暴发的有关对策和建议。 

 
从病原生物及其分布来看, 本文所涉及的24种

重要陆生兽类疫源疫病包括病毒性传染病13种, 细
菌性传染病7种, 螺旋体和寄生虫相关疫病各2种
(附录1)。其中 , 犬瘟热(canine distemper)、小反刍兽

疫(peste des petits ruminants)、非洲猪瘟(African 
swine fever)、猪急性腹泻综合征(swine acute diarr-
hea syndrome)等4种疫病仅发生在野生动物和家养

动物中, 其余20种疫病均可造成不同程度的人间疫

情。此外, 中东呼吸综合征(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 MERS)、埃博拉出血热(Ebola hemorr-
hagic fever)、亨德拉病(Hendra virus disease)和非洲

猪瘟等病毒性传染病为境外输入性疫病。从宿主及

其媒介来看, 以啮齿动物为主的疫源疫病有5种, 
以蝙蝠为主的疫源疫病有7种, 以食草兽、家畜为主

的疫源疫病有4种, 其中蚤(鼠疫)、蜱(莱姆病)和螨

(流行性出血热, hemorrhagic fever)为啮齿动物所传

播疫病的重要媒介昆虫。 
本文所涉及的重要陆生兽类疫病的主要感染

和传播方式有与病兽或病人接触、呼吸道传播和消

化道传播等多种方式, 易造成人间和动物间的重大

疫情。鼠疫、巴氏杆菌病(pasteurellosis)、结核病

(tuberculosis)、炭疽病(anthrax)、流行性出血热(肾
综合征出血热)、SARS、MERS、口蹄疫(foot and 
mouth disease)、狂犬病(rabies) 、COVID-19等疫病

为全球性分布。近20年来, SARS、COVID-19、MERS
和埃博拉出血热等蝙蝠源病毒性传染病通过呼吸

道、飞沫和接触等多种方式造成人间感染和传播, 

造成了多次地区性或全球性暴发流行的重大人间

疫情, 为新发突发疫病的防控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鼠疫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三次世界大流

行, 分别在541年、1347年和1772年开始, 累计造成

不少于1.35亿人死亡(Xu et al, 2019)。1894年, 鼠疫

的病原——鼠疫耶尔森氏菌(Yersinia pestis)首次在

中国香港被成功分离, 揭开了千年肆虐的烈性传染

病的真凶。新中国成立以来, 鼠疫作为我国传染病

的一号病, 我国已形成相对成熟的检测方案和位于

自然疫源地的监控网络, 在中国境内鼠疫的人间疫

情逐渐被控制住(Sun et al, 2019)。鼠疫作为人兽共

患病的样板型疾病, 根据全国鼠疫检测方案, 逐渐

发展出来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体系内的

国家、省、地、县四级监测网络。针对鼠疫自然疫

源地“鼠‒蚤‒疫”系统的研究(Xu et al, 2015), 将全

国鼠疫自然疫源地分为12型(方喜业等, 2011), 不同

类型的疫源地针对当地主要宿主动物采用不同的

检测方案。实行首诊医生责任制, 严格执行疫情报

告制度, 确立了鼠疫诊断国家标准(GB15991-1995)。
目前, 鼠疫在我国仍时有发生。例如, 2019年11月12
日有两名内蒙古来京就诊患者被确诊为肺鼠疫, 导
致在非疫区出现输入性病例。将鼠疫防控前线前移

至对疫源动物的监控, 是我国鼠疫防控的成功经验, 
当疫源动物种群内出现鼠疫阳性即进行分离检菌、

灭鼠灭蚤和疫源地控制, 从而有效地实现了人间鼠

疫疫情的控制。进行疫源地摸排和管理、控制人员

进出疫源地, 有效地隔离了动物疫情向人间的传染

和扩散。我国鼠疫的持续监测和防控策略为其他野

生动物疫源疫病的防控提供了宝贵经验。此外, 我
国对流行性出血热(宋干, 2000)、莱姆病(万康林, 
1998)等啮齿类相关疫源疫病也进行了数十年的持

续监测和科学研究, 为这些疫源疫病的有效防控提

供了科学依据和宝贵经验。 
自2003年SARS疫情发生以来, 经过十多年的

研究, 多个研究团队在我国及欧洲不同地区从多种

菊头蝠中发现了SARS样冠状病毒, 基本确认了蝙

蝠是SARS样冠状病毒的自然宿主, 其中中华菊头

蝠(Rhinolophus sinicus)为SARS病毒的源头(Li et al, 
2005; Ge et al, 2012; Lau et al, 2019)。目前, 我国科

学家已从蝙蝠中发现乙型脑炎病毒(Japanese encep-
halitis virus)、基孔肯雅病毒(Chikungunya virus)、罗

思河病毒(Roth River virus)、冠状病毒(coronavirus)、

1  病原及其感染传播方式多样, 人间和动物间疫

情呈现多发态势, 新发和再发疫情防控面临严峻

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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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粘病毒(paramyxovirus)、腺病毒(adenovirus)、丝

状病毒(filovirus)、星状病毒(astrovirus)、小RNA病

毒(small RNA virus)、腺相关病毒(adeno-associated 
virus)、圆环病毒(circovirus)、呼肠孤病毒(reovirus)
和狂犬病毒 (rabies virus)等多种病毒 (张海林等 , 
1989, 2001, 2006; 李文东等, 2004; Ge et al, 2012)。 

除蝙蝠源病毒和啮齿动物传播的疫病之外, 本
文所涉及的其余病毒性疫病和细菌性疫病对我国

畜禽养殖业和肉类市场均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和损失。近年来, 以布鲁氏菌病(Brucellosis)、结核

病、魏氏梭菌病、非洲猪瘟为主的动物疫病对我国

养殖业和公共安全所造成了的影响尤为突出。如, 
非洲猪瘟是由非洲猪瘟病毒感染家猪和各种野猪

(如非洲野猪、欧洲野猪等)而引起的一种急性、出

血性、烈性传染病, 自2018年在我国出现首例疫情

以来, 非洲猪瘟已蔓延到我国多数省份的猪场, 对
我国养猪业和本土野猪的疫病防控带来了前所未

有的巨大损失和威胁 (聂赟彬和乔娟 , 2019)。
2016‒2017年间, 猪急性腹泻综合征(SADS)使广东

清远和韶关的养猪场暴发了一系列致命猪病疫情, 
超过2万头仔猪死亡, 其源头是猪场附近的中华菊

头蝠所携带的猪急性腹泻综合征冠状病毒

(SADS-CoV)(Zhou et al, 2018)。结核病是一种人兽

共患的慢性消耗性传染病, 可以感染包括人在内的

不同种属的温血动物, 包括有蹄类、食肉类和啮齿

等动物, 严重危害畜牧业发展和人类健康(王志梅

等, 2010; 李凡飞等, 2018; 程成等, 2019)。魏氏梭菌

病 (Clostridieum welchii disease)由魏氏梭菌 (Clo-
stridieum welchii, 也称产气荚膜梭菌)引起, 而魏氏

梭菌能产生多种外毒素。魏氏梭菌病于20世纪80年
代末期在豫东地区零星发生 , 以犊牛发病为主 ; 
1994年之后流行日趋严重, 患病畜种和数量增加, 
奶牛、山羊、绵羊、猪、鸡、兔等发病增多, 甚至

还有一些养殖的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
梅花鹿(Cervus nippon)、麋鹿(Elaphurus davidianus)
和牦牛(Bos grunniens)等动物也感染了魏氏梭菌(张
红英等, 2004; 张成林等, 2011; 王圆圆等, 2018)。 

从我国近期野生动物疫情发生来看, 以啮齿动

物(鼠疫、流行性出血热、莱姆病、钩端螺旋体病

Leptospirosis)、偶蹄类动物(如口蹄疫、小反刍兽疫、

疥螨病)等常见野生兽类和大熊猫(犬瘟热)发生的

疫情较重(杨光友和杨学成, 1997; Loots et al, 2016; 

李才武等, 2016; Old et al, 2017; 程跃红等, 2018), 
但以灵长类和食肉类等兽类为宿主的疫源疫病发

生较少, 可能在于人类与这些兽类的接触频繁度较

低有关。疥螨病是由疥螨寄生于动物表皮层内导致

的一种传染性皮肤病 , 呈世界性分布(Old et al, 
2017)。1997年岷山地区九寨沟自然保护区内中华鬣

羚(Capricornis milneedwardsii), 以及2015、2018年
卧龙保护区内中华鬣羚和中华斑羚(Naemorhedus 
griseus)均有因感染疥螨病导致死亡的病例报道

(Old et al, 2017)。从2008年开始, 秦岭地区中华斑羚

大量死亡, 主要集中在冬春季节, 以2010‒2015年
期间的死亡达到高峰期, 导致了此后中华斑羚种群

数量急剧下降。除中华斑羚外 , 羚牛 (Budorcas 
bedfordi)、中华鬣羚等动物的尸体表面也均具有明

显的脱毛结痂特征。通过对2017‒2018年死亡的10
份野生中华斑羚尸体样品分析, 证明疥螨是导致秦

岭地区中华斑羚等有蹄类动物死亡的主要原因(吴
桥兴等, 2019)。目前中华斑羚因疥螨死亡的情况仍

在秦岭地区蔓延, 仍能在冬春季节见到数量不等的

中华斑羚尸体, 但尚没有有效的遏制方法。 
小反刍兽疫是由小反刍兽疫病毒引起的一种

感染山羊、绵羊和野生小反刍兽的烈性接触性传染

病(李秀英等 , 2016), 暴发疫病时的发病率可达

100%, 在严重暴发时死亡率可达100%。2007年, 小
反刍兽疫首次传入我国西藏; 2013年在新疆再次发

生; 2013年底至2014年初迅速扩散至全国大部分省

份(王光明, 2019)。2018年, 青海高原地区发现小反

刍兽疫感染致死的野生岩羊(Pseudois nayaur) (应
兰等, 2019)。2015年, 小反刍兽疫已被农业部纳入

政府强制免疫的重大动物疫病之一, 尤其在新疆、

西藏等边境地区的野生羚羊存在感染小反刍兽疫

的风险, 因此建议在我国边境地区建立缓冲带、免

疫带、监测带(张喜悦等, 2007)。口蹄疫是一种由口

蹄疫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 宿主众多, 传播范围

非常广泛, 易感物种为狍、鹿、野猪等偶蹄类动物。

1997年在秦皇岛某单位从南非进口的观赏用羚羊

中检测出口蹄疫抗体阳性(陈京彩等, 1998), 警示我

国须加强进口有蹄类动物检疫, 严防口蹄疫传播。 
犬瘟热是犬瘟热病毒(CDV)感染引起的一种急

性、热性、高度接触性传染病。近年来, 随着CDV
宿主范围的不断扩大, 犬瘟热已成为威胁大熊猫种

群数量和生命安全的第一大传染病(Loots et al, ©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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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目前 , 已经有多例由犬瘟热病毒感染而导致

的繁育的大熊猫死亡(李金中等, 1999; 冯娜, 2017; 
赵鹏鹏等, 2017)。野外大熊猫感染犬瘟热可能主要

是栖息地内散养的家犬造成的。金艺鹏等(2015)和
Jin等(2017)通过红外相机监测拍摄到了家犬与大熊

猫相遇的图片, 证实散养的家犬活动范围与野生大

熊猫家域存在重叠, 并且从这些家犬上分离到的犬

瘟热毒株与2014年大熊猫犬瘟热疫情毒株存在高

度同源性。 

 
目前, 我国重要陆生兽类疫源疫病或重大新发

突发传染性疫病的监管涉及国家林业与草原局(简
称林草局, 主要负责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与防

控)、农业农村部(负责畜牧动物检疫和防治)、国家

卫生和健康委员会(简称国家卫健委, 负责传染病

监测与防治)和国家质检总局(负责进出境动物检疫)
等多个主管部门, 以及全国和地方人民代表大会、

行业主管部门发布的相关法律法规。此外, 野生动

物及其相关产品、制品进入市场前后也受到国家市

场监督管理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等主管部门及

其发布的相关法律法规的监管。 
国家和相关主管部门发布的主要法律法规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2004年12月1日
起实施, 2013年6月29日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动

物防疫法》(1998年1月1日起实施, 2013年6月29日修

订)及《一、二、三类动物疫病病种名录》(中华人

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第1125号, 2008年12月11日起

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动物检疫疫病名录》

(国家质检总局和农业部第2013号联合公告)、《中华

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1989年3月1日起施行, 
2018年10月26日修订)、《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

(2005年11月16日经国务院公布, 2017年10月7日修

订)、《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管理办法》

(2013年1月22日国家林业局令第31号, 2013年4月1
日起施行)。全国人大于2020年2月24日审议通过《关

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

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 指
出须尽快制定国家生物安全法, 并对上述野生动物

和疫病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修订补充和完善。为了

实施这些法律法规, 国家林草局、农业农村部、国

家卫健委和国家质检总局等主管部门均设立了三

级或四级专门机构来负责对各类动物疫病进行监

管, 并各有侧重, 分别从不同层面和范围对动物疫

病的监测研究、检疫和防控等提出了严格规定和具

体要求, 为保障我国人民的生命健康、动物健康和

食品药品安全等发挥了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和预

警防控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明确了甲类、

乙类和丙类等三类38种传染病(含最近暴发流行的

新冠肺炎), 《一、二、三类动物疫病病种名录》确

定了一、二、三类等149种动物疫病, 而《中华人民

共和国进境动物检疫疫病名录》根据动物疫病危害

程度分为一、二、三类共206种传染病和寄生虫病。

在上述法律法规和相关疫病名录基础上, 原国家林

业局实施的《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规范(试
行)》(2006年3月7日起实施)明确了鸟类和兽类相关

的重要疫源疫病, 其中兽类相关的疫源疫病重点是

灵长类、有蹄类、啮齿类、食肉类和翼手类等类群

的相关细菌性和病毒性疫源疫病。之后正式发布的

《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技术规范》(2014年12
月1日实施)规定应全面监测哺乳类、鸟类、爬行类

和两栖类陆生野生动物; 重点监测疫病种类和疫源

物种目录(补充目录)应根据陆生野生动物疫病的危

害程度、宿主范围、社会关注程度、在国内陆生野

生动物种群的流行情况和对宿主陆生野生动物种

群安全影响等确定。本文所涉及的24种重要人兽共

患病均为国家林业与草原局监管的重要野生动物

疫源疫病, 属于农业农村部监管的有12种, 卫健委

CDC监管的有11种, 以及国家质检总局监管的有11
种(附录1)。其中, 布鲁氏菌病、炭疽病、狂犬病和

钩端螺旋体病等4种疫病的监管涉及所有4个主管

部门, 结核病、口蹄疫、犬瘟热、小反刍兽疫、非

洲猪瘟、猪链球菌病(swine streptococosis)、野兔热

(tularaemia)和弓形虫病(toxoplasmosis)等8种疫病的

监管涉及3个主管部门, 其余疫病的监管均涉及2个
主管部门。根据我国和全球动物源疫情流行趋势与

控制情况变化, 国家和各主管部门在实施过程中对

动物源疫病监管的法律法规、名录以及监管内容均

有不同程度的调整、修订和更新, 如今年暴发的新

冠肺炎即被列为相关部门的监管疫病。 
从国家和地方法律法规制定颁布和具体实施

来看, 野生动物及相关疫病的管理呈现为多部门、

2  对于重要疫源疫病呈现多部门、多层监管的

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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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层监管的局面。目前这种监管局面尽管有利于发

挥各部门的职能优势, 但存在的弊端也很明显, 如: 
(1)在非疫情期间, 部门间常常各自为政, 信息沟通

和共享不足, 而重大疫病疫情发生常与多个部门相

关联, 易造成监管空缺; (2)在发生重大突发疫情时, 
部门间尚未建立统一的协调机构和协作机制, 由于

责、权、利难以明确, 易造成疫情早期的混乱, 甚
至局面失控。 

 
3.1  病原及其宿主动物的来源错综复杂, 存在监

管空缺 
掌握传染源是了解和防控动物源疫病发生的

关键环节。通常, 病原生物的传播依赖于宿主动物

和相关媒介的分布和活动范围, 以及感染者(动物

或人)和宿主或相关媒介的接触。根据兽类分布、人

类利用及相关疫病的发生特征, 当前我国兽类组成

极为复杂, 既包括野生兽类, 也包括诸多被人类利

用的养殖、繁育并用于科学研究、药用、展示用的

非野生兽类。根据人类对动物繁殖和生活条件的控

制情况, 野生兽类应包括: 未经中长期人工选择的

动物类群, 在自然或人工环境中自由生存繁殖; 被
捕捉养殖在人工环境中生活或在养殖条件下出生

的个体; 直系血亲(世系前四代)仍有野外来源的人

工繁育后代; 放生、逃逸或引入到自然环境中的人

工繁育个体(曾岩等, 2020)。随着全球化贸易增加, 
当前我国宿主动物的来源错综复杂, 造成了病原生

物的来源也极为复杂, 从而增加了人类与野生动物

及其病原接触和感染的风险(Li et al, 2020)。 
野生动物的养殖和利用缺乏过程监管, 未建立

可溯源可追踪的动物个体健康档案, 缺失疫病疫情

防控机制。目前我国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管虽在有

序推进, 但由于起步晚, 基础较弱, 监管中依然存

在诸多不完善的地方。就机构设置而言, 目前缺乏

必要的信息报送渠道, 导致疫情可能无法被及时发

现; 就人员配备而言, 部分基层部门存在人员不

足、专业素质不匹配的问题。由于上述原因, 负责

野生动物人工养殖监管的部门不能及时掌握企业

和商户的养殖、繁育、产品加工、市场贸易及疫病

疫情等信息, 部分野生动物养殖企业为了一时的经

济利益, 会将野外抓捕或非法贸易得来的野生动物

与已有养殖野生动物混合而进行“洗白”。此外, 我

国野生动物养殖主体主要是公司和商户, 进行野生

动物养殖需要的场地兴建、种苗培育、工人培训和

饲料采购等比饲养家禽家畜需要更多资金。动物养

殖的公司商户多采用家庭式、公司 + 农户等粗放

式的管理, 未建立系统的养殖野生动物个体健康档

案, 没有准确记录养殖动物的来源、谱系、健康状

况、疾病诊疗、去向信息、死亡原因、解剖记录及

尸体处理情况等。因缺乏防疫知识且受利益驱动, 
一些病死动物甚至作为食材非法流入市场, 带来极

大的公共卫生风险。多数野生动物养殖商户未建立

动物疫病疫情防控的相关制度, 更缺乏疫病疫情的

应急预案和情景式演练。因此, 监管部门应提供足

够的专业扶持资金和专业技术力量来加强养殖动

物的检疫防疫和相关专业培训, 指导公司商户做好

动物疫病的防控。 
城镇化、人口流动、外来物种引入、森林破坏

等人为活动也极大地改变了野生动物的分布和行

为。由于存在放养、重新野化、放生、遗弃、流浪、

养殖逃逸等各类情况, 当前我国城镇和农村各类人

居环境(城镇、居民区、社区)和半自然生境(如农林

交错区)均或多或少分布有非野生兽类个体和种群

(注: 缺乏详细调查数据), 而这些非野生个体及其

相关疫病既缺乏严格检疫, 也缺少相关监测研究,
极易造成监测空缺和管理错位, 因此存在较高的动

物源疫病发生风险。 
3.2  交易链和传播链极为复杂多样, 检疫环节容

易失察 
长期以来, 我国野生动物贸易极为频繁, 既涉

及活体交易、引种繁育和养殖等, 也涉及各类加工

品和制品的大量交易。许多参与交易的野生动物及

其产品来源不清楚, 既有野生个体, 也有养殖个

体。当前, 高度发达的交通网络和信息网络促进了

国内外野生动物交易, 交易环节和交易过程变得十

分复杂, 违规违法交易不断, 检疫环节容易失察, 
监管十分困难。近年来, 我国野生动物养殖业也在

不断扩大, 加上非法猎杀和黑市交易, 交易市场和

场所也极为复杂, 运输、活体交易和餐饮等复杂的

交易链条造成了多样化的疫病传播链, 任何环节上

的疏漏均可导致监管漏洞, 并出现极大的疫病危

机。此外, 我国野生动物及其疫病管理和防控涉及

多个主管部门, 对野生动物疫病的检疫和管理存在

较多短板, 规范性差, 加上长期食用野生动物的陋

3  野生动物疫病防控面临的监管空缺和认知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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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存在, 大大增加了动物源疫病的感染和传播风

险。2003年SARS疫情和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等的

暴发流行反复暴露了我国野生动物交易中缺乏严

格检疫监督和滥食野生动物的陋习。 
我国的野生动物养殖产业迄今未建立驯养繁

育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 导致饲料加工、疾病防控、

动物福利、产品生产及质量把控等诸多方面存在不

可控性。我国针对家养畜禽的动物检疫标准主要由

农业部门制定, 但对野生动物的检疫只能参考相近

畜禽的标准来执行, 而对竹鼠、麝等野生动物类群, 
因缺乏可参考的检疫标准, 不能进行有效检疫。此

外, 野生动物疫源病的相关研究较为缺乏, 检疫实

验室、检疫实验设施及检疫技术人员的配备距离野

生动物有效检疫尚有较大距离。因此, 无法进行对

野生动物的快速有效检疫, 甚至无法出具检疫合格

证明, 容易导致在野生动物养殖、繁育、运输、交

易及产品使用等过程中而引发重大疫情。 
科学研究和医用的实验动物和动物模型也存

在较高的传染源管控风险。很多病毒性传染病和细

菌性传染病极易造成实验动物和实验人员之间的

交叉感染, 带病的实验动物处置和疫苗研制过程中

如存在监管不严和操作不当等问题, 极易造成实验

室病原外漏和感染。冠状病毒存在人兽共患的风险, 
实验人员与研究对象之间容易发生病毒交叉感染,
已有报道发现冠状病毒在灵长类动物中的传播案

例: 黑猩猩(如coronavirus OC43, Patrono et al, 2018)
和猕猴(如SARS-CoV-2, Shan et al, 2020)。2019年底

兰州布鲁氏菌病的感染事件(http://www.chinacdc.cn/ 
jkzt/crb/zl/blsjb), 是由于布鲁氏菌疫苗制备时废气

消毒不彻底导致, 也凸显了企业单位监管不严导致

的病原外漏等已成为疫病发生与传播的途径之一。 
3.3  突发性极端气候及灾害事件频发, 重大疫病

监管和风险预警能力建设重视不够 
突发性极端气候及灾害事件发生后可能存在

重大疫病发生与流行风险。突发气候与灾害事件本

身很难预知, 但事件发生期间与之后应该有相应的

相关宿主动物与疫病防控。我国在地震、洪水灾后

的疫病监测具有一定的基础与经验。例如, 地震、

洪灾后的水和食物易受到污染, 卫生条件恶化与相

关设施不足可能引发水源性和食源性传染病暴发 
(感染性腹泻、伤寒、痢疾等), 因此一般灾后会开展

风险评估并积极应对与管理, 降低灾后疫情风险

(刘勇鹰等, 2008; 王茂波等, 2009; 高婷和苏宁, 
2013)。但是 , 一些间接的疫病风险尚未得到足够重

视, 尤其是突发性极端气候及灾害事件导致的动物

种群暴发与扩散, 进而增加病原从动物传至人类的

概率, 易导致疫病发生(Gubler et al, 2001; Chase & 
Knight, 2003; Xu et al, 2015)。在一些极端气候事件

与灾害频发的地区, 仍需深入了解疫源动物的背景

并加强长期监测, 做好预警防控工作。 
3.4  对新发突发传染性疫病缺乏足够的认知, 不
利于从源头防控 

新发突发传染病的重大疫情暴发流行, 尤其是

未知疾病的发生(如SARS、新冠肺炎)给病因诊断与

防控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人类认知对新发突发动物

源疫病存在明显的滞后性, 这一定程度上是受限于

我们对宿主动物及其病原了解不足, 难以迅速有效

地查证疾病源头。一方面, 对已知病原的宿主动物

的种类、种群及分布了解不足, 未能掌握疾病的所

有传播途径与致病机制, 在重大突发疫病发生时容

易出现源头错查、漏查等问题; 另一方面, 对自然

界动物所携带的未知病原缺乏全面了解, 使得新发

疫病的源头查证空缺、错位。此外, 疫情早期通常

面临较为混乱的状况, 对感染现场、病原宿主和媒

介以及交易链条等重要环节很难及时查验, 造成关

键人证、物证等缺失, 从而失去疫病溯源的关键时

间关口和关键线索, 导致疫病溯源受阻。以上问题

的存在极大降低了重大疫情的预警评估能力, 不利

于从源头防控。 
病原体在跨物种传播过程中的变异和传染性

也难以监管。随着接触和感染风险增加, 一些病原

体如冠状病毒在跨物种传播过程中, 因对中间宿主

(易感动物)、人群或媒介的适应而发生变异, 导致其

毒性和感染能力增强(Peeters, 2004; Rouguet  et al, 
2005; Auewarakul et al, 2008; Perovic et al, 2013; 
Riou & Althaus, 2020), 从而可能造成新发突发性人

间传染病疫情的发生。 

 
从上文可知, 在全球或区域暴发流行的新发和

再发传染性疫病多来自以兽类为主的野生动物。针

对上述问题, 本文提出了从源头加强基础研究和监

管以掌握其发生规律和致病机理, 从而有效遏制和

4  从源头防控新发再发动物源疫病的相关对策与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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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这些疫病的相关对策和建议。 
(1)从源头加强基础研究, 重视“全链条”的持续科学

研究 
病原生物及其宿主动物、媒介并非独立存在, 

而是与其他动植物、微生物存在复杂关系。野生动

物的病原生物监测、检疫和相关研究需要横跨宏微

观生命科学和预防医学研究领域, 既需要具备动物

生态学专业知识、具有丰富野外工作经验的人员采

集动物样本, 然后带回实验室进行病原学检验, 也
需要其他学科交叉的团队成员, 还需要具备广泛覆

盖性的可操作传染性病原的实验室或强毒室。这就

需要在监管和防控体系上建立衔接野生动物监管

和病原检测的协同机制和机构。此外, 我国野生动

物疫源疫病监测和防控工作需要重视相关基础专

业人才的培养和队伍建设, 如我国从事蝙蝠分类和

野外研究的科研人员严重不足。有关野生动物疫源

疫病的基础研究和防控涉及生态学、分类学、生物

学、流行病学、信息科学等诸多基础学科和研究团

队的能力建设。从源头防控动物源疫病的关键在于

通过监测和基础研究来深入了解病原生物与其宿

主、媒介、环境之间的关系, 从源头深刻揭示疫病

的发生规律、致病机理和跨物种感染传播机制, 明
确病原‒动物(宿主及媒介)‒人的食物链与传播链网

络, 确定疫病发生与传播的关键防控环节, 实现多

方法、多途径的全链条监测研究与防控网络。 
监测研究为疫病防控提供了基本原理和技术

方法。野生动物疫病研究的薄弱点在于学科缺乏交

叉, 特别是生态学调查和病原检测技术相分离, 也
特别需要重视新技术新方法的应用。近年来, 分子

病原检测技术、高通量测序技术、红外相机技术等

非入侵性、智能化、自动化技术方法的运用, 对病

原生物及其宿主动物的调查研究可以突破时间、环

境等因素的限制, 可获取高频率、高精度的科学数

据。人类需要不断认知病原, 而可靠的物种鉴定是

进行病原生物及其宿主、媒介调查监测的基础。由

于病原生物个体极小、生活史复杂和分布极广等特

征, 对这些病原生物的野外监测研究常常面临诸多

困难。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 核酸、基因组

测序、抗原抗体等分子检测技术已广泛用于病原生

物的检测和疫病防控中, 如核酸检测和咽拭子已成

为病原微生物的常规检测手段, 使得大规模对病原

生物进行检测成为可能, 分子流行病学领域得到了

快速发展。红外相机技术是通过自动触发相机来收

集动物图像信息在野外研究中作为动物出现的证

据, 已成为陆生大中型动物监测与研究的重要工具

(肖治术等, 2014)。对于小型兽类, 笼捕和铗捕仍是

啮齿动物的常规监测手段, 网捕为蝙蝠等翼手类动

物的常规监测手段。目前, DNA条形码技术也逐渐

成为小型兽类物种识别和监测的重要手段。 
(2)从源头全面排查疫病的监管空缺, 重视对疫病风

险评估和预警防控体系建设 
加强对重点疫区、重点宿主类群(如蝙蝠类、啮

齿类)等重大疫源疫病的持续监测和科学研究, 并
从源头全面排查相关动物源疫病。针对极端气候事

件、地质灾害, 灾后及时组织重要动物类群的考察, 
制定防控措施以遏制重要宿主种群暴发与迁移, 阻
断其传播途径; 在气候、地质灾害频发地区, 应开

展长期监测工作, 获取背景资料, 甄别宿主与媒介

动物种群变化的临界点与预警信号, 实现疫情风险

的早期预警。 
实验室生物安全问题应当明确监管、增加投

入、定期对人员开展培训。现有的CDC疾控疫情网 
缺少了对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的监管, 而在野生动物

疫源疫病监管领域则缺少P3等高规格的病原实验

室, 造成动物生态学和病原学的结合不够。这些需

要不同部门和学科之间的交叉协作, 但现在行业分

割、消息封闭, 从而可能导致重大疫情防控不力的

严重后果。开展疾病传播调查和传播途径的研究, 
再结合公众健康教育, 才能制定出有效的预防人类

新发传染病暴发的措施。此外, 还需要建立全面的

监控体系, 特别是对动物尸体的监控, 及时发现传

染病暴发的热点地区, 向政府发出预警信号。 
(3)针对多样化的传染源头, 完善交易链管控, 减少

与人类接触的机会 
我国养殖动物的来源和利用方式极为复杂多

样, 如野生动物繁育保种、特种动物(含宠物)养殖、

畜牧业养殖、动物园野生动物引种和繁育, 以及实

验动物饲养管理等。此外, 由于遗弃、放生、逃逸

等原因, 许多饲养的兽类有更多机会进入人居环境

和自然栖息地, 有的甚至成为入侵种, 对我国原生

的土著物种造成极大威胁。除了以牛、羊、猪为主

的传统畜牧业外, 我国非野生兽类等经济动物的规

模化养殖单位在逐年增多, 经营规模不断扩大, 但
这些畜群及其产品流通市场的发展也给疫病流行©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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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了有利条件。 
疫情发生后, 对于新发疫病的病原溯源、宿主

查证应科学谨慎, 避免盲目猜测、一棒子打死等不

计后果、不负责任的防控措施, 建立纠错机制, 综
合考虑疫情风险、动物福利、经济社会效应等因素

来制定野生动物管理对策。重视野生动物栖息地保

护, 将野生动物保持在其自然生境中, 建立从动物

到人类聚集地的迁移缓冲区, 加强监测调查, 防止

野生动物宿主从其自然生境向人类聚集地迁移, 应
成为降低动物源疫病发生与传播的基本对策。 

此外, 全球贸易增加, 需加大野生动物活体交

易的检疫, 特别加强输入性疫病的检疫和防控。针

对复杂的交易链条, 采取严格的交易审批登记制度, 
严格检疫, 严防动物逃逸。 
(4)完善动物养殖产业行业标准与国家标准, 建立完

备有效的动物检疫体系 
SARS疫情和最近的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流行

对以野生动物为主的特种动物养殖业产生了巨大

影响, 特别是2020年2月全国人大立法拟全面取缔

和管制野生动物养殖, 严禁非法野生动物贸易和猎

杀野生动物, 并倡导革除食用野生动物陋习并善待

野生动物。建议尽快开展对野生动物养殖产业的专

项调查, 准确掌握动物来源、养殖种群构成、繁殖

参数、经营和贸易等信息, 建立物种系谱、繁育档

案和个体数据, 并给予养殖企业技术指导; 评估养

殖企业的疫病疫情暴发风险和防控措施, 对其可持

续养殖经营、疫情防控和关停并转等提供建议。 
构建有效的动物养殖检疫体系是预警防控所

必需的。主管野生动物养殖的农、林及畜牧等行业

部门须针对每个养殖动物物种建立明确的检疫标

准及技术人员资格要求, 严格进行野生动物检疫; 
对人工繁育的野生动物进行定点加工, 禁止活体野

生动物进入市场; 鼓励野生动物养殖企业与大专院

校和科研单位合作, 启动养殖野生动物的病原体研

究, 加强实验室建设及检疫技术人员的能力培训, 
提高检疫的有效性, 杜绝疫病疫情风险。野生动物

养殖企业须构建动物来源管理、谱系管理、个体档

案管理及饲养员安全培训管理等一系列制度, 建立

和完善动物个体的健康档案; 构建区域性、行业性

的疫病疫情防控预案, 并进行情景式的疫病疫情演

练。各级主管部门应构架区域性的动物疫病疫情监

控制度和应急预案, 层次间的疫病疫情监控信息实

现网络化管理, 确保信息的快速报送和反馈。在偶

蹄目动物的进口交易中, 对口蹄疫、小反刍兽疫等

疫病需加强海关检疫, 防止境外输入(陈京彩等 , 
1998; 张喜悦等, 2007)。 
(5)加强国家和地方疫病防控和生物安全相关的立

法工作, 为国家主管部门及行业部门之间的联防联

控提供机制保障, 做到有法可依、有据可查、依法

监督、严格执法 
如上所述, 国家和地方在我国重大野生动物疫

源疫病或重大新发突发传染性疫病监管方面的法

律法规仍有待完善和进一步修订。特别是近期全国

人大《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

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

决定》, 须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 尽快修订和发

布《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和《驯养繁殖技

术成熟的野生动物名录》等, 加强《中华人民共和

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订, 尽早发布国家和地方

生物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 做到有法可依、有据可

查、依法监督、严格执法, 让基层执法者更易操作

和执行。 
基于国家和地方疫病防控和生物安全保障, 应

整合国家各部门的资源和人才队伍, 全面建设跨部

门和跨区域的生物安全保障协调机构和野生动物

及疫病综合监测平台, 建立和完善生物安全和疫病

防控大数据资源共享服务机制, 建立和健全跨部

门、跨区域的预防预警和联防联控机制, 确保在重

大疫情暴发情况下能够做出快速有效的积极防控。 
鉴于上述情况, 为了减少野生动物主要疫病的

流行病学调查和风险评估分析中存在的不足, 应对

我国野生动物疫病相关的病原生物及其宿主、媒介

从源头加强监测调查, 重视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相关

科学资料积累, 确保科学数据可查、可用。重视基

础数据收集与共享, 推动动物宿主‒媒介‒病原数据

库、过往疫情发生时空追溯数据库、新发疫情的实

时数据库等三大数据库的建设。对于非涉密数据实

现共享, 降低数据获取门槛, 以便更多科学家参与

疫病预警与防控研究。从国家安全治理体系来看, 
我国对威胁国家生物安全的重大疫病隐患需要加

强多部门协同合作, 建立对国内防疫病扩散, 对外

防疫病输入的联防联动机制。 
总之, 我国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相关的研究基础

较为薄弱, 起步晚、底子薄, 专业队伍培养不足, 应©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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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突发重大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的能力亟待全面建

设和提高。针对目前新发传染病防控难题和面临的

挑战, 以促进人类健康、动物健康和环境健康协调

发展的共同健康理念(One Health)应运而生, 需重

视跨学科、跨部门、跨地区的协同合作, 做好疫病

预防预警(Asokan et al, 2011)。面对新发重大疫病防

控, 需要将防控关口提前, 实施“主动出击、全面出

击” (Gao, 2018), 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

治理体系建设, 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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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Supplementary Material 

 
附录1  中国以陆生野生及非野生兽类(家畜为主)为重点的24种重要陆生兽类相关疫病的监管情况 

Appendix 1  Summary of the regulatory and monitoring patterns among 24 important epidemics occurred in wild mammals and 

non-wild mammals in China 
http://www.biodiversity-science.net/fileup/PDF/2020124-1.xls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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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位模型在流行病学中的应用 
王  然1,2  乔慧捷1* 

1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动物生态与保护生物学院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101) 
2 (中国科学院大学, 北京 100049) 

摘要: 随着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在全球逐渐开始蔓延, 对其传播范围以及强度的风险评估工作越来越受到人

们的重视。作为生态学和生物地理学中常用的研究手段, 生态位模型也被应用到该项工作中来。虽然预测流行病

的传播热点和趋势是生态位模型的应用方向之一, 但由于新冠病毒(SARS-CoV-2)自身特点, 生态位模型并非预测

其潜在传播范围的有力工具。本文回顾了近些年来生态位模型在各种流行病学研究中的应用, 比较了疫病传播中

常用生态位建模方法的优势与不足, 分析了适用生态位建模的疫病案例以及不适用于生态位建模的疫病特点, 明
确指出, 生态位模型只能用于分析流行病在传播过程中受自然环境干扰的部分, 如中间宿主的潜在分布等。而对

于包括COVID-19在内的主要通过人传人的流行病, 生态位模型尚无有效的手段进行预测。尽管生态位模型可用于

分析流行病的传播范围, 但在使用时需要根据疾病特点有针对性地选择合适的建模方法与建模对象。为了量化疫

病传播风险, 还需要考虑其他干扰因素, 以便准确测试和评估生态位模型。若不加选择地滥用生态位模型的工具, 
反而会误导决策者的判断。总之, 在应用生态位模型进行研究工作, 特别是预测流行病的传播范围时, 首先要考虑

建模对象是否满足生态学假设。 
关键词: 生态位模型; 流行病; 疫病生态学; 传播; 疫病模型 

Matters needing attention about invoking ecological niche model in 
epidemiology 
Ran Wang1,2, Huijie Qiao1* 
1 Key Laboratory of Animal Ecology and Conservation Biology, Institute of Zo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2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Abstract: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has spurred a number of risk assessments within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regarding its spread and intensity. A popular ecological tool, ecological niche models (ENMs) are 
often used in these studies, and have been used to predict potential hotspots and trends of epidemics. 
However, ENMs are not the best tool for predicting COVID-19 spread due to the virus’ characteristics.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application of ENMs for various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in recent decades, comparing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ENM methods for predicting disease characteristics and other models. 
ENMs can only be used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disturbances of intermediate hosts during the 
epidemic transmission process, but SARS-CoV-2 is more reliant on human transmission, leading to poor 
ENM performance. Therefore, we must choose the appropriate modeling method for the transmission 
pathways of the disease to accurately predict the epidemic trend. Under appropriate conditions, ENMs can 
analyze the spread range of epidemics but we must include other interference factors to test and evaluate 
ENMs accurately. Misusing ENMs would mislead decision-makers. Therefore, when applying ENMs to 
predict the spread of infectious diseases, the primary consideration must be whether the scientific question 
meets the ecological assumptions. 
Key words: ecological niche model; epidemiology; disease ecology; transmission; diseas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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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eph Grinnell最先提出了生态位(niche)的概

念, 并首次探讨了生态位与物种地理分布之间的关

系(Grinnell, 1917)。随后Chase和Leibold (2003)对生

态位作了如下定义: 生态位是对环境条件的联合描

述, 允许物种满足其最低要求, 使当地种群的出生

率等于或大于其死亡率, 以及该物种对这些环境条

件的平均影响的集合。 
基于生态位概念的建模方法即生态位模型

(ecological niche model, ENM), 或称为物种分布模

型(species distribution model, SDM), 可用于了解物

种当前以及预测未来的分布。生态位模型对物种的

地理分布在统计学上有稳健的预测能力, 是生态学

和生物地理学的重要研究方法。经过近40年的发展, 
已经产生了大量的生态位模型(李国庆等, 2013; 朱
耿平等, 2013), 并被广泛应用在气候变化对物种的

影响、外来入侵物种的风险评估、濒危物种的保护

策略等多个领域(乔慧捷等, 2013)。近些年来, 生态

位模型也逐渐应用于流行病学的研究中(Pigott et al, 
2014; Escobar et al, 2016; Johnson et al, 2019)。 

 
流行病在影响人类健康的同时也给全球经济

带来影响。新发流行病由于其强传染性、高致死率、

传播途径不明确及无有效治疗方法等特点, 容易造

成重大损失。因此, 对于其潜在传播范围和强度进

行提前预测是辅助制定有效防控措施的重要手段。 
生态位模型因为能够预测生物的时空分布

(Owens et al, 2013), 被越来越多地用于预测不同空

间尺度上的病原体分布(Escobar et al, 2015; Johnson 
et al, 2019)。它不仅可用于研究传播媒介、宿主、

病原体或感染者潜在的地域分布(Peterson, 2006), 
还能对宿主和寄生虫等物种的迁徙做出判断。相关

研究工作利用生态学的概念和相关的分析工具, 通
过分析寄生虫、细菌或病毒与生物因素和非生物环

境因素之间的关系来推测其地理分布。如Altizer等
(2006)探讨了人类和野生动物疫病传播系统的病例, 
发现季节性的气候可以改变传染病传播的持续性; 
Lloyd-Smith等(2009)总结了关于人畜共患病病原体

的一些建模工作; Holt等(2006)模拟了非洲啮齿动

物感染钩端螺旋体病的动态。 

生态位模型不仅能够作为一种强有力的工具

应用于物种分布和新型流行病预测, 还可以提供较

为精细尺度的分布, 成为绘制疫病传播风险图的新

方法。尽管建模技术在预测疫病传播等方面取得了

重大进展, 但鉴于流行病系统的生物学复杂性, 生
态位模型传统的框架可能会做出不符合实际的假

设, 从而导致预测不准确, 所以对于传统的生态位

模型框架仍然需要重新评估(Johnson et al, 2019)。 
在现代生态学的相关理论中, 生态位保守性假

说(niche conservatism hypothesis)强调研究对象的环

境耐受性是保持稳定的; 丰度中心假说(abundant 
center hypothesis)则强调在物种生态位的中心区域, 
种群密度和遗传多样性也越高; 埃尔顿噪声假说

(Eltonian noise hypothesis)表明, 生物相互作用经常

是扩散和非特异性的, 也在空间分辨率上有所体现, 
同时非生物因素可能比生物因素更能限制研究对

象的地理分布。这些假说在传统的生态学和生物地

理学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证实有效, 但很少在疫

病生态学中得到过严格检验。要知道, 生态位模型

仅仅概述物种的分布潜力。生态位模型应尽可能提

供物种的地理分布区域图, 但不包括复杂的种间交

互作用的影响。当然, 也有例外, 如果种间交互作

用非常强并且可以直接在环境维度上表现出来, 就
可以加入到生态位模型中, 但是这样会使生态位模

型估计产生偏差, 一般我们可以将这些种间相互作

用纳入到疫病传播的风险评估阶段。 
疫病的传播是一种复合现象 (Johnson et al, 

2019)。物种间的相互作用往往是极其重要且高度复

杂的, 可以驱动疾病传播的许多时空动态; 它们包

括病原体、载体和宿主之间的相互作用, 可维持其

稳定并传播多种病原体; 同时这些物种之间的相互

作用可能会受到物种自身免疫力或健康状况等因

素的影响。这种复杂性决定了对疫病不能进行单一

对象的建模, 而需要综合考虑环境变化对所有疫病

传播相关物种的复杂影响, 并将其转化为疫病的传

播模式 , 才可能得到较为可信的模型预测结果

(Peterson, 2006)。这对疾病的传播模式和地理分布

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也为可应用于流行病的生态位

模型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 
选择合适的建模方法对于流行病趋势的准确

预测有着重要的意义, 错误的生态位模型会误导决

策者的判断。生态位模型在适当的条件下可用于分

1  生态位与生态位模型 

2  生态位模型在流行病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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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流行病的传播范围, 但在使用时需要根据其本身

的特点和物种分布有针对性地进行。目前最常见的

两种对疫病传播范围的建模方法是黑箱法(black 
box)和组分法(component based) (Peterson, 2014), 
当然这二者在应用情境上有很大区别。 

黑箱法是一种复杂的机器学习算法。它们易于

使用, 但其建模的过程几乎不具备生态学意义。黑

箱法的普遍解释是指当系统内部结构不是特别清

楚时, 从外部输入控制信息, 在系统内部建立数学

关系后输出信息, 之后再根据输出信息来研究其功

能和特性。在疫病传播过程中, 尤其是疫病传播系

统太复杂或对疾病自然史等不完全认知而导致无

法完全了解整个疫病传播系统时, 将整个疫病传播

系统视为一个黑箱子, 先建立模型, 模拟宿主–寄
生生物的相互作用, 估计疾病系统的地理分布, 疫
病暴发最终表现为总体上的地理分布 (Defoirdt, 
2016)。其优点是有效地将疾病传播系统的每个组成

部分的所有复杂变量分解为单个响应变量。一般来

说, 单一的响应变量比特定传播系统中众多参与物

种的情况更容易分析。缺点则是对于许多疾病来说, 
人们对其传播系统的了解十分有限, 疾病病例在环

境维度上的分布可能与病原体实际发生的地理位

置截然不同, 从而导致疾病风险估计中的偏差。这

一类研究工作多用于处理一些自然病史不太清楚

的疾病, 包括布鲁里溃疡(Williamson et al, 2012)、
点头病(Winkler et al, 2008)、辛诺柏病毒等(Monroe 
et al, 1999)。当疾病传播系统太复杂, 以至于无法创

建基于组分的模型, 而研究者希望获取疾病传播系

统的全部信息时通常使用该方法。 
组分法是对疫病传播系统中的每个关键物种

单独进行建模, 即只需要考虑与疾病系统有关的关

键物种(如宿主、载体、寄生生物)。对每个关键物

种独立建模使得迭代效率提升。首先是进行关键物

种拆分建模, 然后将其组合进行分析, 组装成一幅

直观的疫病–生态位模型传播系统的地理图像

(Peterson et al, 2002)。其优点是, 单独建模有助于事

先设计基于详细数据的控制策略和识别潜在的疾

病传播区域, 以便预测和监控。这就要求研究者们

必须对疾病的传播系统、自然史有着深入的了解。

组分法一般用于相对简单的传输系统中, 如仅取决

于伊蚊活动的登革热病毒。Peterson等(2005)对整个

墨西哥登革热病例的月分布进行了详细分析, 不仅

能够准确地预测媒介物种的时空分布, 而且也能预

测一年中登革热病例的时空分布。当然其他以蚊子

为基础的疟疾的分析也可利用这种方法(Levine et 
al, 2004a, b; Benedict et al, 2007)。Peterson等(2003)
进行了西尼罗河病毒在北美传播的早期研究, 根据

主要媒介蚊子和非迁徙鸟类物种的分布, 建立了疾

病传播的模型。但是组分法也有其局限性, 那就是

在简单的疾病系统中, 基于宿主的分析包括疾病传

播的危险区域的预测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未知。基于

组分的分析对基本数据的抓取和管理要求也很高, 
模型校准的数据很大程度上不可用, 往往也不能真

实地反映实际传输风险。由于是对关键物种进行建

模, 在疾病系统建模时如果排除关键物种则可能会

造成较大误差, 且不能对十分复杂的疾病传播系统

的所有部分进行建模, 因为将许多繁冗的数据集和

模型组合在一起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在应用组

分法时, 疾病传播系统复杂度越高越容易出问题。 
上述两种方法都有各自的优缺点, 最佳的实践

方法还有待进一步测试和探索(Dicko et al, 2014; 
Pandey et al, 2014; Caron et al, 2015)。 

 
流行病大致可分为3种, 即寄生虫引起的疫病,

细菌和真菌性疫病, 病毒性疫病。寄生虫指具有致

病性的低等真核生物, 本文所讨论的寄生虫病为动

物界常见的几种疾病, 包括利什曼原虫引起的人畜

共患病、蛔虫病等。大多数的菌类是异养型的, 还
有少数是自养型, 异养型菌类包括寄生和腐生两种, 
本文所讨论的主要为寄生菌, 例如沙门氏菌、大肠

杆菌、钩端螺旋体等。病毒是由一个核酸分子(DNA
或RNA)与蛋白质构成的非细胞形态, 是靠寄生生

活的介于生命体及非生命体之间的有机物种。常见

的病毒性疫病包括登革热、基孔肯亚病、艾滋病、

COVID-19等。但并非所有的病原体引起的流行病

均可以通过生态位建模进行分析。能够通过生态位

建模进行分析的流行病的共同点是其传播过程的

某些环节受气候和环境因素影响较大, 如果不符合

上述情况, 用生态位进行建模则无法得到满意的结

果。如果要从生态学角度上对此类疫病进行干预, 
通常首先需要了解寄生生物及其媒介或宿主的物

种分布, 识别其潜在生态位, 从而干预宿主和寄生

生物的活动以达到防治流行性病的目的。 

3  基于生态位模型的不同类型流行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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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寄生虫类疫病 
随着人类活动的加剧, 人类与野生动物的接触

以及食用野生动物频率的增加, 更多地导致了人畜

共患疫病的出现(Estrada-Pena et al, 2014; Allen et al, 
2017), 所以了解寄生虫潜在的地理分布对于预测

和预防相关疫病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调查显示, 
60%以上的新出现的人类疫病是由动物源致病性寄

生虫(人畜共患病)引起的, 尤其是野生动物(Plow-
right et al, 2017), 这与人类对野生动植物栖息地的

大规模破坏、环境污染、因全球变暖而导致的野生

动植物生存环境日益恶劣直接相关。 
尽管利用生态位模型对寄生虫引起的流行病

传播趋势进行预测的研究不在少数, 但大多数并不

是直接通过寄生虫的生态位来进行系统建模, 而是

通过对与之相对应的媒介或宿主的生态位进行建

模。如导致疟疾的疟原虫是20世纪早期(19世纪)南
美大规模疟疾暴发的罪魁祸首。Peterson和Shaw 
(2003)利用生态位模型分析了南美地区皮肤利什曼

病的传播媒介沙蝇属(Lutzomyia)的地理分布, Costa
等(2002)探究了巴西不同恰加斯病媒介之间的生态

差异, 等等, 这些研究为疾病、媒介和宿主物种的

分布提供了新的视角。 
寄生虫与宿主的生态位是否相匹配, 直接影响

着生态位建模的准确性以及建模物种的选择。

Peterson等(2002)早期研究检测了墨西哥传播恰加

斯病的三瘤虫属(Triatoma)生物及其宿主的寄生关

系, 测试了寄生虫和明显携带它们的木鼠(Neotoma 
cinerea)的宿主特异性, 发现寄生虫和木鼠之间可

能是一一对应关系。这说明生态位互相匹配的寄生

虫和宿主有共同的进化历史, 宿主的模型可以很好

地反映寄生虫的潜在分布; 如果寄生虫与宿主的生

态位不匹配, 说明宿主并不是寄生虫的自然宿主, 
只对宿主建模会低估寄生虫的潜在分布(Johnson et al, 
2019), 此类情况不能只对当前宿主建模, 还需要知

道其自然宿主的物种分布情况, 选择不同的宿主对

于寄生虫生态位模型的构建具有不同的影响。 
3.2  细菌和真菌性疫病 

如果想要更好地了解细菌和真菌性疾病分布

并从更加精细的尺度上预测并绘制疾病传播风险

图, 除了研究媒介与宿主的分布之外, 还需要进行

小规模菌种生态位建模, 并将其与微尺度生态位相

结合。宿主免疫和寄生菌–寄生菌间相互作用也可

能形成疫病分布, 如立克次氏体为革兰氏阴性菌, 
是一类专性寄生于真核细胞内的原核生物。一般呈

球状或杆状, 主要寄生于节肢动物, 有的会通过

蚤、虱、蜱、螨等传入人体。寄生了立克次氏体的

蜱通过某种方式传染到狗的身上, 在蜱密度较高的

情况下, 足以使立克次氏体病原体在媒介种群中扩

增和持续循环(Levin et al, 2014)。莱姆病主要发生

在美国东北部, 是由伯氏疏螺旋体所致的自然疫源

性疾病。其主要传播媒介为肩胛硬蜱(Ixodes scap-
ularis), Ashley和Meentemeyer (2004)通过肩胛硬蜱

的存在数据与大规模环境数据之间的生态位模型

关系提供了一个稳健的“气候包络线”模型, 得出

4–6月的气候变量与美国夏季莱姆病发病率有着密

切的关系, 揭示了肩胛硬蜱栖息地适宜性的基本环

境决定因素, 以此来预测莱姆病的风险与疾病分

布。钩端螺旋体(钩端螺旋体病的病原体)能够在潮

湿的土壤和有水环境中持续存在 (Roman et al, 
2017), Holt等(2006)模拟了坦桑尼亚部分地区疫病

感染的主要来源——非洲啮齿动物的感染动态, 在
模型中结合了坦桑尼亚中部的气候条件, 发现该疫

病具有很强的季节性, 在这种情况下, 环境变量如

降水或季节性水体的存在更有可能产生直接影响, 
这样的菌种可以进行生态位建模。 
3.3  病毒性疫病 

通过动物媒介进行传播的病毒, 如借助蚊媒进

行传播的登革热病毒、基孔肯亚病毒等单宿主–单
媒介的疫病系统, 由于其传播媒介受环境影响, 因
此可以通过生态位模型预测蚊子的分布来预测登

革热病毒 (Messina et al, 2014)、基孔肯亚病毒

(Escobar et al, 2016)等的传播。黄热病提供了另一个

案例。黄热病由黄热病毒引起, 它起源于非洲, 但
在1700年以前, 很可能是通过奴隶或水手传播到美

洲(Barrett & Higgs, 2007)。这种病毒在两大洲的蚊

子与灵长类动物中传播, 在美洲主要通过埃及伊蚊

(Aedes aegypti)传播给人类(Barrett & Higgs, 2007), 
所以也可以通过研究蚊子的分布来预测疾病发生。

生态位模型相较于传统疾病模型的优越性就在于, 
可以通过生态位模型分析出什么地方的低温抑制

了如登革热或黄热病之类的病毒在伊蚊体内的复

制, 填补了公共卫生领域对于环境中非生物因子监

测的空白。使用生态位的相关方法进行的研究还包

括埃博拉病毒和马尔堡病毒引起出血热暴发的一©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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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相关生态特征的描述(Peterson et al, 2006)。还有

以大鼠为主要宿主的汉坦病毒, 在美国东部港口城

市的居民区, 近50%的挪威大鼠(Rattus norvegicus)
感染了汉坦病毒(Yanagihara, 1990), 辛诺柏病毒也

与分布在整个美国的大鼠密切相关(Monroe et al, 
1999)。如果通过生态位建模来模拟被感染大鼠的物

种分布区域以及大鼠潜在的分布区域, 就可以大致

预测辛诺柏病毒的传染风险及趋势。 
另外, 有些病毒可以感染多个宿主, 但需要关

键宿主物种进行传播, 只有当病毒是单宿主或单媒

介, 且该宿主或该媒介受环境和气候影响时, 才可

以用生态位模型进行建模(Altizer et al, 2006), 这种

潜在的种间相互作用的环境影响不容忽视。 
当然, 并非所有的病毒都受气候影响。例如, 

人类乳头瘤病毒(HPV)和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
因为宿主主要为人类, 该病毒既不受气候影响, 其
传播方式也与气候无关, 再加上人类活动有很大的

不确定性, 所以就无法使用生态位模型进行预测。

根据某个地理区域的艾滋病病例数据库建立生态

位模型, 生成一个高精度的风险图, 显示炎热的非

洲有更适合艾滋病传播的气候, 或者寒冷的北极和

南极因为太冷而不易发生风险, 这是因为错误地假

设潜在的疾病传播风险是二元的, 而不是多元因素

的交叉(Carlson et al, 2020), 这会导致对流行病与

气候关系的错误结论。对于具有多种传播途径的病

毒, 用生态位模型进行预测分析可能会变得十分复

杂, 而有的病毒宿主仍然完全不为人所知, 如丝状

病毒, 了解其分布的唯一来源是通过确定人类病例

的位置。 
当下暴发的COVID-19, 目前尚未有明确证据

表明其与气候直接相关, 因此也属于此类。 

 
在疫情暴发的初期, 一些生物地理学家尝试将

生态位模型应用在COVID-19的预测中, 并给出了

其暴发情况的预测 (Tosepu et al, 2020), 其中以

Araújo和Naimi (2020)的工作最具代表性。他们使用

200多个生态位模型组成的综合模型, 利用10种常

用的机器学习方法, 以COVID-19病例的地理坐标、

阳性病例报告、最新的气候数据、降水量、实际蒸

散量以及短波辐射等信息进行建模, 预测在一个典

型的气候年中气候的月变化对COVID-19传播的影

响, 发现温暖和湿冷气候更有利于COVID-19的传播, 
而干旱和炎热气候则不利于COVID-19传播(Araújo 
& Naimi, 2020)。 

该工作一经公布, 就引起了包括流行病学专家和

生态学家的普遍反对, 引发了人们对于SARS-CoV-2
是否有生态位的讨论。首先 , 由于SARS-CoV-2是否

受气候影响还尚未明晰就直接进行生态位建模, 会
导致模型的不确定性升高。Chipperfield等(2020)指
出了Araújo和Naimi的预测工作存在着前提假设不

科学、未充分评估预测变量、响应变量空间误差大、

采样不足等问题。其次, 病毒和病原菌除了受气候

因素影响, 也受非气候因素和不确定的人为因素的

影响。如在应对大范围传播的流行病时, 一个国家

所选择的应对方式是积极还是消极, 是抑制扩散还

是任其发展, 都可能会影响模型的结果。 
由此可见, 宿主的行为(Kraemer et al, 2019)、密

度(Geoghegan & Holmes, 2017)及其所受到的环境

影响, 也是预测疫病传播的关键因素。建模和流行

病的管理本质上都应侧重于媒介和宿主的行为管

理, 以尽量减少传播的风险。从某种意义上讲, 对
病毒传播的预测, 就是对媒介和宿主的预测, 当病

毒的传播模式为病毒–媒介–宿主时, 利用环境变量

预测中间媒介的潜在分布, 以此来预测病毒的传播

是一种有效的建模手段(Johnson et al, 2019)。但是当

病毒的传播主要存在于人与人之间而不需要中间

媒介时, 由于人类活动受自然环境影响较小, 生态

位模型在这一类工作中无用武之地。 
此外, 在一种新型传染病流行的初期, 即使是

该疫病的传播的确依靠中间媒介, 但与疫病发生或

参与疫病传播的物种(如媒介、宿主、病原体)的相

关生态参数的细节尚不清楚, 样本量小且缺乏详细

的地理或生态学变量(Peterson, 2014), 这些都可能

导致模型预测的失败。因此, 并非所有的流行病均

可用生态位建模进行分析。如Araújo和Naimi (2020)
使用生态位模型得出温暖和湿冷气候更有利于

COVID-19的传播。而实际情况是在大部分地区, 如
拉丁美洲、东南亚以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这些地区

的模型不确定性很高, 仍然有较多的SARS-COV-2
的感染病例。所以我们首先要分析拟采用什么模型

来研究选定的某种流行病? 根据对该流行病传输

系统的了解程度及其复杂程度, 对疾病的传播机

4  不适用于生态位建模的流行病: 以COVID-19
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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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自然历史、限制因素以及疾病传播系统有关的

关键物种(如宿主、媒介等)的了解程度等, 来决定采

用什么样的模型进行分析。误用生态位模型的工具

会导致对气候及流行病传播趋势的错误结论。 
生态位模型往往会忽略人类活动相互接触的

直接影响以及人造环境的一些特征, 如封闭性环境

所造成的一些小气候。当病毒从受感染的宿主直接

传播到未受感染的宿主, 绕过了“不适宜的栖息地”
这一生态概念的相关性(Carlson et al, 2020), 可能

随时或者随地引起流行病疫情的暴发, 这种情况就

无法使用生态位模型来进行流行病预测与分析。就

病毒学家目前了解的COVID-19和其他流行病的特

性, 因其传播不受气候限制和生境影响, 一旦疫情

开始在人类中蔓延, 就没有“不适宜的栖息地”。 

 
生态位模型应用于流行病学的主要挑战是缺

乏高精度的疫病发生库。在何处以及如何获得可靠

的数据是另外一个关键问题。疫病数据通常只是粗

略地汇总行政级别如国家、省市的病例, 而缺少有

关疫病当地自然条件、气候等相关的重要信息

(Farnham et al, 2014)。如果只是单纯地把流行病发

生的记录位置作为发生记录, 和全球气候数据一起

输入生态位模型中, 并不能准确地反映问题。除了

空间和时间上的偏差外, 疫病发生的数据也可能因

宿主物种的不均匀抽样和疫病传播地点或诊断地

点的报告出现偏差, 从而误判感染地点。当然, 如
果能更全面地监测野生动物和人类活动, 积极开发

用于流行病检测和鉴定的新技术, 可能会提高收集

更可靠疫病发生数据的能力。同时正确选择环境数

据集中的生态预测变量对于产生可靠的建模输出

是十分必要的(Johnson et al, 2019)。 
由于大多数生态位模型的相关研究人员都没

有系统的流行病学知识背景, 而流行病学家亦缺乏

将疫病传播放在自然状态下运用生态学知识思考

其传播机理的训练, 为了充分生成对决策有用的数

据驱动模型, 跨学科的知识背景与方法结合是必要

的。而且, 在改进方法方面仍然存在着许多挑战, 
其核心挑战是选择适合于特定问题的建模方法。由

于疫病传播系统往往代表着多种物种(如病原体、载

体、宿主)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 因此存在着如何准

确选择方法对其进行建模并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

析相结合的问题。如要预测病原体物种和宿主物种

的潜在分布及其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反应, 则需要不

同的建模算法。第二个有待解决的是如何将风险因

素纳入生态位模型框架中, 也就是在疫病传播中容

易被忽略的人为因素, 因无法确定人员流动性、人

为干扰性等以量化疫病传播风险, 使得不能准确测

试和评估生态位模型的结果。此外, 要将生态位模

型方法充分应用于疫病系统, 还需要理解尺度在空

间和时间中的作用。时间尺度和空间尺度的适当匹

配可以更加准确地预测疫病的传播趋势(Peterson 
et al, 2005)。 

以上这些问题只有通过不断地对不同的疫病

系统模型进行进一步的探索和分析才能得到解决。 

 
本文系统地总结了可用于生态位建模的疾病

特征和案例、在各种流行病学研究中常用的两种建

模方法的优缺点及其适用情况, 以及不可用于生态

位建模的疾病特征, 总结了生态位模型应用的理论

基础, 着重指出了目前在建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并进一步讨论了模型应用方面应注意的事项以及

其发展趋势。 
作为生态学与生物地理学重要的分析方法和

实用工具, 生态位模型在流行病的潜在传播区域分

析及风险预测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可以帮助研究者

确定哪些区域具有潜在可测量的流行病感染风险

及感染趋势。但在使用该工具之前, 需要慎重考虑

其适用范围。在生态学的基本概念框架下正确地使

用生态位模型, 是相关研究工作能否取得有科学意

义的结果的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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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组学技术在病毒鉴定与宿主溯源中的应用 
韩本凤  周  欣  张  雪* 

(中国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昆虫学系, 北京 100193) 

摘要: 基因组学技术, 特别是宏基因组测序在未知病毒的鉴定与溯源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相较于传统的病毒分离

培养方法, 宏基因组技术可以从混合样本中获得病毒的核酸序列, 极大加速了未知病毒的鉴定与溯源, 在针对高

流行性、高致病性的病毒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基于宏基因组技术对未知病毒进行鉴定和溯源, 其准确性很大

程度上依赖于取样及已知宿主的病毒库的完整性。然而, 当前病毒多样性的基础研究相对薄弱, 病毒的宿主信息

则更加匮乏。野生动物和畜禽是人畜共患病致病病毒的重要中间宿主, 构建广泛的动物–病毒关联数据库对于准

确、快速地鉴定和预防致病性病毒具有重要意义。本综述以SARS-CoV-2为例, 总结了基因组学技术在病毒的鉴定

与溯源上的应用, 并针对当前动物病毒库完整性低的现状, 对构建野生和家养动物携带病毒的关联数据库的可行

性提出依据与建议。 
关键词: 新冠病毒; 高通量测序; 病毒多样性; 宿主溯源; 病毒进化 

Verification of virus identity and host association using genomics 
technology 
Benfeng Han, Xin Zhou, Xue Zhang* 
Department of Entomology, College of Plant Protection,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3 

Abstract: Genomics technology, especially metagenomic sequencing,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identifying and tracing unknown viruses. While classical methods in virus taxonomy rely on phenotypic 
traits, the metagenomics pipeline assembles new virus genomes from short nucleotide fragments without the 
need for any a priori reference sequences. This new technology increases the efficiency in identifying viruses 
and hosts associated with those viruses. This is particularly useful in identifying viruses that can cause 
epidemics. One current challenge in accomplishing this, is the ability to trace the original and intermediate 
viral hosts. To do this, a comprehensive virus sequence library characterized by definite host information is 
needed. Unfortunately, such information is still limited. As wild and stock animals are main sources for 
pathogenic viruses, an extensive survey of the global virome is vitally important to help identify and prevent 
zoonotic epidemics. This review summarizes the application of genomics technologies in the identification of 
viruses and the hosts associated with those viruses, using the outbreak of SARS-CoV-2 as an example. We 
also address intrinsic drawbacks of current methodologies as well as the incompleteness of available virus 
libraries. We propose the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in constructing a comprehensive virus database with host 
association that emphasizes the diversity of viruses and their interactions with other organisms. 
Key words: SARS-CoV-2; high-throughput sequencing; virus diversity; host association; virus evolution 

2019年12月, 在新型冠状病毒暴发之初, 通过

对患者的肺泡灌洗液样品进行宏基因组测序, 获得

了病毒株全基因组序列, 并确认该病毒为冠状病毒

科新型RNA病毒(Zhou et al, 2020)。基于系统发育关

系的结果, 国际病毒分类学委员会的冠状病毒科研

究小组(CSG)确认该病毒与SARS-CoVs形成姊妹支, 

•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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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依据分类学和已有惯例将其命名为“SARS-CoV-2” 
(Gorbalenya et al, 2020),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疾病

被正式命名为“COVID-19”。虽然新型冠状病毒与

SARS-CoV病毒近缘, 但并非同种, 且临床症状具有

差异, 所以学界对新型冠状病毒使用“SARS-CoV-2”
的命名依然存在争议。 

经典的病毒鉴定主要依赖表型特性, 具体操作

流程包括病毒培养、电镜观察、血清学反应和聚合

酶链式反应(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等, 操
作繁琐, 费时费力, 且鉴定效率较低(Tang & Chiu, 
2010)。而在本次疫情暴发期间, 从发现第一例患者

到获得SARS-CoV-2全基因组序列, 用时仅20余天。

对SARS-CoV-2的快速鉴定得益于宏基因组技术的

迅速发展。 
目前, 基于高通量测序技术的宏基因组方法被

广泛应用于病毒组(virome)的研究中, 在发现和鉴

定新病毒及检测病毒流行性上具有显著优势。基于

宏基因组和宏转录组技术对环境样品的调查揭示

了生物圈中存在着丰富的病毒种类(Simmonds et al, 
2017), 其遗传物质、基因序列、编码蛋白、复制机

制以及与细胞宿主的相互作用等方面具有丰富的

多样性(Roossinck, 2015)。虽然基于测序的病毒研究

方法无法直接获得经典的病毒表型特征, 但该方法

有助于快速构建全球性的病毒多样性数据库

(Simmonds et al, 2017)。而整合了病毒多样性和宿主

关联信息的数据库对深入开展病毒学研究至关重

要, 如: 病毒鉴定、病毒进化、宿主溯源以及病毒

与宿主的协同进化等。 
近年来, 利用基因组学技术开展区域性或全球

性流行病的研究已经迅速普及。例如, 严重威胁人

类健康的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SARS) (Ge et al, 
2013)、中东呼吸综合征 (MERS) (Hemida et al, 
2014)、埃博拉(Ebola, 出血性烈性传染病) (Quick et 
al, 2016)等疫病病毒的鉴定与宿主溯源都依赖于宏

基因组技术的应用。本文以新型冠状病毒等为例, 
介绍宏基因组技术在病毒鉴定、病毒宿主溯源等方

面的应用现状和局限性, 并就如何完善广泛的动植

物病毒基因组学数据库提出建议, 讨论其可行性。 

 
核酸测序技术已广泛应用于分子分类学研究。

其中, 二代测序技术成本较低, 相关生物信息学的

分析方法比较完善, 可对不同物种来源的海量核酸

片段进行分拣、组装和比对。宏基因组技术不需要

对样品进行纯化, 对核酸质量要求相对较低, 而且

可以在混合样本中分离出病毒与宿主序列, 并组装

成更长的片段甚至是完整的基因组序列。将拼接出

的序列与已知病毒库进行比对, 根据序列相似度及

系统发育关系可以确定未知病毒所属的类群。由于

直接从头拼接(de novo assembly)病毒序列的过程可

以不依赖于同源参考序列, 宏基因组方法极大促进

了未知病毒病原物的检测和鉴定 (Hadidi et al, 
2016)。高通量测序方法在动物和植物源病毒的检测

方面都有较广泛的应用, 如: 与脑膜炎密切相关的

沙粒病毒(Palacios et al, 2008)、与南非出血热疾病

相关的病原体Lujo病毒(沙粒病毒科) (Briese et al, 
2009)、新甲型H1N1流感病毒和季节性甲型H3N2
流感病毒(Hu et al, 2011)、番茄新病毒–蛇鞭菊轻斑

驳病毒(Gayfeather mildmottle virus, GMMV) (Adams 
et al, 2009)等。 

由于SARS-CoV-2与SARS-CoV具有极高的系

统发育相关性和较高的序列相似度, 其序列结果一

经公布就引起了公共卫生系统的高度警惕, 并迅速

采取紧急防范与隔离措施, 展开救治, 充分体现出

宏基因组技术在重大疫情的鉴定和预警方面的时

效性。国家生物信息中心2019新型冠状病毒信息库

(2019nCoVR) (https://bigd.big.ac.cn/ncov/)以及全球

流感共享数据库(Global Initiative on Sharing All 
Influenza Data, GISAID) (https://www.gisaid.org/)及
时汇总和更新SARS-CoV-2病毒序列信息, 至2020
年5月5日已收录SARS-CoV-2序列超过16,000条 , 
分别来自英国、美国、澳大利亚、中国等200多个

国家和地区, 为基于全基因组的SARS-CoV-2病毒

的进化和扩散进程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撑。 
虽然宏基因组技术在序列的组装环节可以不

依赖于参考序列, 但其后对待检病毒序列的鉴定仍

然需要与已知病毒库进行比对, 利用序列相似性和

系统发育关系对未知病毒进行鉴定。然而, 基于经

典病毒学方法建立起来的已知病毒数据库的完整

性较低 , 目前在病毒病原体数据库和分析资源

(Virus Pathogen Database and Analysis Resource, ViPR) 
(https://www.viprbrc.org/brc/home.spg?decorator=vipr)
中收录的正式命名、有较详细描述的病毒种类仅

6,264多种(截至2020年5月5日)。而近期基于高通量

1  基于宏基因组方法鉴定病毒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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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序技术和宏基因组方法的普查都提示自然生态

系统中可能存在大量的未知病毒序列(Simmonds et 
al, 2017), 自然界中实际病毒种类可能高达百万。宏

基因组方法不仅为加速完善病毒数据库提供了快

速通道, 也为基于序列比对和构建进化关系来完成

病毒溯源提供了可能性。 

 
在获得病毒基因组序列的基础上, 可以使用物

种间具有同源关系的基因片段构建病毒的系统发

育关系, 解析病毒的进化历史。常用的方法包括构

建系统发育树(phylogenetic tree)、重建系统发育中

的祖先状态(reconstructing ancestral state in phyloge-
nies, RASP) 、系统发育网络分析 (phylogenetic 
network analysis) 、单倍型网络分析 (haplotype 
network analysis) 、 贝 叶 斯 进 化 分 析 (Bayesian 
evolutionary analyses) 、重组分析 (recombination 
analysis)等(表1)。 

系统发育树可用于分析不同生物之间的相关

性, 通过树状分支可视化生物之间的亲缘关系并推

测其进化历史, 常用软件有BEAST、IQ-TREE、
RAxML、phyML等。用于构建系统发育树的方法很

多, 其中最大似然法(maximum likelihood, ML)被广

泛应用, 比如用于对结核分支杆菌(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的进化分析(Luo et al, 2015)以及对近期

暴发的SARS-CoV-2病毒的进化关系研究(Wu et al, 
2020)。ML的原理是将每个位置可能出现的所有残

基替换概率进行累加, 产生特定位点的似然值, 并
对所有可能的系统发育树都计算似然函数, 似然函

数值最大的树即为最可能的系统发育树; 其特点是

需要确定序列进化的模型, 如Jukes-Cantor模型等。 
在进化模型选择合理的情况下, ML是与进化事实

吻合最好的建树算法。而贝叶斯推断法(Bayesian 
inference)是一种新的利用贝叶斯演绎法预测种系

发生史的系统进化分析方法, 相较于最大似然法其

在计算速度与样本量上更具优势, 已被应用于乙型

肝炎病毒 (hepa t i t i s  B  v i rus )和乳头状瘤病毒

(papillomaviruses)等的进化分析(Frias-De-Diego et 
al, 2019; Yuen et al, 2019)。如果用于构建系统关系

的已知病毒序列带有明确的宿主关联信息, 那么将

有助于通过未知病毒在系统树上的相对位置推测

其可能宿主。系统发育树为重建祖先状态提供依据, 
比如使用RASP等方法, 结合系统发育树和病毒地

理分布来推断病毒的历史传播路径(Yu et al, 2015)。
通过构建系统发育树方法来分析病毒进化关系, 其 

 
表1  用于病毒系统发育分析的常用方法 
Table 1  Methods used in the phylogenetic analysis of viruses 
分析方法 Method 作用 Application 常用软件 Software 参考文献 Reference 

系统发育树 
Phylogenetic trees 

分析不同生物间相关性, 通过树状分支可视化生物之间的

亲缘关系并推测进化历史 
Analyzing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different organisms, 
visuali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rganisms through tree 
branches and speculating on the evolutionary history 

RAxML, 
phyML, 
IQ-TREE 

Zhou et al, 2020 
Wu et al, 2020 
Frias-De-Diego et al, 2019 
Yuen et al, 2019 

重建系统发育中的祖先状态 
Reconstructing ancestral state  
in phylogenies (RASP) 

重建祖先在系统发生树上的地理分布, 推断历史生物地理

学信息 
Inferring historical biogeography through reconstructing 
ancestral geographic distributions on phylogenetic trees 

RASP Luo et al, 2015 
Frias-De-Diego et al, 2019 
Yuen et al, 2019 

系统发育网络分析 
Phylogenetic network  
analysis 

综合一系列系统发育树的可视化结果, 较直观地展示重组

等性状冲突事件 
Enabling the visualization of a multitude of optimal trees, 
displaying reorganization and other trait conflict events 

Network, 
SplitsTree 

Yu et al, 2020 

单倍型网络分析 
Haplotype network  
analysis 

用于在群体水平上显示个体基因型之间的关系 
An intuitive method used in visualizing relationships between 
individual genotypes in a population level 

PopART Tang et al, 2020 
Leigh & Bryant, 2015 

贝叶斯进化分析 
Bayesian evolutionary  
analyses 

根据时间进化树建模推断种群发生分歧的时间 
Inferring the time when the population diverged based on time 
evolutionary tree modeling by BEAST 

BEAST Luo et al, 2015 
Bouckaert et al, 2014 
Suchard et al, 2018 

重组分析 
Recombination analysis 

检验可能存在的重组信号, 揭示重组在基因进化中的作用 
Identifying possible recombination signals and revealing the 
role of recombination in gene evolution 

RDP4 
Simplot 
phyML 

Wu et al, 2020   
Lam et al, 2020 
 

2  构建基因组系统发育关系, 分析病毒进化历史

并推测其宿主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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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会受到基因组重组等因素的干扰, 而系统发

育网络分析方法通过综合一系列系统发育树的可

视化结果, 较直观地展示重组等性状冲突事件, 可
以弥补进化树方法的不足 (Gusfield et al, 2004; 
Huson & Kloepper, 2005), 在微生物、植物和昆虫的

进化分析中被广泛使用(Kunin et al, 2005; Mavarez 
et al, 2006; McBreen & Lockhart, 2006)。重组分析通

过检测重组信号发现重组事件, 揭示重组在进化中

的作用, 广泛应用于病毒进化分析(Wu et al, 2020; 
Lam et al, 2020)。另外, 还有其他一些应用于种群进

化分析的方法, 比如单倍型网络, 可以用于种内水

平的系谱关系构建, 依据样品的地理学特征推断种

群的传播路径(Leigh & Bryant, 2015)。基于网状树

的种群分析(population analysis with reticulate trees, 
PopART)软件包, 是单倍型网络构建的重要工具, 
可以对种内序列间的遗传关系进行推理和可视化

(Leigh & Bryant, 2015)。贝叶斯进化分析利用高效

的马尔科夫链蒙特卡洛(Markov Chain Monte Carlo)
统计方法，将分子系统发育关系重建与复杂的离散

或连续的性状演变、分歧时间、人口统计模型相结

合，用于推断群体的系统动力学 (Suchard et al, 
2018)。贝叶斯进化分析的常用工具，即基于抽样树

的贝叶斯进化分析(Bayesian Evolutionary Analysis 
by Sampling Trees, BEAST)软件包, 可以通过遗传

序列数据对样品进行贝叶斯系统发育(phylogenetic)
与系统动力学(phylodynamic)推断, 该软件依赖于

时间尺度树(time-scaled trees)的进化分析方法，使其

在共同祖先推断、种群演化历史分析等方面具有重

要地位(Suchard et al, 2018)。 
系统发育分析在SARS-CoV-2的溯源研究中起

到了重要作用。已有研究发现, 蝙蝠携带丰富的

SARS相关冠状病毒 (SARS-related coronaviruses, 
SARSr-CoVs) (Hu et al, 2017), 被认为是天然的冠

状病毒基因库, 因此也被认为是SARS-CoV-2的可

能宿主来源。这一假定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近期病毒

系统关系研究的支持: SARS-CoV-2与来自中华菊

头蝠(Rhinolophus sinicus)的1株冠状病毒RaTG13具
有最近的系统关系, 用于建树的同源基因序列在两

种病毒间的序列相似性达到96.2% (Zhou et al, 
2020)。病毒系统树的最终拓扑关系与基因片段的选

择和建树方法直接相关。与前述使用全基因组水平

同源基因的方法不同, 部分研究倾向于选择具有重

要功能的蛋白进行建树和进化分析。对于冠状病毒

而言, S基因编码的刺突蛋白(spike protein)具有病毒

侵染人体的重要标志受体结构域(receptor-binding 
domain, RBD), 通过结合人体细胞表面受体血管紧

张素转化酶 II (angiotensin converting enzyme II, 
ACE2)等受体完成侵入(Zhou et al, 2020)。而基于

RBD蛋白序列的系统发育分析并不支持蝙蝠冠状

病毒RaTG13是SARS-CoV-2最相近的病毒。Lam等

(2020)研究发现, 在穿山甲(Manis javanica)体内发

现的1株冠状病毒与SARS-CoV-2在RBD序列上具

有更高的相似度, 由此推测穿山甲可能为中间宿主, 
促进SARS-CoV-2的产生与传播。在野生动物中发

现 与 SARS-CoV-2 高 度 相 似 的 RBD, 以 及

SARS-CoV-2中不含用于人工病毒合成的任何病毒

基因骨架(Almazan et al, 2014; Cui et al, 2019), 证明

SARS-CoV-2并不是通过人工基因编辑合成的病毒

(Andersen et al, 2020)。必须指出的是, 基于全基因

组同源基因序列, 只能对病毒的可能来源进行推测, 
其准确性极大依赖于样本选取的完整性、基因的选

择和进化树构建的方法。而分子系统发育研究中所

面临的一系列经典问题, 如: 核酸组成偏向性、突

变速率的异质性、长支吸引、进化模型的选择等, 都
可能影响病毒进化和溯源的结果。 

基于病毒的关键蛋白序列建树所得出的物种

间的拓扑关系会受到该序列重组等因素的影响。例

如, 蝙蝠携带的沙贝病毒亚属(Sarbecovirus, 属于

冠状病毒属Betacoronavirus)存在广泛的基因重组

(Hon et al, 2008), 而SARS-CoV的直接祖先有可能

是由蝙蝠体内的SARSr-CoVs经频繁重组产生的

(Hu et al, 2017)。据此推测, 可以利用人类ACE2受
体的各种SARSr-CoV可能仍在蝙蝠中广泛传播, 而
类似SARS的疾病风险也可能长期存在(Hu et al, 
2017)。在蝙蝠中与SARS-CoV-2亲缘关系非常近的

两株冠状病毒ZC45和ZCS21很有可能是重组病毒, 
各自携带SARS-CoV和SARS-CoV-2的部分基因片

段(Lam et al, 2020)。使用不同基因片段进行的进化

分析获得的SARS-CoV-2在沙贝病毒亚属内的拓扑

位置不同, 表明这类病毒中曾经发生过某些基因的

重组(Wu et al, 2020)。因此, 如果仅基于单个蛋白基 
因序列进行分子系统发育分析, 并不能对含有重组

蛋白基因的病毒进行准确的关系构建, 需结合多维

度的证据对病毒起源进行推导。 ©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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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基因组技术与系统发育网络方法相结

合来进行系统发育关系分析则会大大降低病毒基

因重组的干扰, 提供较精细的进化分析, 用于寻找

疾病暴发点。Yu等(2020)将SARS-CoV-2基因组中鉴

定出的单倍型分为5组, 以bat-RaTG13-CoV为外群, 
通过SplitsTree进行系统发育网络分析, 发现H13和
H38单倍型可能是祖先单倍型, 而H1则来自中间单

倍型H3。Tang等(2020)使用SARS-CoV-2基因组中的

所有单倍型 (基于DnaSP生成的单倍型 ), 通过

PopART重建单倍型网络。发现SARS-CoV-2分为

“L”与“S”两种主要类型, 并推测“S”型可能为“L”型
的祖先。Forster等(2020)首次将系统发育网络方法

用于研究SARS-CoV-2的传播途径, 通过大量的人

群个体取样, 追踪SARS-CoV-2在人群中的暴发与

传播轨迹, 发现了SARS-CoV-2中普遍存在的3个氨

基酸的变异, 并指出变异之一为其余二者的祖先病

毒。然而, 有研究者对该研究提出了质疑, 认为其

选 用 的 根 类 群 ( 蝙 蝠 冠 状 病 毒 RaTG13) 与
SARS-CoV-2进化距离较远, 无法准确构建内群的

进化关系。RaTG13与SARS-CoV-2的差异远远大于

SARS-CoV-2之间的差异, 不能为内群特征的极向

(即对祖征/衍征的判断)提供直接支持。可见, 建立

和完善全球病毒库有利于更合理地选择外群病毒, 
提高病毒进化关系分析的准确性。 

综上所述, 基因组学技术可以通过比较未知病

毒基因组序列和已知宿主的病毒库, 根据病毒间的

系统发育关系来推测未知病毒的可能宿主来源。但

是, 以构建系统发育关系为核心的病毒进化研究仍

然面临一系列固有的方法学局限和挑战。其中, 用
于建树的病毒样本的选择及已知病毒的宿主信息

等都对数据库的完整性和准确性提出了很高的要

求。如果待检病毒与已知病毒存在一定的差异, 系
统发育关系的研究方法仅能做出可能性的推测。因

此, 构建一个相对完善的宿主–病毒库对于病毒溯

源具有重要意义。 

 
测序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大量病毒序列信息的

获取。在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病毒数据库

(National Center for Biotechnology Information— 
Virus, NCBI—Virus)中已收录病毒全核酸序列

(all-nucleotides) 300 多 万 条 , 全 基 因 组 序 列

(complete-nucleotides) 140多万条, 其中可侵染人类

的病毒全基因组序列3.6万多条。相比于自然界广泛

的病毒种类, 这只是很少一部分。 
病 毒 – 宿 主 数 据 库 (Virus-Host Database, 

Virus-Host DB)和病毒病原体数据库和分析资源 
(Virus Pathogen Database and Analysis Resource, 
ViPR)整合RefSeq、GenBank、UniProt、ViralZone
等多个数据库 , 对病毒信息进行了分类汇总。

Virus-Host DB针对的是已知宿主信息的病毒种类, 
约11,000多种(序列14,000多条), 根据宿主种类进行

分类(包括动物、植物、其他真核生物以及细菌、古

生菌), 提供病毒全基因组与其宿主信息的分类链

接, 其中人类病毒1,300多种。ViPR则是对人类病毒

病原体及其相关病毒进行汇总, 包含20多个病毒科, 
对每个病毒科的基因组数量以及蛋白数量、菌株数

量和未知宿主比例等进行整理与统计(表2)。根据

ViPR的统计, 人类病毒病原体及其相关病毒中存在

相当比例的未知宿主信息的病毒种类。除上述病毒

库外, 其他很多病毒数据库大都限于某个子集, 比
如流感病毒数据库、RNA病毒数据库、LANL出血

热病毒数据库、乙型肝炎病毒数据库等(Dong et al, 
2017)。虽然Virus-Host DB与ViPR从病毒与宿主关

联性的角度对病毒的宿主信息进行汇总, 但是动物

源病毒多样性高, 病毒与宿主的互作关系较为复杂, 
可能存在多重中间宿主或宿主转移, 为确定病毒与

宿主复杂的关联关系带来了巨大挑战。在此背景下, 
对病毒多样性及其与宿主的关联信息进行广泛的

本底调查势在必行。 
近年来, 大规模的物种宏基因组或宏转录组研

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相关研究针对特定的生

境类型或物种类型开展了广谱的高通量测序工作。

例如, 通过宏转录组方法对脊椎动物(包括爬行动

物、两栖动物等)体内的病毒进行鉴定与系统发育分

析, 发现RNA病毒与其脊椎动物宿主之间存在多样

化的关联关系(Shi et al, 2018)。部分病毒可侵染广

泛的宿主类型, 包括哺乳动物、鸟类、两栖类、爬

行动物及鱼类, 如: 黄病毒科(Flaviviridae) (Shi et al, 
2016)、肝病毒(Hepadnaviridae) (Nie et al, 2018)、汉

坦病毒(Hantaviruses) (Holmes & Zhang, 2015)等。同

时, 也有部分病毒与其宿主存在较为一致的系统发

生关系, 提示病毒与宿主间可能存在广泛的协同进  

3  利用基因组学方法构建完善的病毒基因数据库

及“宿主–病毒”关联信息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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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ViPR数据库已收录的病毒信息(数据来源于https://www.viprbrc.org/brc/home.spg?decorator=vipr) 
Table 2  Virus sequences deposited in the ViPR database (Data are from https://www.viprbrc.org/brc/home.spg?decorator=vipr) 

科  
Families 

种  
Species 

基因组  
Genomes 

病毒株  
Strains 

蛋白  
Proteins 

缺乏宿主信息比例 
Percent without host identification 

Arenaviridae 177  4,532  3,012  6,949 23.23% 

Caliciviridae 225  52,189  49,073  96,673 28.16% 

Coronaviridae 1,043  34,864  28,823  119,573 22.80% 

Filoviridae 16  3,577  3,390  22,038 22.53% 

Flaviviridae 367  345,546  261,780  877,286 39.36% 

Hantaviridae 304  10,189  6,867  10,603 14.02% 

Hepeviridae 33  17,838  15,022  19,203 17.95% 

Herpesviridae 782  58,371  45,281  300,180 60.18% 

Nairoviridae 38  3,669  1,931  3,553 9.92% 

Paramyxoviridae 574  50,355  44,898  67,728 24.22% 

Peribunyaviridae 183  5,031  2,434  6,367 22.80% 

Phasmaviridae 16  1,106  340  1,114 0.27% 

Phenuiviridae 215  5,189  2,934  7,133 13.37% 

Picornaviridae 1,038  127,336  116,298  346,846 26.91% 

Pneumoviridae 17  37,289  33,516  60,235 30.36% 

Poxviridae 283  10,444  7,487  125,948 40.87% 

Reoviridae 363  107,566  39,985  108,677 15.93% 

Rhabdoviridae 530  33,347  26,510  46,761 22.12% 

Togaviridae 60  12,800  10,854  46,764 36.25% 

总计 Total 6,264  921,238  700,435  2273,631 — 

 
化关系(Shi et al, 2018)。稳定的宿主关系甚至体现

在组织特异性上, 例如肝病毒属的病毒多发于爬行

动物、两栖动物、鱼类和哺乳动物的肝脏组织(Shi et 
al, 2018)。这些结果表明, 即使伴随着病毒的快速进

化和频繁的宿主转换, 脊椎动物中的RNA病毒依然

保持着与宿主高度匹配的进化历史。这种进化关系

很可能始于海洋, 并延续了数亿年之久(Shi et al, 
2018)。 

病毒与宿主的协同关系不仅仅局限于脊椎动

物, 近期在昆虫中也揭示了相似的结果。基于大规

模昆虫转录组分析的千种昆虫转录组演化(1KITE)
研究, 从昆虫表达的RNA中分离出其共生病毒的表

达序列, 其中包含至少20个可能的新病毒属(Kafer 
et al, 2019)。这一结果不仅加深了对昆虫病毒多样 
性的认知 , 还为病毒与昆虫宿主的趋同进化

(codivergence)提供了证据。病毒与宿主的协同进化

关系提示: 宿主的进化信息可为病毒进化及溯源提

供重要参考。 
因此, 构建宿主与病毒关联性的数据库不仅必

要而且可行。从时间和资源的优先级上考虑, 可以

首先从已知的携带重要人畜共患病致病病毒的动

物类群及与人类密切接触的动物类群入手, 开展较

为全面深入的宏基因组摸底调查, 如蝙蝠(Zhou et 
al, 2018; Cui et al, 2019)等。同时, 加强对已有数据

的病毒信息的挖掘。当前已经完成或正在展开的大

规模基因组、宏基因组、宏转录组方面的研究, 涵
盖多类群物种, 并区分动物的不同组织类型。使用

成熟的生物信息学方法, 可以从中分离得到宿主与

病毒的相关遗传信息, 用以补充宿主–病毒基因库。 
宏基因组学的方法可直接获取宿主携带的多

种病毒信息。然而, 在实际鉴定过程中易受取样部

位、取样时间和环境传播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而不

能准确鉴定病毒宿主, 进而干扰宿主–病毒关联数

据库的准确性。所以, 建立常态监测网络, 对数据

进行长期跟踪, 将宿主赋予更广泛的定义, 比如从

“动物”, 进一步外延涵盖“植物”, 甚至是“环境”, 例
如食品、饮用水等。通过试点摸底, 建立区域环境

监测热点, 统计病毒鉴定阳性频率信息, 最终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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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监测网络, 便于在第一时间发现各种致病源。 
基于病毒的基因组序列信息可对其可能的宿

主进行预测, 从而完善宿主–病毒关联数据库。例如

基于病毒具有与其宿主相似的密码子使用偏好性

的特点, 针对病毒基因组序列和各种宿主的基因组

序列, 通过“机器学习”的方法建立通用模型, 可直

接预测病毒的动物宿主(Babayan et al, 2018)。然而, 
传统的“机器学习”方法通常需要宿主基因组信息, 
其应用受已知宿主物种的参考基因组数量的限制。

“深度学习”是“机器学习”的一种新技术, 深层神经

网络(deep neural network)的方法是“深度学习”的一

种, 在应用于病毒的宿主预测时, 该方法克服了传

统“机器学习”方法的弊端, 通过分析给定病毒基因

组的全部或部分序列来预测病毒宿主, 无需依赖于

宿主的序列信息(Mock et al, 2020)。病毒宿主预测

工具VIDHOP (virus deep learning host prediction)便
是基于深层神经网络的方法开发的(Mock et al, 
2020)。 

另外, 基于病毒基因组序列建立其关键蛋白质

三维结构模型 , 使用蛋白功能预测工具 (比如

Swiss-Model)与已知宿主病毒的同源蛋白进行比较, 
也可以推测未知病毒的宿主来源(Lu et al, 2020)。比
如, 对SARS-CoV-2刺突蛋白受体结合域建模, 发
现其与SARS-CoV非常相似 , 推测SARS-CoV-2与
SARS-CoV均使用ACE2为受体进入细胞, 根据相

同的致病机制可推测共同的宿主来源 (Lu et al, 
2020)。 

基于模型推测宿主来源需要与先进的实验验

证相结合。Letko等(2020)开发了人工病毒颗粒系统

用于病毒的宿主确认, 将来自不同病毒的受体结合

域序列与病毒颗粒系统融合, 若该病毒可以与细胞

受体结合, 那么进入细胞的病毒核酸片段会激发荧

光反应。通过荧光反应来判断该受体结合域所对应

的病毒是否具有侵入细胞的能力, 以及病毒侵入细

胞所需的细胞受体。 

 
基因组学技术极大丰富了人类认知病毒多样

性和宿主关系的方法。野生动物是人类致病病毒的

重要中间宿主, 它们携带的病毒具有丰富的遗传多

样性和宿主关联性。然而, 人们对这两个重要方面

的认知都极其有限, 为病毒宿主溯源带来了巨大挑

战。针对频繁出现的新型病毒, 现有的数据积累和

研究方法还不能保障迅速、准确地开展宿主溯源。

对大部分病毒的宿主判断依然基于推测, COVID-19
疫情还在全球持续升级, 而SARS-CoV-2的直接宿

主尚未确认。除此之外, 全球性气候变暖可能带来

新的病毒威胁, 冻土与冰川的融化增加了古老病毒

被释放到环境中的风险。青藏高原冰川中已检测出

大量新型病毒(Zhong et al, 2020); 而西伯利亚冻土

层中复活的巨型病毒仍能感染单细胞的阿米巴原

虫(变形虫) (Legendre et al, 2015)。古老病毒的新增

威胁进一步提高了对病毒多样性认知的迫切性。 
针对目前病毒基因组学信息仍然匮乏的现状, 

基因组学技术应当被更广泛地运用到病毒基因库

建立的基础研究中, 宿主–病毒数据库的建立将为

新病毒种的鉴定和进化研究提供依据。宿主–病毒

数据库的构建必然存在一系列的挑战。比如, 目前

对病毒与宿主的关联性确认方法学手段仍然很匮

乏; 另外, 对类群选择的合理性和完整性的把握、

样本量巨大、样本的分类信息复杂、数据挖掘不充

分、分析方法不完善等问题都为数据库的构建增加

难度。相关问题的解决将可能成为病毒基因组学研

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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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与人类健康的共同发展
——One Health 

李彬彬* 
 (昆山杜克大学环境研究中心, 江苏昆山 215316) 

摘要: 随着新冠肺炎(COVID-19)的暴发, 野生动物、生物多样性和人类健康的关系再次引起广泛讨论。近20年来, 
国际社会对于生物多样性与健康的研究日益增多, 并将它作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One 
Health作为一个新的理念框架, 通过交叉学科的研究和行动来推动包括人、所有其他动物及环境的健康。这个理

念被不同国家、国际组织及协定所接纳及推广, 包括《生物多样性公约》等。本文通过总结近些年生物多样性对

健康的影响方式、One Health的定义与发展历史、进入生物多样性议程的过程, 提出中国应用One Health改进相关

野生动物管理以降低公共卫生危机的可能性的建议, 以及One Health框架内增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所需的研究方

向。One Health在中国的应用与发展应重视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保护在其中的作用, 利用在景观生态学、群落内物

种关系动态变化、气候变化影响、土地利用变化模式与趋势的研究, 与人类健康相结合, 提高One Health在应对公

共健康和环境健康风险方面的准确性与及时性。同时, 需要加强我国在野生动物管理方面的投入和力度, 增强生

物多样性保护与公共健康的联系, 将预警与干预措施前移, 减少疾病暴发带来的社会经济成本。 
关键词: 生物多样性; 公共卫生; One Health; 野生动物管理 

Creating synergy between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human health — 
One Health  
Binbin V Li* 
Environmental Research Center, Duke Kunshan University, Kunshan, Jiangsu 215316 

Abstract: With the pandemic of COVID-19, the linkage between wildlife, biodiversity and human health has 
drawn tremendous attention from the public. In the recent 20 years, there has been growing interest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understand how biodiversity influences human health, which has become one of 
the crucial directions to promote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research. At the same time, One Health, as a 
new concept and framework, promotes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and action to improve the health of humans, 
animals and the environment altogether. This concept has been adopted and promoted by various countrie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cluding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Conservation. This paper summarizes 
major pathways of how biodiversity influences human health, the definition and history of One Health, the 
incorporation of One Health into the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genda. In the end, using the One Health 
framework, this paper suggests ways to improve China’s current wildlife management system to reduce the 
probability of potential public health crisis. This paper also identifies some key research gaps in enhancing 
the role of biodiversity in protecting human heal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One Health in China should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biodiversity research and conservation. By integrating research on landscape 
ecology, community and species interactions, climate change impacts, land-cover and land-use change with 
that on human health, One Health can improve its efficiency in addressing risks of public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health. At the same time, China should invest more resources in wildlife management, 
reinforce the linkage between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human health, and prevent and control epidemics 
from their very beginning. 
Key words: biodiversity; public health; One Health; wildlif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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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冠肺炎(COVID-19)的暴发, 野生动物

和人类健康的关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不论是

野生动物还是家养动物, 对于人类生活都极其重

要。但是频繁近距离地接触动物及其环境, 也为疾

病在动物与人之间的传播提供了机会(Romanelli et 
al, 2015)。气候变化和土地利用改变会对生态系统

及其功能造成影响, 同时导致产生新的疾病传播途

径。国际贸易和运输能力的增强, 使得疾病可以快

速在全球传播, 造成严重的公共卫生威胁(Mace et 
al, 2012)。人类传染病60%来源于动物, 50%的动物

传染病可传染给人类(Romanelli et al, 2015)。1970
年至今, 新发和再发传染病中超过75%为人兽共患

病(zoonosis) (聂恩琼等, 2016), 这与生物多样性丧

失、畜牧业生产增加、集约化生产和交易方式都密

切相关。人兽共患病的不断暴发严重影响人类健康

并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社会的动荡。随着全球

化进程加快、人口数量与流动性增加, 导致对自然

的干扰增强、人类与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的接触几

率增高。人类与动物、环境健康间的关系越来越紧

密, 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 单独研究人

类健康或环境健康, 会忽略重要的相互作用机制而

无法有效妥善地解决公共卫生与安全的问题。 近
些年, 国际上已经达成共识: 任何一个单一的学科

已经无法有效解决这样复杂的公共卫生问题, 这需

要有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野生动物与家畜、人

类医疗与公共卫生管理等诸多领域的研究与合作

(Romanelli et al, 2014)。需要在有限的公共卫生资源

条件下, 对疾病的监测、预防、应急响应和控制等作

出有效调整, 也必须加强对生态环境和动物健康的

关注和研究, 才能更好应对可能出现的公共危机。  
在这样的背景下, One Health作为一种新的理

念框架, 逐渐被应用于研究与解决人类健康问题。

这个概念最开始为动物医学行业所接受并推动, 后
来逐渐被其他国际机构以及生物多样性领域所认

同。本文将回顾One Health的发展历史和进入生物

多样性议程的过程, 探讨生物多样性与人类健康的

关系, 以及如何利用One Health框架更好地推进中

国的生物多样性与人类健康联系的研究。 

 
One Health涉及的学科众多, 其定义和涉及的

边界也难以清晰界定(Gibbs, 2014)。其核心是通过

交叉学科的研究和行动来推动包括人、所有其他动

物及环境的健康 , 这与之前的Eco Health, One 
Medicine等理念类似(Romanelli et al, 2015)。One 
Health的定义为: 涉及人类、动物、环境卫生健康

的一种跨学科跨地域(国家、地区、全球)协作和交

流的新策略, 致力于共同促进人和动物健康, 维护

和改善生态环境(聂恩琼等, 2016)。为了达成One 
Health的目标, 需要有包括动物医学、人类医学、生

态和保护领域的交叉学科方法, 同时也需要例如经

济、农业、政策及遥感等其他领域的参与(Patz et al, 
2012; Cleaveland et al, 2014) (图1)。之后一些研究者

把植物的健康也加入到One Health的框架当中

(Romanelli et al, 2015)。 
对于One Health的中文翻译, 因为不同研究人

员的偏好, 一直没有统一。现有的翻译包括“同一

(个)健康” “唯一健康” “大健康” “全健康” “一体化

健康”等。笔者倾向于使用“同一健康”, 因为这个翻

译与One Health本身的理念连接最为紧密, 即人类、

动物、环境健康是密不可分、紧密相连的。同一健

康, 代表着这三者健康其实是一个整体, 某一部分

的变化都会影响到其他组成部分。为了避免中文翻

译导致的理解偏差 , 本文依旧使用英文 “One 
Health”。 

环境因素可以影响人类健康这一理念很早就

已存在, 医药之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曾将“空
气、水、土地”记载为可以影响人类健康的环境因

素。随着“人兽共患病”一词的提出, 逐渐明确了人

类医学和动物医学之间本来没有、也不应该有明显

界限。近半个世纪以来, 新发和再发传染病尤其是

人兽共患病的增加, 导致一些大规模甚至对人类有 
 

 
 

图1  One Health框架(改编自http://climvib.eu/? post_type= 
post&s=one+health) 
Fig. 1  Framework for One Health (Adapted from http://climvib.eu/? 
post_type=post&s=one+health) 

1  One Health的定义及其发展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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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致死率的传染病暴发, 推动了One Health理念的

产生(Gibbs, 2005)。这些疾病包括疯牛病、严重急

性呼吸综合征(SARS)、埃博拉、亨德拉、中东呼吸

综合征(MERS)、尼帕病、急性呼吸综合征、西尼罗

河热等。而这次引发全球动荡的新冠肺炎病毒是第

七种确定可以感染人类的冠状病毒(Gibbs, 2014; 
Bonilla-Aldana et al, 2020)。 

One Health希望推动跨学科的合作以应对日益

增多的公共卫生危机。这个理念首先被兽医行业提

出并积极推动, 接着被一些关注人兽共患病的国际

组织接受, 例如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FAO)、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Office International Des Epizooties, OIE)以及世界

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Gibbs, 
2014)。2004年, 世界野生生物保护学会(WCS)首次

提出“One-World-One-Health”来推动人类和生态系

统健康, 并建议增强对人类、家畜和野生动物健康

之间联系的认识, 明确疾病不只威胁人类健康、食

品安全和经济, 还会对维持环境健康所必须的生物

多样性和生态系统造成破坏性的影响 (Gibbs, 
2014)。同时世界野生生物保护学会提出了12条建议, 
以探索更为综合全面的方法来预防大范围疫情, 维
持生态系统健康完整, 以保证其为人类和家养动物

提供的健康保障。后来, 这些建议被称为《曼哈顿

原则》。其中第四条明确提出, 人类健康相关项目可

以帮助推进自然保护(Gibbs, 2014)。随着2007年美

国医学会(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通过One 
Health决议来推动人医和兽医之间的合作 , One 
Health正式进入医学和科学领域。 

此后, One Health被全球不同机构所认同。2008
年,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世界卫生组织与儿童基金会、联合国系统流感协调

项目和世界银行合作, 制定了一个联合战略框架

“Contributing the One World One Health”, 以应对不

断变化的新发和再发传染病风险。2009年美国成立

了One Health委员会, 专业合作伙伴有美国兽医协

会、美国公共卫生协会、美国医学协会、美国医学

院校协会、美国兽医医学院校协会、美国传染病学

会和爱荷华州立大学健康联盟。2010年, 联合国粮

食及农业组织、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

在河内达成“FAO–OIE–WHO”合作, 即在动物–人
类–环境方面共同担当责任, 创建一个通过不同学

科不同部门的合作体制, 来阻止、监测、控制、消

除并及时响应动物和公众健康危机 (FAO et al, 
2008)。三家协作促成了全球包括人兽共患病在内的

重大动物疾病全球早期预警系统 (Global Early 
Warning System, GLEWS)的建立。随后, 美国佛罗

里达大学、杜克大学、英国爱丁堡大学等研究机构

开始推行One Health研究并设立相应的课程。One 
Health理念在中国引入和研究起步较晚, 但从2013
年复旦大学闻玉梅院士发起“一健康基金”鼓励相关

研究之后, 2014年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在广州承

办首届One Health研究国际论坛并建立中国第一个

One Health网站(http://www.healthonly.cn/)及研究中

心, 中国的One Health研究有了实质性的进展(聂恩

琼等, 2016)。 

 
从最开始的生态系统方法(ecosystem approach)

到后期的One Health框架都强调生物多样性和人类

健康之间的联系。图2总结了生态系统方法和One 
Health进入生物多样性议程的过程。1995年《生物

多样性公约》(CBD)第二次缔约方大会第一次提及

生态系统方法, 即综合管理土地、水和生物资源, 
公平促进其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的战略(图2)。2000年
的千年生态系统评估 (Mil 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以及《生物多样性公约》第五次缔约方

大会正式将生态系统方法作为行动的基本框架, 并
且与适应性管理相联系来解决环境问题中的不确

定性(Lajaunie & Mazzega, 2016)。在2002年的《生

物多样性公约》第六次缔约方大会上确定需要将生

态系统方法引入国家层面的政策和立法。在接下来

的第七次缔约方大会中, 《生物多样性公约》开始

联手《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 
在同年CITES第13次缔约方大会上正式采用生态系

统方法来解决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问题。随后在2005
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对千年生态系统评估内关

于人类健康的分析总结中显示, 人类健康与环境变

化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 并且确定由《生物多样性

公约》提出的生态系统方法正在延伸到人类健康领

域以解决相应问题, 例如传染病和慢性病(Wilcox 
& Gubler, 2005; Lajaunie & Morand, 2015)的防治。

2008年 ,  《野生动物迁徙物种保护公约》(The 
Convention on Migratory Species, CMS)和《国际重 

2  One Health进入生物多样性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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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生态系统方法和One Health进入生物多样性议程的过程(改编自Lajaunie & Mazzega, 2016)。CBD: 生物多样性公约; 
CCD: 防治荒漠化公约; COP: 缔约方大会; CITES: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CMS: 野生动物迁徙物种保护公约; 
RAMSAR: 国际重要湿地公约。 
Fig. 2  Process of the Ecosystem Approach and the One Health framework entering international biodiversity agenda (Adapted from 
Lajaunie & Mazzega, 2016). CBD,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CCD, Convention to Combat Desertification; COP,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CITES,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 CMS, The 
Convention on Migratory Species; RAMSAR, Ramsar Convention. 

 
要湿地公约》(Ramsar Convention)分别明确了生态

系统健康与野生动物和人类健康的关联。 
同年, 《野生动物迁徙物种保护公约》决定和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一起成立Task Force on 
Wildlife Disease并且采用One Health的框架, 这也

是One Health第一次出现在生物多样性相关的公约

决定中(Lajaunie & Mazzega, 2016)。2011年《野生

动物迁徙物种保护公约》将野生动物疾病任务组改

名为野生动物与生态系统健康任务组, 正式应用

One Health框架。最终, 2014年的《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12次缔约方大会确定使用One Health方法来完善

野生动物管理, 并且明确One Health可以用于解决

生物多样性与人类健康问题的重要意义(https://www. 
cbd.int/decisions/cop/?m=cop-12/)。One Health框架

中对于生物多样性的关注, 从最初集中在野生动物

作为传染源对于家禽家畜和人类健康的影响, 发展

到关注一些对人类和家畜有影响的疾病跨物种传

播到野生动物的过程(Cleaveland et al, 2001)。  

 
随着更多相关研究的推进, 生物多样性与人类

健康的联系也更为全面地被科学界认识。整体来说, 
生物多样性通过保障生态系统服务, 包括提供食

物、清洁的水和空气、调节气温与降水、减少自然

灾害例如洪水的影响、降低传染性疾病传播风险、

提高心理健康、增强体内微生物群落健康等方式影

响人类的健康(图3)。下文针对生物多样性对传染性

疾病、人类基础健康以及特定人群和地区的影响进

行重点分析。 
3.1  对传染性疾病的影响 

(1)稀释效应(dilution effect)与土地利用变化的

影响。研究表明, 生物多样性可以通过稀释效应来  

3  生物多样性与人类健康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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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与健康间的关系 
Fig. 3  Relationship between biodiversity, ecosystem and 
health 

 
降低疾病传播的可能性(Keesing et al, 2010; Rohr et 
al, 2020)。虽然生物多样性高的地方病原体数量也

多, 而且哺乳动物多样性也可以作为预测由野生动

物引发人兽共患病的重要变量(Jones et al, 2008), 
但是单一的病原体数量多并不代表风险大, 疾病传

播过程高度依赖于接触频率(Bonds et al, 2012)。生

物多样性可以通过宿主竞争和调节功能降低接触

的可能性, 提供保护作用(Romanelli et al, 2015)。在

生物多样性高的地方, 物种丰富度高, 物种间相互

制约, 数量相对稳定且物种均匀度高。在这样的地

区, 由于宿主密度较低, 细菌或是病毒难以在大范

围内快速扩散开 , 可以有效抑制疾病的暴发

(Ostfeld & Keesing, 2000; Bonds et al, 2012; Roman-
elli et al, 2015)。 

人类导致的生态系统变化, 包括土地利用变

化、集约式的农业生产、抗微生物药品使用等, 使
得传染性疾病传播的风险和影响增加。土地利用变

化是导致野生生物引起的传染性疾病增加的最主

要因素(Romanelli et al, 2015)。在亚马逊流域的研究

发现, 当因砍伐等人为原因导致森林覆盖率降低

4%时, 疟疾的发病率提高了50%。因为被砍伐区域

的水热条件恰好利于中间宿主蚊子的繁殖(Hahn et 
al, 2014)。栖息地消失、人类干扰增加、对土地利

用的变化直接或间接改变宿主及病媒生物间的接

触频率、改变病媒生物的行为、分布、数量以及宿

主群落组成, 导致生物多样性的选择性丧失。很多

情况下会使得一些不易感的物种数量减少, 宿主或

是病媒物种增加 , 从而增加疾病传播的可能性

(Romanelli et al, 2015)。人类干扰很多时候并不直接

带来物种多样性的变化, 而是通过影响群落组成和

种群动态导致病原体增加, 提高其传播和传染的几

率(Dornelas et al, 2014)。稀释效应解释最有效的一

个例子就是莱姆病: 因为经济发展导致森林消失和

破碎化, 顶级捕食者例如狼、狐狸、猫头鹰等的数

量下降, 使莱姆病菌的重要宿主白足鼠(Peromyscus 
leucopus)数量增长, 增加了莱姆病通过蜱虫传播到

人的可能性(Romanelli et al, 2015)。  
当自然生态系统受到破坏, 生物多样性下降, 

导致其保护作用下降。虽然有不少研究支持稀释效

应, 但是生物多样性下降和栖息地消失与疾病之间

的关系并不总是稳定不变或是简单的线性关系, 甚
至对于单一疾病例如莱姆病来说, 这种影响的强度

和方向根据环境背景也会有很大的变化(Wood & 
Lafferty, 2013; Wood et al, 2014)。因此 , 需要更多的

研究来阐明人类干扰–生物多样性–疾病间的关系, 
这种关系往往随着时间和空间不同而变化。 

(2)野生动物贸易。野生动物贸易也会增加疾病

传染的可能性。对于野生动物的消费不仅出现在发

展中国家, 发达国家例如北美和欧洲因为文化或饮

食偏好也推动着这个市场的扩大。据统计, 每年全

球野生动物贸易额在210亿美元(Barrett & Osofsky, 
2013), 包括非法和合法野生动物的贸易估算在每年

3,000亿美元(http://www.grida.no/graphicslib/detail/)。
随着野生动物利用的增加, 与野生动物接触增多所

引发的人类健康问题也更为频繁(Romanelli et al, 
2015)。很多传染性疾病的产生与野生动物的利用和

贸易密切相关, 比如食用野生动物和野生动物贸易

引起的SARS、捕猎食用灵长类引起的艾滋病、异

宠交易带来的猴痘病毒等(Gilbert et al, 2014)。在人

类–野生动物–家畜接触频繁的情况下, 传染性疾病

同时威胁着这三者的健康。例如, 高致病性的埃博

拉病毒不仅导致高达90%的人类患病者死亡, 也导

致低地大猩猩(Gorilla gorilla)种群快速下降(Olson 
et al, 2012)。而随着国际贸易增多、跨国运输更为

便捷, 野生动物合法与非法贸易增加, 使得区域甚

至全球性传染性疾病暴发的可能性更高。同时, 随©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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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对野生动物需求的增加, 外来物种有意或无意的

引入, 带来了极高的人类健康风险, 例如新型过敏

反应、野生动物携带新型病原体等。这类风险会随

着气候变化和生物入侵过程而加剧。因此, 《曼哈

顿原则》第五条提出, 要减少人类对于野生动物及

其制品的需求, 以提高自然保护的收益, 降低公共

卫生的风险(Barrett & Osofsky, 2013)。 
3.2  对人类基础健康的影响 

(1)老朋友假说(old friends hypothesis)与微生

物多样性。这个假说认为人类的免疫系统和生存于

人类消化系统的微生物协同进化, 从而使得这些微

生物成为免疫系统的一部分 (Von Herzen et al, 
2011)。因此 , 一个健康的免疫系统依赖于这些微生

物的多样性, 这种依赖性也扩展到人体消化和营养

吸收功能上(Romanelli et al, 2015)。人体内共生的微

生物多样性取决于环境和物理因素, 例如土壤和水

的质量等(Karpinets et al, 2018)。环境中的微生物可

以补充人体内微生物的多样性和组成, 帮助人体更

好地适应新的食物及环境(Romanelli et al, 2015)。土
壤在这其中尤为重要, 不同区域的土壤可以支撑不

同的植物根际环境和微生物群落组成, 从而帮助人

体适应相应的新环境(Karpinets et al, 2018)。但是城

市化进程加快、人群与自然环境接触减少、生物多

样性丧失以及抗生素等药物滥用, 导致人体内微生

物多样性降低、免疫系统缺陷与疾病的产生

(Romanelli et al, 2015)。对高收入国家城市绿化的研

究发现, 住在植被覆盖率高的地方的人群, 尤其是

低收入家庭, 人类健康受益非常大。但这种联系可

能和更多的锻炼机会无关, 而与环境中较高的微生

物多样性联系更为紧密(Romanelli et al, 2015)。这些
发现都强有力地支持了人类健康与环境因素和生

物多样性之间的联系, 成为One Health框架重要的

理论依据。 
(2)生物多样性与医药。生物多样性是研发新的

药物和生物医药领域突破不可替代的基础与资源。

从1981年到2010年 ,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批准的抗菌素有75%都来源于自然界, 而抗

病毒和抗寄生虫药物的比例则更高(Romanelli et al, 
2015)。然而, 野生植物和动物, 尤其是那些可以作

为食物和医药资源的物种, 因为过度采集或捕猎、

栖息地破坏、气候变化等, 其种群受到严重威胁。

不可持续的野生生物利用不仅影响这些物种, 也影

响依赖于这些资源来维持生计和健康的人类社会。

另一方面, 人类的药物也在反向影响自然环境。很

多药物例如激素、抗生素、抗抑郁药物、抗真菌药

物以及活性医药物成分已经在全球不同地区的河

流和土壤中检测到, 影响了野生动物和植物的正常

生长和繁殖, 降低生物多样性、破坏生态系统和生

态系统服务, 最终可能会威胁人类健康(Orlando & 
Guillette, 2007; Cardoso et al, 2014; Romanelli et al, 
2015)。 

(3)生物多样性与心理健康。经常接触绿色空间

(green space)例如公园、森林、绿地的成年人某些疾

病的患病率低、不适症状少, 尤其是对心理疾病例

如抑郁、焦虑和压力缓解效果最强(Sandifer et al, 
2015)。抑郁症患者占全球人口的4.3%, 超过3亿人, 
是导致残疾的前十位疾病之一, 而女性更容易受到

抑郁症的影响(WHO, 2013)。对于儿童及青少年, 频
繁地接触自然及自然环境中的宠物或野生动物会

帮助治疗这些心理疾病 (Markevych et al, 2014; 
Wells, 2014)。接触绿色空间还被证实可以提高住院

病人的恢复效果并缩短恢复时间。有些研究认为这

可能与接触到更高的微生物多样性以及对于生物

多样性的感知提升相关(Shwartz et al, 2014)。同时, 
城市绿色空间尤其是生物多样性高的同类地区可

以提高人类活动水平, 减少心血管疾病、提高免疫

力、增加预期寿命(Romanelli et al, 2015)。 
(4)生物多样性对气候变化下人类健康的影响。

气候变化给人类健康带来的影响不可小觑, 例如, 
气候变化引起的热浪导致人体脱水、中风增加; 降
水、温度以及空气中CO2浓度的变化影响农作物生

长, 造成减产, 加重贫困和偏远地区的人群营养不

良等现象(Butler, 2014)。生物多样性可以提高生态

系统的韧性, 降低灾害的影响, 尤其是在气候变化

的背景下, 生物多样性可以帮助人类社会适应并应

对相关健康风险(Huxham et al, 2010; McIvor et al, 
2013)。 
3.3  生物多样性对贫困地区的影响 

全球保护地维系着周边超过10亿居民的生计

(Bertzky et al, 2012)。这些地区生活着世界上最贫穷

的一些人群, 由于缺乏医疗支持(Cincotta et al, 2000; 
Patz et al, 2012), 他们的健康非常依赖于生态健康

和生态系统服务的稳定。生物多样性为这些贫穷的

人群提供了应对食物安全、环境灾害和健康风险等©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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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经济有效的保障(McShane et al, 2011)。生物多

样性和自然生态环境持续恶化, 对于很多生活在农

村以及发展中地区的人来说, 就意味着健康和可持

续经济增长的危机。因此在生物多样性高的地区以

及荒野周边建立健全公共卫生体制, 明确生物多样

性保护的意义, 会为人类健康以及可持续发展提供

重要保障。 

 
One Health重视多部门、跨领域合作来解决动

物–环境–人类健康问题(Wu et al, 2016), 应作为我

国应对公共健康风险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框

架。这次新冠肺炎的暴发, 暴露出我国在野生动物

和公共卫生研究与管理上的缺陷, 即缺乏对生物多

样性保护与公共健康间联系的重视。野生动物管理

部门对于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的监控还很薄弱, 通常

在出现大面积动物个体死亡时, 才开始进行调查和

干预, 但这个时候往往疾病已经严重威胁到野生动

物生存, 并存在跨物种向家禽家畜及人类传播的可

能性。对于人工繁育的野生动物, 原来的许可证制

度没有考虑潜在的对人类健康及生物安全的影响, 
对于是否具有成熟养殖技术以及是否具有相应卫

生及防疫条件缺乏核查。同时兽医主管部门缺乏针

对野生动物的检验检疫标准, 一些野生动物按照同

类的家禽家畜标准来检疫, 例如雉鸡按照家禽来检

疫, 但蛙类、龟鳖、竹鼠等野生动物则根本没有检

疫标准, 直接进入市场, 无法保障食品安全及公共

卫生。对于兽医行业及主管部门来说, 需要加强对

野生动物医学的投入及重视。目前, 大部分野生动

物兽医人才都集中在动物园, 而在基层野生动物主

管部门、兽医主管部门或是研究部门的人员都非常

匮乏。尤其是在动物疫源疫病监测和检验检疫方面, 
明显缺乏技术支持和专业兽医人才。由于一直缺乏

对于野生动物与公共卫生联系的考虑, 无论是检验

检疫标准的制定、防疫的要求还是市场监督监管, 
都缺乏关注和投入。此时, 推动One Health的理念与

框架, 明确人类、动物和环境的健康息息相关变得

尤为必要。不同部门和学科需要加强合作, 进行整

体规划、研究和政策实施。 
中国作为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 同

时也面临着巨大的社会与经济发展需求, 这导致土

地利用变化、森林及湿地等生态系统功能退化、野

生生物栖息地丧失与破碎化。由于市场需求, 对野

生动植物偷盗的现象屡禁不止, 非法野生动物贸易

造成中华穿山甲(Manis pentadactyla)等物种野外种

群急剧下降 , 威胁着物种的长期生存(Wu et al, 
2016)。虽然近些年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投入有所

增强, 但是仍面临巨大的挑战, 无法获得公众和各

级政府的充分重视。对生物多样性与人类健康联系

的不断认知, 可以促进环境作为人类健康的重要基

础和保障的公众认可, 平衡保护与发展间的关系。

很多情况下, 可以通过生物多样性保护带来有益于

人类健康的协同效应, 但某些时候也需要进行两者

间的平衡取舍。这不仅涉及到一个学科的研究和推

进, 也需要通过包括经济学、社会学、政策等其他

学科间的协作, 来了解其内在联系和建立完整的管

理及干预体制。 
应用One Health框架, 首先可以通过加强环境

保护管理、医学及公共卫生领域的合作, 加强动物

源性疾病的预防、控制相关政策和措施的实施, 来
保障公共卫生。公共卫生部门作为One Health框架

下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需要重视其他部门例如野生

动物主管部门、兽医部门、保护地管理部门等的作

用, 增强跨部门的合作(庞素芬和袁丽萍, 2015)。同

时, 需要将干预措施前移, 制订预防性政策, 考虑

生态系统服务及生物多样性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及

其相应的市场价值。通过成本效益更好的综合性的

疾病监测体系, 来追踪监测野生动物、家畜家禽和

人类的健康状况, 建立提前预警系统, 降低疾病暴

发带来的巨大社会经济损失。这需要加强对野生动

物兽医人才的培养、加强对于野生动物的疫源疫病

监测与联动机制, 并减少对于野生动植物资源的利

用及栖息地的破坏 , 以降低潜在人类健康风险

(Zowalaty & Jarhult, 2020)。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

野生动物保护法》, 需要进行修改并明确野生动物

保护的意义应包括保障公共卫生与安全。应及时更

新保护名录, 根据物种野外种群变化和疫源疫病风

险, 严格管控野生动物利用范围和形式。《中华人民

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应补充野生动物相应内容与规

定, 在有相应检疫标准的前提下, 才可以允许人工

繁育野生动物。同时, 要加强对于市场监管与执法

的力度, 保障野生动物利用的可持续性并降低带来

的人类健康风险。对于经常接触野生动物的从业

4  中国应用One Health框架需增强生物多样性保

护与人类健康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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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经常进入野外活动的人与家禽家畜, 应当加强

相应疾病监测, 降低由人及家养动物向野生动物传

播疫病的可能性。  
目前国内针对One Health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公

共卫生领域, 针对野生动物和生物多样性的研究和

关注还非常缺乏。同时, 由于COVID-19的影响, 现
有的讨论也主要集中在野生动物利用上面。但是, 
生态环境、野生动物和人类健康间的关系不仅局限

于传染性疾病这一点, 在社会老龄化、心理疾病增

多、环境污染影响加剧、气候变化等大趋势下, 关
注点需从野生动物扩展到生物多样性及生态健康

对于人类健康的影响。生物多样性与人类健康间的

关系错综复杂, 很多情况下也存在中间调控因子, 
两者的变化及关联在时间与空间上经常有差异, 从
而导致无法准确判别和量化两者间的联系(Roma-
nelli et al, 2015)。因此从研究角度出发, 需要填补生

物多样性与人类健康关系的空缺来完善One Health
的框架及实现途径。以下5点应作为研究的重点:  

(1)确定不同生态系统及生物多样性维度对于

人类健康的影响及途径。已有很多研究量化植被的

影响, 但是针对生态系统类型和生物多样性的研究

非常匮乏(Romanelli et al, 2015)。未来的研究需要突

破人类健康领域对于生物多样性关注的局限性, 引
入生物多样性的其他维度, 例如功能多样性与系统

发育多样性的概念。针对城市生态系统, 量化不同

生物多样性指标及物种组成带来的人类健康影响, 
通过城市生态及景观规划达到One Health的目标。 

(2)确定及量化土地利用变化与栖息地消失导

致的人类健康影响。影响的指标包括但不局限于不

同人体生理指标、疾病患病率如传染性疾病及慢性

疾病、生育率、新生儿健康状况、心理健康(压力、

抑郁、焦虑等)、死亡率、预期寿命等。同时, 研究

并阐述其影响的途径和中间调控因素、时间及空间

影响尺度。 
(3)融合景观生态学与健康研究。One Health注

重环境、动物及人类健康之间的联系, 而这种联系

很大程度上有空间特异性并且依赖于景观尺度上

的生态过程。因此, 未来的研究需要引入并加强景

观生态学的研究角度及方法, 确定景观格局对于物

种分布影响导致的疾病传播变化、不同健康影响途

径的空间尺度、空间格局特征及依赖的生态系统过

程等。 

(4)根据生态系统服务、生物多样性分布及这两

者与人类健康的关系, 对新发疫病、传播路径及暴

发地区进行空间预测。在此过程中, 探究不同影响

因素如气候变化、土地利用改变、其他人类干扰形

式(捕猎、捕捞、放牧、运输路线等)可能导致的人

类健康影响并进行及时预测。 
(5)气候变化导致的生物多样性改变对于人类

健康的影响。气候变化对人类健康的直接影响相对

关注较多, 但是由于气候变化导致的物种分布及数

量变化、动物迁徙路线的改变、生物群落组成改变、

物种生命周期及行为改变等也会对人类健康产生

不可忽视的影响(Romanelli et al, 2015)。因此 , 需要

加强对于这方面的研究, 预测其交互作用对不同健

康指标的影响。 
其中, (1)的推进可以为预警系统提供监测指标, 

(2)–(4)在空间尺度上进行规划和预测, 推进更为精

准的防控, (5)将这个框架放到动态变化中进行研究, 
提高监测和响应的灵活性与准确性。 

这些研究方向将有利于建立更为精准的One 
Health监测体系和响应机制, 根据生物多样性和环

境的变化确定重点区域, 减少对关键生态系统服务

地区及物种栖息地的破坏, 加强相应疫源疫病的监

测, 根据气候变化和人类干扰方式与强度变化, 提
前预警可能产生的人类健康危机。同时, 把生物多

样性保护作为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来推动人类健

康问题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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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学科视角下的野生动物消费需求 
和消费行为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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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山大学生态学院, 广州 510006) 

摘要: 全球持续扩张的野生动物消费需求和相关非法贸易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威胁之一。近期新冠肺炎疫情

暴发, 野生动物贸易和食用的公共卫生安全风险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本文从社会学、心理学、行为科学等

多学科的视角分析和理解我国野生动物消费的需求动因, 提出科学的行为改变对策。从我国野生动物消费现状来

看, 功能性、社会性和体验性等非生活必需性需求凸显, 并受复杂因素影响。基于对需求动因的理解, 运用合适的

行为改变框架, 以及宣传教育、社会影响、法律规范和行为助推等多种行为改变方法, 通过科学系统的阶段和步

骤, 可有效地影响和改变野生动物消费行为。行为改变对策的实施需在具体情境下加强合作, 重视多学科运用、

多主体合作和多尺度考虑。 
关键词: 野生动物非法贸易; 需求动因; 减少需求; 行为改变; 多学科合作 

Understanding and changing wildlife consumption behavior from a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Zhijian Liang1,2#, Jiabei Hu1,2#, Sifan Hu1,2, Jingjing Zhao1,2, Kaiwen Zhou1,2, Yunbo Jiao3, Cheng Huang1,2, 
Xia He1,2, Anita Kar Yan Wan1,2, Lishu Li4, Fangyuan Hua5, Tien Ming Lee1,2,6* 
1 School of Life Sciences,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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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chool of Law,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4 Wildlife Conservation Society, Beijing 100012 
5 Institute of Ecology,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6 School of Ecology,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Abstract: Escalating global demand for wildlife products and consequential illegal wildlife trade has become 
one of the major threats to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n the recent COVID-19 pandemic, growing public 
health risks of wildlife trade and consumption have triggered widespread public concern. In this review, we 
adopt a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including sociology, psychology, behavioral science and other 
disciplines, to understand the motivations for wildlife consumption in China, and to propose scientifically 
guided behavioral change countermeasures. The current state of wildlife consumption in China reveals 
certain functional, social, experiential and other non-essential needs of wildlife as major drivers of 
consumption, which are affected by a host of complex factors. Based o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driver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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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and, we suggest using behavioral change frameworks, and a variety of behavioral change methods, 
including education, social influence, regulation and nudging, to effectively influence and change wildlife 
consumption behavior. For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behavioral change strategies, collaboration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 both among and across diverse disciplines, actors and scales of interest. 
Key words: illegal wildlife trade; drivers of demand; demand reduction; behavioral change; multi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野生动植物资源是自然生态系统的基本组成

部分, 也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Solís 
& Casas, 2019)。过去数十年来, 受全球持续扩张的

市场需求和非法贸易低风险、高收益特性所驱动, 
野生动物国际合法和非法贸易增长迅猛(UNODC, 
2016; Harfoot et al, 2018)。过度利用和非法贸易不仅

直接威胁濒危物种生存和生物多样性保护(Hughes, 
2017; 王文霞等 , 2017), 而且可能导致疫病传播

(Rosen & Smith, 2010)和外来物种入侵(Arena et al, 
2012), 危害地区和国家生态、公共卫生安全。野生

动物贸易的管控因此不仅是自然资源利用的问题, 
更是全球尺度的社会问题(Brashares et al, 2014), 需
要多学科尤其是社会科学的运用以更好地理解和

应对其复杂性(‘t Sas-Rolfes et al, 2019)。 
2019年底暴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引发

社会对野生动物贸易和食用潜在风险的关注, 也凸

显了打击野生动物非法贸易和规范引导野生动物

消费行为的必要性。传统上应对野生动物非法贸易

的手段主要集中在贸易链的供应端, 如对市场的规

范管理和执法打击。然而, 近年来相关研究和保护

实践越来越多地强调针对终端消费者的干预策略

的重要性(UNEP, 2014; Thomas-Walters et al, 2020)。
因此, 本文围绕供应链的消费端就中国野生动物消

费问题总结新现状、新理解和新对策, 为野生动物

保护实践提供更多科学的参考。 

 
在当前全球跨国跨区域的野生动物贸易链条

中, 我国是主要的消费国和贸易目的地之一(Nijman, 
2010; UNODC, 2010)。近年来,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

和国人消费能力的大幅提升, 加上传统野生动物消

费文化以及“以商业繁育和利用促进野生动物保护” 
(赵学敏, 2004)的国家政策等多重影响, 我国野生动

物消费市场正经历快速的扩张。因栖息地破坏、非

法猎捕和过度利用、环境污染等原因, 国内野生动

物野外资源急剧减少(国家林业局, 2007–2016)。为

填补供应缺口, 我国部分市场需求逐渐转向国内人

工繁育、国外合法进口和非法走私入境的野生动物。 
2000–2016年间, 全国注册的商业性野生动物

驯养繁殖单位从6,057家增加到7,958家, 年产值达

到550亿元(国家林业局, 2007–2016)。2007–2016年
间, 我国进口受《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The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 CITES)管制的野生

动物, 其总贸易额从2.6亿元上涨到14.5亿元(国家

林业局, 2007–2016)。同期进口的哺乳类、两爬类、

鸟类和鱼类的活体及其衍生物的WOEs①

与供应端情况相对应的是国内消费端需求的

增长。在2004年与2012年在中国的5个城市(北京、

上海、广州、昆明、南宁)进行的两次野生动物消费

问卷调查中, 均有约30%的受访者表示曾有过野生

动物消费行为, 其主要的需求类型包括食用、药品

与补品、工艺品与纪念品、服装与饰品和宠物(Zhang 
et al, 2008; Zhang & Yin, 2014)。其中, 食用是广州

和南宁最主要的野生动物需求类型。国内野生动物

人工养殖的调查数据证实食用正逐渐成为一些地

方养殖产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例如, 浙江省的食

用类野生动物养殖单位数量占全省养殖单位总数

的90%以上(朱桂寿等, 2008)。在云南德宏州, 人工

养殖的以食用为主要目的的蛇类和竹鼠的存栏数

占全州人工养殖野生动物总存栏数的83% (李宏刚

等, 2019)。在进口贸易方面, 动物毛皮和宠物/观赏 

数量也从

28万个增加到58万个 (数据来源 : CITES Trade 
Database, https://trade.cites.org/)。近十余年我国野生

动物非法走私一直屡禁不止, 2010–2016年间案件

数量逐渐增长, 在2016年案件数量达到61件(王文

霞等, 2019)。 

                                                        
① WOEs (Whole-organism equivalents, 有机体): 一种转换单位, 帮助

人们理解不同种类的野生动物制品的贸易数量。例如一张完整北极狐毛

皮被假设等于一个北极狐有机体, 4只非洲狮爪等于1个非洲狮有机体。

具体的WOEs的转换方法可以参见Harfoot等(2018)。 

1  我国野生动物贸易及消费需求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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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我国野生动物进口主要需求类型和贸易物种。图A表示2007–2016年我国进口野生动物及其衍生物在动物毛皮、药用、

食用(含保健品)、实验动物、宠物或观赏5个方面的占比逐年变化情况(数据来源于国家林业局); 图B用圆环扇区大小表示各

类野生动物主要贸易物种的占比(数据来源于CITES Trade Database, https://trade.cites.org/)。2007–2016年间, 我国两栖类合

法进口数量极少, 10年间WOEs合法进口总数不足3,000个。 
Fig. 1  Major demand types and traded species of China’s wildlife import. (A) shows the annual change in proportion of wild 
animals and their derivatives imported into China between 2007 and 2016. Data is categorized into five trade commodity 
types—animal fur, medicinal, edible (including health care products), experimental animals, pets or ornamental uses (data retrieved 
from the State Forestry Administration); (B) shows the proportion of major traded species by sector size and the major trade 
commodity types (data retrieved from CITES Trade Database, https://trade.cites.org/). Between 2007 and 2016, the volume of 
China’s legal amphibian import is very small, with total number of WOEs less than 3,000. ©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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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活体常年是我国野生动物进口的大类, 过去十

年, 年度贸易额占总体野生动物进口的平均份额分

别为58%和21%, 而实验类动物进口额呈逐年下降

趋势(图1A)。在进口的各类野生动物中, 哺乳类以

毛皮和实验动物活体为主 , 如北美水獭 (Lontra 
canadensis)和食蟹猴(Macaca fascicularis); 爬行类

以用于皮革和乐器蒙皮原料以及混合用途的鳄鱼、

蛇类和龟鳖类活体为主; 鸟类以鹦鹉目活体为主, 
如多用于观赏的非洲灰鹦鹉(Psittacus erithacus); 
作观赏用途的美丽硬仆骨舌鱼, 俗称金龙鱼(Sclero-
pages formosus)自2005年起取代鲟鱼类成为我国鱼

类进口的主要物种 , 占鱼类进口总数的97% (图
1B)。与合法市场需求结构相比较, 我国非法野生动

物贸易涉及的物种主要包括装饰用、食用和药用的

象牙、犀牛角、穿山甲(穿山甲肉、穿山甲片)、熊

掌、虎(虎骨、虎皮)、豹(豹皮), 以及蛇、蜥蜴和龟

鳖类活体等高价值或大宗的野生动物及其衍生物

(Jiao, 2016)。 
综上所述, 近20年来, 在消费端食用、毛皮用、

宠物或观赏用等需求的刺激下, 我国国内以及和贸

易来源国、中转国之间的贸易量在大幅增长, 伴随

而来的滥捕滥猎和非法贩运也相应增长。应对野生

动物贸易的不可持续性和非法贸易及其滋生的非

传统安全风险, 需要从根本上减少市场需求, 特别

是食用野味、消费异宠等非生活必需的、高公共健

康风险的需求。因此, 需要了解此类需求背后的社

会心理动因及相关影响因素, 以此为改变野生动物

消费行为提供理论支撑。 

 
野生动物消费通常是从消费者个体需求产生

和驱动到行为决策和实施的过程(图2)。首先, 消费

者的需求多样 , 且受复杂因素影响(Schiffman & 
Wisenblit, 2019; Thomas-Walters et al, 2020)。其次, 
消费者购买野生动物或其制品来满足其特定需求, 
主要基于对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功能特性的认知, 而
此类认知又多与消费者所处的社会和文化背景紧

密相关(Davis et al, 2019)。最后, 消费者最终的行为

决策和实施又受到诸如法律、政策等外部因素的影

响(Sung & Fong, 2018)。理解消费者的需求偏好、

行为决策及其影响因素, 对制定有效的推动消费者

行为改变的措施十分关键。而社会科学视角如历史 

 
 

图2  野生动物消费的过程及影响因素 
Fig. 2  Process and factors affecting wildlife consumption 

 
学、社会学、心理学可以帮助更全面地理解消费需

求和行为的决策过程(‘t Sas-Rolfes et al, 2019)。 
从动因角度可以将野生动物消费的需求分为

不同类别。Thomas-Walters等(2020)系统性地将其分

为功能性、社会性、经济性、体验性和精神性等类

别。文化、传统或习俗等往往会对消费需求产生影

响, 在具体情境下可能体现为上述不同的类别。例

如受传统文化影响的犀牛角消费, 当被用作中药时

体现的是功能性需求, 而作为礼物赠与他人时更多

反映了社会性需求(Willemsen & Nguyen, 2017)。近

年来我国民众对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非生活必需

性消费不断增长, 并突出体现了三类社会心理需求

的驱动——功能性需求、社会性需求和体验性需求

(Wasser & Jiao, 2010)。 
2.1  功能性需求  

受功能性需求主导的消费者追求野生动物产

品的营养、保健或治疗等功能(Thomas-Walters et al, 
2020)。例如非洲的丛林肉市场为当地提供食物来源

(Brashares et al, 2011), 而熊胆产品、穿山甲鳞片等

被用于传统中药(Feng et al, 2009; Xu et al, 2016)。在

我国, 许多关于野生动物的食补和药用价值理念植

根于传统的饮食和中医文化。长辈、家人、朋友以

及消费者之间的口碑传播也是个体关于野生动物

保健和药用功效信息的重要来源(Davis et al, 2019)。
除此之外, 媒体有意无意中也参与了消费观念的强

化, 例如一些旅游和烹饪节目对野生动物制品功效

的展示(Wasser & Jiao, 2010)。基于传统理念或者他

人经验, 消费者对野生动物功能特性的认知可能是

刻板、片面、不科学的。例如, 穿山甲鳞片的药用

功效虽是从古代医药著作传承下来的, 却已被科学

2  理解野生动物消费需求的社会心理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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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伪(Challender et al, 2015), 而消费者对穿山甲野

生种群状况和维护生态平衡等方面的生态价值仍

所知甚少。又例如, 消费者普遍认为野生来源的动

物产品比人工繁育来源的功效更好, 因而即使在市

场有充足替代品的情况下, 仍偏好选择野生来源的

产品; 这种观念和态度直接导致野生来源的动物产

品价格和利润相比于人工来源产品要高出许多, 也
因此给野生动物种群带来极大压力(Dutton et al, 
2011; 刘钊等, 2017)。 
2.2  社会性需求  

以往调查显示, 传统佳节聚会和商业聚会是野

生动物消费的两个重要场合(Wasser & Jiao, 2010), 
这凸显了野生动物消费需求的社会性一面。一些野

生动物产品被赋予了财富、地位或权力等社会属性

以及象征意义, 可以满足消费者的虚荣心(俗称的

“面子”), 进而刺激了大量对野生动物产品的奢侈

性消费(Wasser & Jiao, 2010; Drury, 2011)。一项关于

象牙消费的研究表明炫耀财富和地位是驱动对象

牙需求的因素之一(GlobeScan & National Geogr-
aphic Society, 2015); 类似地, 鱼翅作为中国传统的

名贵食品之一, 在一些地区的婚宴等场合中较为流

行 , 被认为能体现消费者的经济实力(Cheung & 
Chang, 2011)。除“面子”外, 社会性需求还可能反映

“人情”。人情是可交换的资源。野生动物奢侈性消

费中很大一部分是源于通过请客送礼来建立和拓

展社会关系网, 为日后的社会资本转换成经济资本

做准备(Drury, 2011; Lin, 2017)。近期在越南的一项

研究发现 , 熊胆产品通常被用作礼物赠与他人 
(Davis et al, 2019); 国内对海鲜餐饮消费的调查也

显示, 高价的海鲜消费被商业群体视为拓展关系、

获取商业机会的途径之一(Fabinyi & Liu, 2014)。野

生动物消费的社会性需求在人际交往中不断强化, 
甚至在某些社会群体里演变成为一种潜规则, 对群

体的成员形成压力 , 使其不得不接受这种规则

(Drury, 2011)。有调查显示, 40%的受访者表示野味

在商业圈子里无可避免(Wasser & Jiao, 2010); 有的

受访者也表示参加宴会时, 受到主人和在场宾客的

压力不得不吃野味, 以表示对主人的尊敬(Fabinyi 
et al, 2016; Margulies et al, 2019)。此种情景下的消

费行为已不再是需求驱动, 而是由社会规范主导。 
2.3  体验性需求  

体验性需求指为了获得感官愉悦或满足好奇

心、刺激感而进行消费(Thomas-Walters et al, 2020)。
食用野生动物、穿着动物毛皮服饰和旅游业中的野

生动物消费体验都与这种需求相关(Curtin, 2005; 
Downes, 2018)。与此同时, 随着全球的异宠市场日

趋兴起, 消费者对异宠体验的需求驱动了数百种野

生动物的合法或非法交易, 其中涉及大量的濒危物

种(Bush et al, 2014)。例如, 某些灵长类动物在我国被

作为宠物进行非法交易, 其中懒猴(Nycticebus ben-
galensis)因其独特的外表而备受青睐 (Ni et al, 
2018)。随着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发展, 猎奇性的消费

越来越多地暴露在人们的视野中, 一定程度上驱动

野生动物产品的体验性消费在年轻人群体中成为

新的时尚。 

 
在理解野生动物消费需求的基础上, 为减少非

生活必需性需求, 实现消费行为的改变, 需要运用

多种方法进行行为干预, 包括宣传教育、社会影响、

法律规范和行为助推等。同时, 需要应用社会心理

学、行为经济学等多学科理论, 制定可有效实施、

推广、评估反馈及灵活改进的行为改变框架。在设

计、选择和运用这些方法和框架的过程中, 还需考

虑一系列基本原则(图3)。 
3.1  行为改变方法 
3.1.1  宣传教育 

宣传教育被普遍用于减少野生动物消费, 尤其

是针对信息或知识缺乏情况下的消费行为(Daut et 
al, 2015)。如瑞尔保护协会(Rare)发起的一系列生物

多样性保护活动(Pride Campaigns), 通过海报、歌

曲、社区宣传等多种形式提高人们对本土物种的认

知和自豪感, 同时普及相关的法律知识, 有效减少

了当地的贸易需求, 目前已在56个国家取得成果

(Jenks et al, 2010; Butler et al, 2013)。其中, 一项成

效评估研究表明, 在荷兰Bonaire岛的黄肩亚马逊鹦

鹉(Amazona barbadensis)保护活动中, 校园环境教

育、社会营销活动和法律规范相比于其他因素更能

降低盗猎以及对这种鹦鹉的宠物消费需求, 有效地

促进其种群数量的恢复(Salazar et al, 2019)。 
然而并非所有宣传活动均可改变野生动物消

费行为, 因为后者还受到社会情境、政策、文化以

及消费者对宣传内容的信任程度等的影响(Olmedo 
et al, 2018)。因此, 利用宣传教育的方法对野生动物  

3  改变野生动物消费行为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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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改变野生动物消费行为的框架、原则与方法 
Fig. 3  Framework, principles, and methods for changing wildlife consumption behaviors 
 
消费行为进行干预, 需要应用科学的行为改变理

论、区分消费者的目的和动机、细化宣传目标群体、

给予针对性的宣传内容(McKenzie-Mohr & Schultz, 
2014; Veríssimo & Wan, 2018; McNamara et al, 
2019)。具体来讲, 针对功能性需求, 可通过有效普

及科学知识, 改变消费者对野生动物特殊功能的片

面理解。例如使用“犀牛角等同于你的指甲”这样的

宣传词。针对社会性消费需求, 可建立消费者与野

生动物的情感联系, 激发共情心理, 抑制消费行为

产生。例如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International Fund 
for Animal Welfare)开展的公益广告宣传活动“妈妈, 
我长牙了”, 通过拟人化的描述, 使消费者知晓象

牙只能来源于被猎杀或死亡后的大象。相关评估显

示, 浏览广告后66%的象牙消费者明确表示不会再

购买象牙制品(Rapid Asia, 2013; Margulies et al, 
2019)。针对体验性消费需求, 可宣传相关法律知识

或推荐替代产品。例如在酒店中设置醒目的标识牌

引导境外旅客购买其他的合法纪念品(Wallen & 
Daut, 2017)。尽管如此, 大部分宣传教育活动仍缺

乏效果评估, 或仅有自我报告的行为或行为意愿, 
而缺乏科学的实际行为数据, 未来还需更长期的追

踪以验证其实际效果(Olmedo et al, 2018)。 
宣传教育除针对消费者外, 还应更多地在相关

部门、利益相关者及公众中进行。对野生动物保护

相关工作人员进行业务技能培训, 可提高其工作的

专业性(朱晓雷等, 2013)。对药用、餐饮、野生动物

驯养繁殖、宠物买卖等行业的工作人员进行全覆

盖、网络式的教育, 有助于减少非法野生动物的利

用(朱晓雷等, 2013; TRAFFIC, 2015)。对公众进行环

境或动物保护主题的宣传, 可增强公众对野生动物

的科学认知与保护意识。例如世界自然基金会

(World Wildlife Fund)、一个地球自然基金会(One 
Planet Foundation)发起的“发现身边的自然”在地环

境教育项目(http://www.wwfchina.org/pressdetail. 
php?id=1946), 以及国内最大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公

众参与节日“劲草嘉年华”, 通过演讲、影展、市集

等形式打造高品质、互动性强的生物多样性传播产品, 
自2018年以来, 已在25座城市举办活动32场, 吸引

线上线下3,400多万公众参与(https://www.haogongyi. 
org.cn/home/product/detail/id/62.html)。针对青少年和

儿童的宣传, 可把拒绝非法消费的知识带入课堂, 
通过学生影响家长, 达到全民教育的效果(史艳茹, 
2017)。最后, 抓住特殊的情境和机遇进行宣传, 可
让更多公众参与到对野生动物利用和贸易的讨论, 
认识到野生动物保护的必要性(Hou et al, 2020)。例

如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众多保护组织在自媒

体平台积极发布野生动物科普内容, 同时由北京大

学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自然之友、山水

自然保护中心等机构联合发起的《公众对野生动物

消费、贸易、修法意愿的调查》, 获得了超过十万

份公众反馈(https://mp.weixin.qq.com/s/p-S3bmKtC1 
FXn3WkBVneVQ), 引发社会各界对野生动物消费

话题的广泛关注与讨论。 
3.1.2  社会影响 

社会影响是指个体受其社会关系中的他人或

其所在的群体有意无意的影响而引起的思想、感情©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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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行动等的改变(Turner, 1991)。从社会心理学中引

入的一系列社会影响方法, 如社会规范性信息、公

共承诺和群体领袖等, 已被广泛应用于保护心理学

和环境行为研究(Wallen & Daut, 2017), 可为减少

野生动物消费的对策制订提供借鉴。 
社会规范性信息是应用最广泛的社会影响方

法之一。它强调社会规范(即群体对特定情境下行为

标准的共同意见)能通过社会性的激励或惩罚来引

导或约束行为(Tyrrell et al, 2017; Wallen & Daut, 
2017)。例如在刚果共和国的一项研究发现, 运用参

与式监控系统, 通过组员间频繁与直接的互动反馈, 
可更显著地减少野生动物捕猎的数量(Marrocoli et 
al, 2018)。社会规范性信息可分为描述性规范信息

(描述社会中普遍的、大多数人的行为)和指令性规

范信息(说明被社会鼓励或禁止的行为) (Cialdini et 
al, 1991)。对于被社会谴责的不良行为(如野生动物

消费), 为避免干预对象产生心理抵触, 应尽可能使

用内容积极的描述性规范信息(如“大多数社会成员

不食用野生动物”, 而不是“野生动物的消费十分普

遍”) (Cialdini, 2003), 或是鼓励性的指令性规范信

息(如“保护动物是负责任的行为”)。目前还没有公

开的研究检验社会规范信息运用于减少非法野生

动物消费的效果, 但一项针对非法捕猎的研究发现, 
受访者对他人典型行为(即描述性规范)的感知会影

响其自身的偷猎行为(St. John et al, 2015)。在社区层

面, 可尝试建立抵制非法野生动物消费的邻里监督

制度, 树立良好社区典型, 逐步影响其他社区, 促
进形成保护野生动物的良好社会氛围。 

公共承诺可发挥社会对个人承诺的监督作用, 
或通过社会压力达成个体行为的改变。向社会公开

承诺后, 尤其是当违反承诺面临的社会惩罚较为严

厉时 , 个人往往更在意自身的言行一致 (Kiesler, 
1971)。已有研究发现, 进行公共承诺的农业从业者

更有可能以实际行动支持可持续农业, 并影响带动

周边的社区参与(Lokhorst, 2010)。同样, 对购买野

生动物产品持有矛盾或消极态度的个人, 如果公开

承诺不购买, 则食言后可能面临的社会舆论压力可

能促使其降低实际消费的可能性(Wallen & Daut, 
2017)。因此可鼓励企业家、政府官员等公开发出“不
食用野生动物”的承诺, 或向社会公众发起“我承诺

不吃野味”的公益活动, 呼吁公众参与并在个人社

交网络上公开分享承诺, 实现切实的行为改变。 

群体领袖是一个群体中具有影响力的成员; 就
特定的目标行为而言, 这些成员已达成了目标行为, 
并自愿通过与他人沟通, 教导其他未达成目标行为

的人(Wallen & Daut, 2017)。群体领袖利用其与他人

间的复杂社会网络, 更容易与其他人之间互相理

解、建立信任、产生共鸣, 从而有效地影响他人的

行为, 进而扩大影响力与辐射人群(Rogers, 2003; 
Christakis & Fowler, 2009)。目前已有多项研究表明, 
群体领袖与社交网络对增加个体的再生资源回收

行为有积极作用(Burn, 1991; Meneses & Palacio, 
2007)。对于减少非法野生动物消费, 可考虑通过社

区中受人尊敬的老人或基层干部劝导家人、朋友、

邻居、住户停止购买野生动物产品。又如在新冠肺炎

疫情期间, 中国烹饪协会带头发起的“珍爱自然, 拒
烹野味”倡议书(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 
forward_5687414), 通过各地餐饮业相关的社交网

络迅速传播; 餐饮企业老板或厨师长作为群体领袖

表率, 带动全产业抵制售卖或烹饪野生动物, 体现了

群体领袖运用社会网络影响公众行为的积极作用。 
3.1.3  法律规范 

为加强濒危野生动物的保护, 国际与国内均有

相应的法律法规。《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

约》对野生动物国际贸易进行管制, 采用物种分级

与许可证的方式, 旨在帮助实现对野生动物的可持

续利用。我国长期为野生动物保护努力, 自1988年
起国家相继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

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

例》等相关法律。同时, 针对特定濒危物种和特定

事件制定了相应法规。例如2018年起我国正式实施

的“象牙全面禁贸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 
2017), 以及在新冠肺炎疫情下出台的《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

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

命健康安全的决定》(http://www.npc.gov.cn/npc/ 
c30834/202002/c56b129850aa42acb584cf01ebb68ea4.
shtml), 均旨在进一步打击野生动物非法贸易与过

度消费。《决定》发布后, 各省、区、直辖市也出

台适宜本地区的相应决定。例如福建省率先发布

《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革除滥食

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

决定》(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2002/ ©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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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28c88d54f4676866328530d5497cc.shtml)。湖北

省发布《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厉

打击非法野生动物交易、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http://nyt. 
hubei.gov.cn/bmdt/ztzl/zxzt/wcbgzyq/202003/t202003
09_2176492.shtml)。截至2020年5月, 江西省、广东

省、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庆市、山西省、北京市、

天津市、湖南省已纷纷出台本省或直辖市的相关决

定或条例。 
合理明确的法律法规可打击野生动物非法贸

易, 抑制消费需求增长(Baillie et al, 2004; Sung & 
Fong, 2018)。例如2018年我国的“象牙全面禁贸令”
实施后, 调查显示受访的购买过象牙的消费者中, 
近80%的人表示未来不会购买象牙, 自我报告一年

内购买过象牙的人数比例也显著减少(GlobeScan, 
2019)。尽管如此, 消费者需求和购买意愿受当前法

律政策的影响可能是短期的。例如调查显示, “象牙

全面禁贸令”在2018年实施时对消费者的影响比

2019年时大, 购买象牙的渠道中海外旅游渠道的占

比也由2018年的 18%显著上升至2019年的 27% 
(GlobeScan, 2019)。因此, 有必要对法律规范的效果

进行更长期且深入的监测和评估。还需要注意的是, 
在市场需求强劲的情况下, 单纯地禁止贸易可能导

致非法贸易的增加, 而更严格的法律、更高的罚款、

更强的公共执法, 可能造成一系列的反作用, 例如

禁令发布前的需求增加或民众产生逆反心理(Chall-
ender et al, 2019; Ribeiro et al, 2020)。因此在法律颁

布的同时, 应重视相应的普法宣传, 逐步引导社会

规范和行为(Rivalan et al, 2007; 姜南和王邱文 , 
2018)。法律法规要发挥作用, 也离不开高效的执法

与监管体制(费宜玲等, 2019)。目前我国执法工作从

野生动物驯养繁殖、经营利用、野保工作等方面开

展(许岚, 2014), 还需进一步完善执法监督机制, 提
高区域监管能力(费宜玲等, 2019)。此外, 考虑到野

生动物消费贸易链往往涉及跨国边境贸易, 其相应

约束法规相对缺乏, 因此还需加强国际间与国内各

法律的衔接与配合(Harrison et al, 2016)。在特殊时

间节点, 可积极开展保护野生动物资源的专项打击

行动(姜南和王邱文, 2018)。例如在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期间, 全国各地林草系统清理整治市场、餐

馆等野生动物经营场所, 严厉打击了野生动物违规

交易行为。 

3.1.4  行为助推 
基于行为科学的视角, 许多社会问题本质上是

个体的行为问题, 而行为又是个体决策选择的结果

(何贵兵等, 2018)。适当改变人们面对的选择架构, 
可使人们的行为选择发生预期变化。这类行为干预

方法被称为 “ 助推 ”(Nudge; Thaler & Sunstein, 
2008)。目前助推方法已运用于促进经济发展与环境

保护以及提升居民的健康、教育与幸福等多方面

(The Behavioural Insights Team, 2015)。例如在养老

金计划情境中, 把原来的默认“不参加”改为默认

“参加”, 参保率可由之前的30%提高到3个月后的

90% (Thaler & Sunstein, 2008); 在大学食堂中素食

的供给比例增加1倍, 素食销售增加了41%–79%, 
可减少肉类消费(Garnett et al, 2019); 通过经济等手

段来激励有效的节水管理, 可使居民每月节约用水

增加20倍(Nayar & Kanaka, 2017)。通过助推方法干

预个体行为的成本低、效率高、效益大, 同时不限

制个体的选择自由, 规避家长制和自由主义的弊端

(何贵兵等, 2018)。这种方法也为减少野生动物消费

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案。例如2019年国家医保局和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了新版《国家基本医疗保

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http://www.gov. 
cn/xinwen/2019-11/28/content_5456662.htm), 明 确

表示穿山甲中药饮片不得纳入医保支付范围。此外, 
阿胶、燕窝、玳瑁、海马和麝香等含有野生动物成

分的中药饮片也从医保支付范围内移除。这些举措

是通过影响选择架构从而影响公众对药品购买的

决策, 将有助于减少市场对野生动物入药的需求。 
3.2  行为改变框架与原则 

为更有效地达成野生动物消费行为的改变, 可
利用合适的行为改变框架 , 包括社会营销框架

(social marketing)、以人为中心的设计框架(human- 
centered design)和改变理论框架(theory of change) 
(Wallen & Daut, 2018)。社会营销框架运用市场营销

概念、原则和方法, 鼓励有益于社会的行为; 其目

标与优势在于在一段时间内利用有限的资源, 通过

高效的产出和可持续的过程, 促成目标群体中大部

分人积极的行为改变, 从而影响政策、推进有利于

社会的变革(Kotler & Zaltman, 1971; Schiffman & 
Wisenblit, 2019)。此框架可运用于减少野生动物消

费的社会营销框架包括基于社区的社会营销和生

物多样性保护营销(Wallen & Daut, 2018), 目前已©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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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运用于鼓励可持续的海产消费、减少野味消费

以及川金丝猴(Rhinopithecus roxellanae)保护等实际

问题中 (DeWan et al, 2013; Wright et al, 2015; 
Chaves et al, 2017)。以人为中心的设计框架来源于

参与性行动研究, 是通过与利益相关的个人或社区

直接合作, 形成适合当地情况的行为改变战略。该

框架与基于社区的社会营销类似, 但更强调实际行

动的发生和参与(Reason & Bradbury, 2008; Wallen 
& Daut, 2018)。例如应用于野生动物保护领域中, 
更多地考虑本地社区的价值观与需求, 不强制贸易

相关方与野生动物保护的目标一致或完全禁止贸

易。改变理论框架通过设定预期的行为改变目标, 
并理清各干预环节间的发展路径和因果联系, 为决

策者提供每个行动或阶段的概念地图, 帮助设计最

佳对策并评估目标产出的可行性(Phelps et al, 2016; 
Wallen & Daut, 2018)。改变理论框架已被运用于设

计多项野生动物非法贸易的干预途径, 为政策制定

与干预活动提供依据(Biggs et al, 2017)。 
不同的行为改变方法和框架有其优势和限制。

运用它们减少野生动物消费时, 可整体考虑以下原

则: (1)基于专业的行为科学理论, 理解行为发生机

制; (2)依据需求划分目标群体, 确定营销内容; (3)
针对特定的目标与情境, 选择合理的行为改变框架

与方法; (4)结合当地文化背景, 推动社区与野生动

物利益相关者的实际参与; (5)在实施过程中, 加强

多学科、多主体、多尺度的合作。 

 
基于野生动物消费动因、利益相关方、社会环

境等的复杂性, 在运用行为改变框架和方法以减少

需求并改变消费行为时, 需要综合运用多学科的方

法, 倡导多主体合作, 同时考虑不同行为策略在多

时空尺度下的适用性 (Wallen & Daut, 2018; ‘t 
Sas-Rolfes et al, 2019), 以实现有效且长久的野生动

物消费行为改变和野生动物保护。 
4.1  多学科运用 

当今的野生动物贸易和消费很大程度上是全

球范围的复杂问题, 除了需要重视社会学、心理学、

经济学、传播学以及公共卫生等多学科在理解动因

和制定对策中的重要作用以外, 也需要重视生态学

在评估野生动物贸易生态影响中的基础作用, 并在

相关的研究和实践中综合运用多学科发展的多种

技术。野生动物贸易和消费对生态系统有巨大影响

(Blair et al, 2017), 因此生态科学对理解物种的种群

动态、生态功能, 以及贸易和消费对这些动态和功

能的影响也至关重要(Wittemyer et al, 2014; Benítez- 
López et al, 2017)。生态学中引入的高新技术, 如高

分辨率卫星、无人机、红外相机、图像识别技术等, 
提供了更系统高效的研究手段和更精确的科学数

据(李晟等, 2014; Gonzalez et al, 2016)。这些研究结

果除应用于评估野生动物贸易和消费对生物多样性

的影响外, 还可为公众的生物多样性科普提供资料。 
另外, 腾讯、阿里巴巴等多家互联网企业成立

的网络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全球联盟, 利用图像识

别和自然语言等技术对旗下平台进行审查, 年均处

理违法信息约150万条, 有效阻遏了非法贸易信息

流通(Coalition to End Wildlife Trafficking Online, 
2020)。同时, 图像识别技术可推广用于执法过程、

公众教育中的物种识别、资源系统监测中遥感图像

处理等不同场景(Gonzalez et al, 2016; Wäldchen et 
al, 2018)。利用DNA条形码和同位素标记等方法可

以定位被贸易个体所属的种群, 有利于跨区域贸易

链的精准打击和野生种群资源的精准保护(Blair et 
al, 2017; Natusch et al, 2017)。 
4.2  多主体合作 

减少野生动物消费需要强调各学科学者、政

府、非政府组织、保护区工作人员 、当地社区及

公众等多方合作参与。例如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 
公益组织、媒体、企业、自然教育机构、高校等多

方合作, 发起了一系列关于野生动物的教育宣传活

动 , 包括多方联合邀请公众编制“中国野味红色

名录”的活动(https://mp.weixin.qq.com/s/sGsMqJP 
shOqms597GqPrFA)。在应用多学科理论方法和新技

术的基础上, 构建各保护群体的合作机制和平台, 
可高效地共享资源, 发挥不同主体各自的优势。例

如社会和行为干预实践社区平台(Social and Beh-
avioural Change Community of Practice, https://www. 
changewildlifeconsumers.org/), 可实现各主体合作

开发决策模型、工具包等干预野生动物消费者行为

的工具, 形成野生动物消费干预网络和体系(Wallen 
& Daut, 2018)。同时基于互联网技术建立高效透明

的举报平台, 如12315、腾讯110平台, 可让更多的

公众参与到打击非法野生动物贸易和消费行动中

来, 发挥野生动物保护主体的作用。 

4  加强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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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动物非法贸易是一个在多个时空尺度上

运作的系统(Gao & Clark, 2014), 其中涉及从物种

捕获到消费等多个利益相关方(表1)。因此减少野生

动物消费也需对贸易链条上的其他相关方进行干

预。如2019年开始的一项由欧盟资助的在湄公河流

域、马来西亚和中国开展的打击野生生物贩运和

森林犯罪的国际合作计划(http://wcs.org.cn/?what 
wedo/lm/227.html), 联合了多国政府、非政府组织、

企业、高校等多方力量, 旨在实现对野生动物贸易

链源头、中间商和消费者的全链条同步干预。 
4.3  多尺度考虑 

行为可以在不同的尺度上(即个人、群体或社会)
表现和被影响(World Bank, 2015)。因此, 针对不同

情境、不同消费群体实施野生动物消费行为的干预

策略, 需要考虑不同尺度的适用性(McKenzie-Mohr 
& Schultz, 2014)。针对特定需求的目标群体, 在较

小的群体尺度上利用群体领袖等社会影响可以更

有效地影响人们的行为。例如在医患群体中由传统

医学从业者倡导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减少对濒危物种

的使用 , 以减少野生动物入药的需求(TRAFFIC, 
2015)。而对于较大尺度上较为分散的消费群体, 则
更适合利用公益广告、宣传教育等方法拒绝野生动

物及其制品(Moorhouse et al, 2017)。 
无论是何种干预策略, 都应该在长时间尺度中

保持良好的效果, 因此评估系统和监管措施至关重

要。干预效果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 因此对

干预后的不同时间段(如1个月、3个月、半年、1年、

2年等)进行评估, 有利于策略在长期实践中的适时

调整和改进(Wallen & Daut, 2018)。对野生动物贸易

的各个环节执行合理且严格的监管措施, 可以在一

定程度上降低野生动物消费行为反弹的风险(‘ t 
Sas-Rolfes et al, 2019)。现如今, 互联网和社交网络 

 
表1  野生动物贸易中不同类型的利益相关方 
Table 1  Typology of key actor roles in wildlife trade 

贸易链 
Trade chains 

利益方类型 
Category 

说明 
Description 

供货方 
Suppliers 

生计型 Subsistence 满足自身基本物质需求 Non-commercial harvest for household or local use 

商业导向型 Specialist commercial 利用专业工具或技术、商业目的捕猎、养殖 Harvest and breed with an explicit 
commercial orientation that often involves specialist skills or technologies 

机会主义型 Opportunist 如在采集蘑菇过程中偶遇猎物 
eg. in the process of gathering mushrooms, come across wild animals 

无意型 Bycatch 无意的捕猎, 如野生动物掉入水池 
Unintentional harvest of non-target species (eg. wild animals fall into the pool) 

娱乐型 Recreational 以愉悦为目的 Harvest for enjoyment 

应对型 Reactionary 因为不满而捕猎, 如人兽冲突  
Harvest associated with discontent or protest (eg. in reaction to conflict with wildlife) 

组织型 Logistician 组织偷猎、收货、计划贸易等 Involved in ordering, aggregation, finance and plan trade. 
etc. 

中间商 
Intermediaries 

走私型 Specialized smuggler 跨境运输 Transboundary smuggling 

机构合谋型 Government colluder 利用职务之便纵容非法贸易 Involved in using an official government position 

不知情第三方 Unknowing third party 如快递公司 eg. express companies 

处理方 Processor 处理加工野生动物制品 Involved in product transformation 

批发、零售 Launderer and vendor 直接面对消费者的商家 Direct sale to consumers 

体验型 Experiential 追求感官体验或猎奇 Desire to fulfil hedonistic pleasure or satisfy curiosity 

消费者 
Consumers 

社会型 Social 如通过消费展示财富、地位 eg. highlight wealth, social standing through consumption 

功能型 Functional 如使用保健品、药物 eg. use nutriments and medicines 

经济型 Financial 如投资动物制品或收费展示动物 
eg. buy wildlife products as investment strategy or exhibition for income 

精神型 Spiritual 如宗教放生 eg. free captive animals for religious brief 

表格内容改编自Phelps等(2016)和Thomas-Walters等(2020)  Modified from Phelps et al (2016) and Thomas-Walters et al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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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使信息的传播速度加快, 覆盖人群更广, 依
托于互联网的干预效果评估也更加便捷(Webb et al, 
2010), 这也使得不同时空尺度上的干预策略都有

了更多的可能性。 

 
本文运用多学科视角, 从消费端切入, 以我国

野生动物贸易现状为例, 系统地概述了野生动物消

费的需求动因、改变消费行为的对策以及对策实施

过程中需要遵循的合作原则, 以应对野生动物消费

和非法贸易问题, 为我国的野生动物保护事业提供

新思路。未来研究还可通过整合更多视角、采用更

多样的研究方法, 探究其他因素对野生动物消费的

影响(如民族、城乡居住状态等; Zhang et al, 2008; 
Zhang & Yin, 2014)或其他行为改变方法(如利用行

为的溢出效应与代际效应实现积极行为的传递与

扩散; Truelove et al, 2014; 杨永娇等, 2019)。考虑到

野生动物贸易涉及到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和环

境问题(李义明, 2001), 干预项目仍然存在着监管评

估难落实及手段具局限性等问题, 需要各研究单位

进行数据共享, 并开发公开、系统、操作性强的评

估体系(Redford & Taber, 2000; Keene & Pullin, 2011; 
Miteva et al, 2012)。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危机解除之

后, 人与野生动物的和谐相处之路应如何继续走下

去, 除了在法律层面治理非法交易和滥食等违法行

为外, 社会各界还应在移风易俗上共同努力, 促使

健康消费观成为社会共识, 引导社会的约束力长效

地对非法野生动物消费做出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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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中华鲎资源保护现状及对策建议 
朱俊华1  吴  宙1,2  冯炳斌1,3  邓帅帅1  甄文全1   

廖永岩1  颉晓勇4  Kit Yue Kwan1* 
1 (广西北部湾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重点实验室, 北部湾大学海洋学院, 广西钦州 535011) 

2 (浙江海洋大学国家海洋设施养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浙江舟山 316022) 
3 (南宁师范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 南宁 530311) 

4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 广州 510300) 

摘要: 鲎是古老的海洋节肢动物。中华鲎(Tachypleus tridentatus)是世界现存4种鲎中体型最大的一种, 是河口生态

系统的标志物种, 同时其血液被用于生产医用检验试剂――鲎试剂。中华鲎的自然地理分布范围相当狭窄, 仅局

限于日本濑户内海向南延伸至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北岸以北的太平洋西岸海域, 其中在中国东岸和日本南部海域的

历史产量较高。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华鲎种群数量出现了显著减少, 2019年中华鲎在IUCN红色名录中的濒危等

级正式更新为濒危(EN), 明确了中华鲎资源呈现全球性衰退的状态, 究其原因可归纳为鲎生境破坏和过度捕捞两

个方面。在开展鲎资源保护的实践工作中, 作者深刻反思当前鲎资源保护在海洋保护区划定、增殖放流及科普和

野生动物保护法宣传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建议, 包括加快完善种群基线数据, 制定标准化种群和生境基线监

测指南, 构建科学放流体系等, 以期推进全球范围内的中华鲎资源保护与科学管理。 
关键词: 鲎; 濒危物种; 种群趋势; 海洋保护地; 增殖放流 

Global conservation of Tachypleus tridentatus: Present status and recom-
mendations 
Junhua Zhu1, Zhou Wu1,2, Bingbin Feng1,3, Shuaishuai Deng1, Wenquan Zhen1, Yongyan Liao1, Xiaoyong 
Xie4, Kit Yue Kwan1* 
1 Guangxi Key Laboratory of Beibu Gulf Marine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College of Marine Sciences, Beibu Gulf 
University, Qinzhou, Guangxi 535011 
2 National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for Marine Aquaculture, Zhejiang Ocean University, Zhoushan, Zhejiang 
316022 
3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Planning, Nann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ning 530311 
4 South China Sea Fisheries Research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Fishery Sciences, Guangzhou 510300 

Abstract: Horseshoe crabs are an ancient group of marine arthropods. The Chinese horseshoe crab (Tachy-
pleus tridentatus) is the largest among the four extant species. Tachypleus tridentatus is regarded as the 
indicator species of estuarine ecosystems. Meanwhile, its blood is used to manufacture biomedical testing 
kits, i.e., Tachypleus amebocyte lysate. The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T. tridentatus is constrained to the 
western Pacific Ocean, ranging from the Seto Inland Sea of Japan southwards to the North Jawa waters. A 
high historical population size of T. tridentatus was recorded in eastern China and southern Japan. Tachypleus 
tridentatus population decline has become apparent since the 1950s, and the species has been upgraded to 
“Endangered (EN)” under the IUCN Red List in 2019, depicting its global declining trend. Habitat destru-
ction and overfishing are identified as the primary threats. We reexamined current conservation measures 
targeting T. tridentatus, including marine protected area establishment, captive breeding and restocking, and 
awareness programs and regulations. We provide recommendations to enhance the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of global T. tridentatus populations through: (1) expediting population baseline data col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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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eveloping standards for population/habitat monitoring; and (3) establishing scientifically sound restocking 
programs. 
Key words: horseshoe crab; threatened species; population trend; marine protected area; captive breeding and 
restocking 

鲎, 别名马蹄蟹(horseshoe crab), 是一种非常

古老的海洋节肢动物, 其化石可追溯至4.75亿年前

的早古生代奥陶纪, 时至今日其形态结构也未发生

重大改变, 因此常被称为海洋“活化石”(Rudkin & 
Young, 2009)。当今世界仅存4种鲎, 即分布在北美

洲东岸至墨西哥湾的美洲鲎(Limulus polyphemus)和
亚洲地区的中华鲎(Tachypleus tridentatus)、南方鲎

(T. gigas)和圆尾鲎(Carcinoscorpius rotundicauda)。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
vation of Nature, IUCN)世界自然保护大会(World 
Conservation Congress)在2012年通过了一项有关保

护亚太区三种鲎的提议, 提出“鲎是维持生态系统

正常运作的重要生物资源”、“鲎具文化象征的意

义”、“鲎是需要持续管理的自然资源”, 并认为亚洲

各国正面临鲎种群数量严重下滑的趋势 (Jones, 
2012)。 

鲎的蓝色血液中蕴藏着许多功能特殊的生化

活性物质, 目前已发现50多种, 是开发医用药物的

宝库(洪水根, 2011)。其中, 鲎血液的变形细胞能与

革兰氏阴性细菌内的毒素产生粘连作用, 被广泛用

于生产医用检验试剂――鲎试剂(Gauvry, 2015)。鲎

栖息于水交换能力较弱的内湾, 其幼体在河口附近

潮间带生活8–10年, 高度依赖沿海地区的环境条件, 
因此被确定为河口生态系统的标志物种(陈章波等, 
2015)和前哨物种(sentinel species, Kwan et al, 2018)。
鲎性成熟后会迁移到水深40 m以内的浅海区栖息

与觅食, 对维持典型近岸生态和生物多样性结构稳

定扮演重要的角色。本文从中华鲎生境破坏和过度

捕捞两个主要角度出发, 分析中华鲎全球种群面临

的状况, 讨论中华鲎资源保护在海洋保护区划定、

增殖放流及科普和野生动物保护法宣传中存在的

问题, 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与措施。 

 
中华鲎的自然地理分布范围相当狭窄, 仅局限

于太平洋西岸, 自日本濑户内海开始 , 沿我国浙

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香港和台湾沿岸, 南

至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北岸以北、苏门答腊岛印度洋

东侧的海域(附录1)。相对于东南亚沿岸, 中华鲎在

中国东岸和日本南部海域的历史分布较广、产量较

高(Laurie et al, 2019; Liao et al, 2019b)。 
早在20世纪70年代, 中华鲎广泛分布于中国的

东南部沿海, 是一种“随手可及”的海洋生物, 但随

后的系统调查数据显示中华鲎资源出现了显著的

衰退(翁朝红等, 2012; Hsieh & Chen, 2015; Liao et al, 
2019a)。珠江口以北的海域已多年未见中华鲎上岸

产卵; 福建平潭的中华鲎数量由1954年的日产量

1,000对下降至2002年的4对(廖永岩和李晓梅, 2001); 
中华鲎曾经广泛存在于我国台湾岛西岸、澎湖群岛

和金门岛, 种群密度高, 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 
其在台湾西海岸出现区域性灭绝, 仅在金门岛有数

量稀少的幼鲎(Hsieh & Chen, 2015); 广东省仅南部

海域存有少量的中华鲎资源, 香港海域潮间带上的

中华鲎幼体种群在2002–2009年的7年间数量减少

了九成(Shin et al, 2009), 据2012年和2014年的鲎幼

体资源分布调查, 目前香港仅有后海湾和东涌湾沿

岸存在小而分散的中华鲎幼体种群, 并且低龄的幼

鲎相对较少, 表明这些幼鲎种群较脆弱, 局部灭绝

的可能性高(Kwan et al, 2016)。 
最早研究中华鲎的学者光口晃一曾在他的

Biology of Horseshoe Crab专著中提到北部湾是中

华鲎最理想的栖息地(Sekiguchi, 1988), 同时国内外

专家在20世纪80年代都曾在北部湾的北海沿岸滩

涂见到成群的中华鲎上岸产卵 , 场面壮观 (Bro-
ckmann & Smith, 2009; Shuster & Sekiguchi, 2009; 
翁朝红等, 2012), 因此北部湾连同周边的雷州湾及

海南附近海域被认为是中华鲎在全球种群资源密

度较高的“净土”。即便如此, 北部湾的中华鲎数量

仍从20世纪90年代约每年60万对骤降为2010年的

约30万对(陈章波等, 2015)。据2015年对广西北部湾

地区30个沿海乡镇和村庄400名受访者的调查数据

表明, 95%的受访者认为北部湾海域在2011–2016年
间中华鲎的产量明显比之前少, 相比20世纪90年代

的日均捕获量50–1,000只, 2011–2016年间渔民每日

1  中华鲎全球种群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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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能捕获0–30只, 且曾见中华鲎上岸产卵的受访者

年龄显著高于未见过的(Liao et al, 2019a), 表明近

30年来中华鲎资源发生了严重衰退。 
20世纪50年代以来, 日本各地的中华鲎种群数

量也在急剧减少。濑户内海的所有海岸都曾有丰富

的中华鲎资源, 但至2003年几乎已经灭绝(Seino et 
al, 2003), 2006年中华鲎在日本被评估为极危(CR)。
1990–2007年间, 越南的中华鲎数量和分布面积均

下降了50%, 收获产量下降了20% (Nguyen, 2007), 
2007年中华鲎在越南被评为易危(VU)。马来西亚和

印度尼西亚对中华鲎种群的系统研究起步较晚, 尚
未对中华鲎进行濒危等级评估。目前马来西亚仅报

道了婆罗洲东北部沙巴的中华鲎种群(Manca et al, 
2017; Mohamad et al, 2019); 而印度尼西亚爪哇岛

北部海岸的渔民走访调查数据表明当地中华鲎的

捕获量正在下降(Meilana & Fang, 2017)。2019年3
月, 中华鲎在IUCN红色名录中的濒危等级从原来

的数据缺乏(DD)变更为濒危(EN; Laurie et al, 2019), 
明确了中华鲎资源正呈现全球性衰退的状态。 

 
目前中华鲎面临全球性资源枯竭, 归结起来主

要原因为鲎生境破坏和过度捕捞两个方面。 
2.1  生境破坏 

中华鲎生活史各阶段(如卵胚胎、幼体和成体)
的生长发育都对水文、地貌、水温等环境特征要求

较高, 所需生境类型从浅滩高潮线附近的产卵生

境、潮间带的幼体栖息地到潮下带浅海区域的觅食

生境等(Laurie et al, 2019), 且不同生境的紧密连接

对于其不同生命阶段的生长发育至关重要。潮间带

沉积物中的叶绿素a与总有机碳含量可能是决定幼

鲎密度与生长的重要因素(Hsieh & Chen, 2009; Xie 
et al, 2020), 而盐度、温度和溶解氧等会直接对鲎胚

胎发育和幼体生长产生影响(Jegla & Costlow, 1982; 
Hong et al, 2009)。从沉积环境而言, 沉积物的颗粒

组成会影响中华鲎幼体的分布(Kwan et al, 2016; 
Xie et al, 2020), 滩涂坡角会影响幼鲎不同生长阶

段在滩涂的分布(Rudloe, 1981), 且高密度的鲎幼体

集中在红树林外缘、潮沟出水口附近(Chen et al, 
2015; Xie et al, 2020)或海草床附近(Morton & Lee, 
2011; Kwan et al, 2016)。 

海洋经济发展使鲎的栖息地很容易遭到海岸

带围垦、沿海基础设施建设、海砂抽取、海水养殖

等活动的影响。在日本和中国沿海地区, 填海项目

和海岸基础设施的建设都造成其栖息地的直接丧

失(Seino et al, 2003; Morton & Lee, 2011; 翁朝红等, 
2012; Hsieh & Chen, 2015)。海砂抽取被认为是中国

东南沿海与越南之间的中华鲎产卵生境退化的重

要原因(Roby & Liu, 2011)。在越南, 海洋和沿海水

域支撑着大约2,000万人的生计, 大面积的潮间带

被建成蛤蜊池塘, 潮间带红树林和海草生态系统的

质量持续下降 , 逐步产生 “沿海荒漠化 ”问题

(Vietnam NBSAP, 2014)。在日本, 水环境污染直接

影响了中华鲎卵和胚胎发育以及间接减少了潮间

带底栖生物量(Itow, 1993; Botton, 2001; Botton & 
Itow, 2009), 导致当地中华鲎种群数量减少或消失。

此外, 海平面和水温的升高正逐步地影响中华鲎种

群, 海平面的上升将大大减少产卵地的面积, 而沿

岸城市化加快了这些栖息地消失的速度(Loveland 
& Botton, 2015)。例如, 2016年1–8月间在日本北九

州滩涂发现了490只中华鲎死亡 (https://mainichi. 
jp/english/articles/20160824/p2a/00m/0na/009000c),
为历年来最高, 根据福冈渔业和海洋技术研究中心

的水温监测数据, 2016年5–8月间该海域的水温比

历年高出0.9–1.6℃。 
2.2  过度捕捞 

中华鲎由于具有重要的医用和食用价值而遭

到人类过度捕捞和任意捕杀, 从而导致其种群资源

急剧下降。在现代食品药品行业中, 鲎的重要经济

价值体现在从其变形细胞提取一种能与内毒素迅

速形成凝胶的鲎试剂, 并已被广泛应用于生物学、

医学研究、药学及环境卫生学中的痕量内毒素的检

测, 具有灵敏、快速、简便、经济、重复性好的特

点。目前鲎试剂主要从美洲鲎和中华鲎的血液中提

取(Gauvry, 2015), 利用基因工程手段生产鲎试剂还

没有实现真正的产业化与普及化。有资料显示在亚

洲大部分地区提取鲎血采用的是不可持续的做法, 
即杀死中华鲎活体而采集全部血液(洪水根, 2011; 
Gauvry, 2015), 而在美国仅允许抽取鲎部分血液, 
且需在72 h内放归捕捞海域。在我国厦门、湛江等

地有一定规模的鲎试剂生产工厂。鲎试剂是《中国

药典》中需采用内毒素检测的300多种注射药品的

检测试剂。为满足市场需求每年需生产1,000余万支

(0.1 mL)鲎试剂, 据此推测中国每年至少需要消耗

2  中华鲎种群威胁的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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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万对中华鲎(李裕红等, 2018)。 
野生动物的食用与消费一直以来是生物多样

性的巨大威胁。在中国、越南、泰国和马来西亚等

国的沿海城市, 鲎在历史上是一道很受欢迎的菜肴, 
且被普遍认为能提高人体的免疫力(Christianus & 
Saad, 2007; Shin et al, 2009; Fu et al, 2019)。据统计, 
广西沿海城市的海鲜餐厅一只约3 kg的中华鲎价格

从1998年的约30元上涨到2018年的300元(Fu et al, 
2019)。虽然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部分沿海省份已

将中华鲎列入省级重点保护动物名录, 但在高利润

的驱使下, 中华鲎渐渐从渔民饭桌常见的菜肴转变

成沿海甚至内陆地区的高价“海鲜”。同时, 鲎的跨

国走私贸易活动也开始萌芽, 例如从越南进入我国

广西(Liao et al, 2019a)、从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走

私到泰国等(Mohamad et al, 2015), 可见东盟各国的

鲎资源已无法满足当地市场需求。其中, 为食用鲎

卵, 雌鲎常常是重点捕捞对象, 进而导致自然环境

中鲎的雌雄比例失调, 总产卵量持续降低。 

 
各国在中华鲎资源保护方面已采取了不同的

措施, 如中国的浙江、福建、广东和广西等省(区)
已将其列为“省级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 针对鲎

划定的海洋保护区在广东省有6处(中华人民共和国

生态环境部, 2013), 香港于2012年底颁布法规禁止

底拖捕捞作业。印度尼西亚环境和林业部2018年对

政府条例进行了升级并颁布了新法规, 以保护其境

内的包括中华鲎在内的3种鲎(Laurie et al, 2019)。马
来西亚则对生物资源的收集、研究和出口有非常严

格的规定, 每个州都建立了一个生物多样性委员会

来履行监督和审核职能(SaBC, 2017)。 
作者团队在开展鲎资源保护的多年实践工作

中, 感受到中华鲎资源保护中存在以下值得商榷的

问题, 并提出相应建议供大家探讨。 
3.1  划定保护地不足以逆转中华鲎资源下降的  
趋势 

海洋保护地的划定是为了避免人为因素导致

中华鲎繁育与觅食生境的直接丧失。我国的海洋保

护地数量从1990年的5处增加至2014年的249处(曾
江宁等, 2016), 但由于管理资金投入不足、执法力

度低、管理体系复杂等因素的影响, 许多保护地沦

为有名无实的“纸上公园”。近15年来在保护地划定

和野生动物法规的“护航”下, 中华鲎种群资源仍呈

持续下降趋势, 保护效果极不理想。 
一个切实有效的珍稀物种保护框架应包括系

统评估、规划和公众参与等过程 , 可以概括为

STEPS的5个方面, 即S (地点、物种、替代物)、T (威
胁因素)、E (评估)、P (规划、政策)以及S (公众意识、

利益相关方态度) (黄祥麟个人通讯, 2019)。而在中

华鲎保护地的划定与实施过程中, STEPS框架中的

第一个S即种群具体分布位置、数量及趋势的本底

数据几乎空白, 大大阻碍了中华鲎保护规划和行动

的有效实施。通过采集中华鲎成年种群数据建立有

效的种群增长模型, 是最直接的鲎种群评估方法, 
但传统的成鲎种群评估需依赖底拖网完成, 成本

高、人力和时间投入大, 对底栖生态环境影响大。

因此, 中华鲎种群评估工作多以成鲎重要产卵生境

和幼体栖息地替代成年种群数据来评估。我国广西

北部湾、香港和台湾地区以及新加坡已开展系统的

幼体种群调查, 明确了亚洲3种鲎在该地区幼体栖

息地的重要分布位置(Hsieh & Chen, 2015; Kwan et 
al, 2016; Xie et al, 2020)。Xie等(2020)调查了广西北

部湾沿岸适合作为鲎幼体成长生境的18个滩涂, 其
中14个是中华鲎的幼体栖息地, 有6个种群密度较

香港高。但受限于幼鲎种群调查方法不同, 其研究

结果无法与中国台湾地区以及新加坡和菲律宾的

幼鲎种群数据进行比对, 因此各地的鲎科学工作者

迫切需要制订统一和标准化的种群和环境基线监

测指南(Wang et al, 2019)。中华鲎的产卵、觅食生境

的核心分布区在哪? 这些生境的环境怎样? 鲎苗是

如何从高潮线扩散到红树林外缘, 又如何移动到潮

下带觅食? 这些生物学和生态学信息的缺乏是中

华鲎资源保护之路上的一大障碍。 
3.2  明确增殖放流对鲎资源的修复效果 

通过人工大量培育中华鲎苗种并进行野外放

流, 是现今对中华鲎种质资源修复最重要且可靠的

异地保护(ex-situ conservation)措施(Carmichael & 
Brush, 2012)。目前最常见的放流方法为乘船到较深

海域或在码头将中华鲎成体或苗种投入海中, 苗种

多为刚从胚胎孵化出来的1龄鲎, 每只1龄鲎的竞标

价从0.8元至1.5元不等(表1)。1龄中华鲎体长约

10 mm (Sekiguchi, 1988), 个体太小导致标记难度

过大, 放流效果评估难以开展。胡梦红等(2013)初步

尝试采用可视嵌入性荧光标记技术对2龄幼鲎进行

3  反思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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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放流, 而Kwan等(2015)则将被动式追踪芯片

(passive integrated transponder)嵌入7–10龄幼鲎以量

化其在滩涂上的活动面积, 但仍无法解决标记物的

稳定性(易回捕)、持久性(不易脱落)和适应性(不对

个体造成影响、能标记小个体)三大难题。此外, 幼
鲎在6龄以前在自然环境下的自然死亡率高达80% 

 
表1  近十年在中国沿岸放流中华鲎的报道 
Table 1  Reports on Tachypleus tridentatus restocking programs along the Chinese coast for the last 10 years 

放流日期 
Date of  
release 

放流选址 
Site selection for release 

鲎生长阶段 
Growth stage of 
horseshoe crab 

数量 
Number 

组织单位 
Organization(s) 

2019.11 广东湛江遂溪县  Suixi County, Zhanjiang City, 
Guangdong 

1龄 
1st instar 

460,000 北部湾大学、广西大学 Beibu Gulf University 
and Guangxi University 

2019.08 福建泉州丰泽滨海公园  Fengze Seaside Park, 
Quanzhou City, Fujian 

1龄 
1st instar 

5,000 福建省淡水水产研究所、华侨大学、集美大学

等 Freshwater Fisheries Research Institute of 
Fujian, Huaqiao University, Jimei University 
etc. 

2019.08 广东汕头潮南区田心湾  Tianxin Bay, Chaonan 
District, Shantou City, Guangdong 

成年 
Adult 

315 广东省汕头市潮南区海洋与渔业局 Marine 
and Fishery Bureau of Chaonan District, 
Shantou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2019.06 广西防城港 Fangchenggang City, Guangxi 1龄 
1st instar 

60,000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 South 
China Sea Fisheries Research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Fishery Sciences 

2018.11 广西北海 Beihai City, Guangxi 成年 
Adult 

2,000 湛江博康海洋生物有限公司北海分公司 
Zhanjiang Bokang Marine Biotechnology Co.  
Ltd., Beihai 

2018.10 广西钦州三娘湾  Sanniang Bay, Qinzhou City, 
Guangxi 

1龄 
1st instar 

5,170,000 北部湾大学、广西大学 Beibu Gulf University 
and Guangxi University 

2018.08 广西防城港 Fangchenggang City, Guangxi 1龄 
1st instar 

30,000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 South 
China Sea Fisheries Research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Fishery Sciences 

2018.06 福建平潭敖东镇山歧澳中华鲎保护区 Shanqi’ao 
Chinese Horseshoe Crab Protected Area, Aodong 
Town, Pingtan City, Fujian 

1龄 
1st instar 

215,730 平 潭 综 合 实 验 区 农 村 发 展 局  Rural 
Development Bureau of Pingtan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al Area 

2018.05 广东湛江东海岛东南码头 Dongnan Pier, Donghai 
Island, Zhanjiang City, Guangdong 

1龄 
1st instar 

77,000 湛江市海洋与渔业局 Zhanjiang Marine and 
Fishery Bureau 

2017.07 广西北海侨港镇南部水域  Southern waters of 
Qiaogang Town , Beihai City, Guangxi 

1龄 
1st instar 

550,000 北海市海洋与渔业局  Beihai Marine and 
Fishery Bureau 

2017.07 福建福州市海域 Fuzhou City waters, Fujian 1龄 
1st instar 

134,600 福州市海洋与渔业局  Fuzhou Marine and 
Fishery Bureau 

2017.06 广东阳江东平镇南鹏岛海域  Nanpeng Island 
waters, Dongping Town, Yangjiang City, Guangdong 

1龄 
1st instar 

1,000 阳江市海洋与渔业局 Yangjiang Marine and 
Fishery Bureau 

2017.02 广东湛江东海岛东南码头 Dongnan Pier, Donghai 
Island, Zhanjiang City, Guangdong 

1龄 
1st instar 

100,000 湛江市海洋与渔业局 Zhanjiang Marine and 
Fishery Bureau 

2015.06 福建福州长乐区五显鼻渔港码头外海域 Coastal 
waters outside Wuxianbi Fish Pier, Changle District, 
Fuzhou City, Fujian 

1龄 
1st instar 

81,000 福州市海洋与渔业局  Fuzhou Marine and 
Fishery Bureau 

2015.06 福建闽江口川石岛海域  Chuanshi Island waters, 
Minjiang Estuary, Fujian 

1龄 
1st instar 

110,000 福建省海洋渔业厅 Administration of Ocean 
and Fisheries of Fujian Province 

2015.05 广东湛江东海岛东南码头 Southeast Pier, Donghai 
Island, Zhanjiang City, Guangdong 

1龄 
1st instar 

200,000 湛 江 市 相 关 政 府 部 门  Zhanjiang local 
governments 

2014.05 福建金门烈屿乡埔头  Putou, Lieyuxiang Village, 
Kinmen County, Fujian 

1龄 
1st instar 

20,000 金门县政府 Kinmen County Government 

2013.05 广东汕头南澳县前江港务码头 Qianjiang Wharf, 
Nan’ao County, Shantou City, Guangdong 

不明 
Unknown 

不明 
Unknown 

不明 
Unknown 

2010.06 广东阳江海陵岛大角湾畔 Dajiao Bayside, Hailing 
Island, Yangjiang City, Guangdong 

成年 
Adult 

200 国家农业农村部、广东省政府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of the P. R. China 
and People’s Government of Guangdo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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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michael et al, 2003), 再加上组织放流的单位对

鲎幼体栖息地的位置与环境特征的认知有限, 常导

致放流成功但成效难以保障的现状。放流鲎成体也

是不明智的, 因为鲎生长周期8–10年, 而目前人工

养殖技术无法将苗种饲养至成体, 所以成体都是从

自然种群获取, 除了非法贸易被收缴的或生产鲎试

剂被抽血的鲎以外, 不建议捕捞野生的鲎成体用作

放流。 
一个严谨的放流方案应包括合理的放流地点、

时间及放流效果评估。我们建议在水温高于20℃的

海水退潮期间, 在已知的中华鲎幼体生境滩涂上进

行鲎苗放流; 若附近海岸线已被破坏, 可选择与已

识别的中华鲎幼体栖息地特征(Xie et al, 2020)类似

的潮间带。高密度的幼鲎种群多集中在红树林外

缘、潮沟出水口附近或海草床附近(Chen et al, 2015; 
Kwan et al, 2016; Xie et al, 2020)。若条件允许, 建议

选择自然死亡率较低的6–7龄幼鲎 (头胸甲宽度

8–10 mm)进行放流。同时也应考虑因长期养殖对种

质的影响(Kwan et al, 2014)。有关政府部门可组织

科研单位、公益组织和其他有关利益方一同开展放

流活动, 严格采取科学把关以保障放流效果, 也可

进行社区共管的方式改善市民的保护意识, 以形成

政府主导、公众参与的生动局面。 
3.3  加强科普教育和海洋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宣传 

珍稀物种保护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众

意识(social awareness)和利益相关方的态度(stake-
holders’ perception), 即STEPS框架最后的S。我国福

建、广东、广西、香港和台湾地区开展了一系列科

普宣教活动, 如“七夕海峡两岸中华鲎保育日”、“马
蹄蟹校园保姆计划”、“不吃鲎消费倡导活动”、“水
生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月活动”、“北部湾滨海湿地和

鲎野外种群调查”等。2019年第四届国际鲎科学与

保护研讨会首次在我国广西召开, 来自全球的100
多名专家学者共同发布《全球鲎保护北部湾宣言》, 
并将每年的6月20日正式确定为“国际鲎保育日”, 
呼吁社会各界联动保护鲎资源。 

科普活动需要公众长期参与, 在情感上建立联

系, 才能有效改变环保态度、提升环保意识。例如, 
在“马蹄蟹校园保姆计划”中, 参与的中学生负责幼

鲎的饲养、为低年级学生或家长讲解鲎知识, 夏天

将幼鲎放归野外; 在长时间的接触中与鲎建立了感

情, 能显著提升中学生的野生动物保护意识与行动

力(Kwan et al, 2017)。在开展长期自然教育活动的

同时, 也应探索社区共管方式的可能性, 如建立一

套举报奖励机制, 鼓励公众协助巡逻监管、渔民有

偿参与鲎捕捞数据的收集、组建志愿队伍定期在邻

近海域开展幼鲎资源调查、提供社区鲎苗养殖技术

支撑并回购幼鲎进行增殖放流等。Plummer和Taylor 
(2004)发现, 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工作的主动性和积

极性,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关政府部门是否提供社

区参与的机会与机制。 
鲎保护也可从食物安全的角度切入。据2017年

广西北部湾沿岸市民的访谈资料可知, 40%的受访

者知道圆尾鲎含河豚毒素(Fu et al, 2019), 食用后可

引发急性食物中毒, 但只有59%的受访者能正确辨

认不同种类的鲎。2018年7月广西防城港发生食鲎

集体中毒事件后, 有关部门加强了市场巡查, 严禁

售卖鲎(http://www.fcgs.gov.cn/xxgk/zdlyxxgk/spypaq/ 
jgdt/201808/t20180809_62804.html), 间接保护鲎的

效果显著。 
通过自然教育或公众科普宣教方式提升鲎保

护意识虽然取得了一定进展, 但要改变整个社会的

公众环境保护意识和态度所需周期很长, 在中华鲎

资源急速下降的情况下应采用多种方式大力加强

科普和海洋野生动物保护法宣传。海洋珍稀物种保

护的成效, 尤其是关注度不高的无脊椎生物, 不仅

需要扎实的种群生态学研究支撑, 更取决于长期有

效的管理规划以及公众积极正向的态度。政府部

门、科研机构、环境宣教组织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应

加强联系、开展合作, 多方位、多角度保障中华鲎

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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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中华鲎在世界海域的分布记录 
Appendix 1  Global distribution records of Tachypleus tridentatus 

 

分布 (调查年份) 
Occurrence (year of investigation) 

参考文献 
Reference 

中国 China 

浙江省 Zhejiang Province 

舟山宁海三门湾; 温州洞头岛(2006) 

Sanmen Bay, Ninghai County, Zhoushan City; Dongtou Island, Wenzhou City 

(2006) 

 

 

翁朝红等(2012) 

福建省 Fujian Province 

东山湾; 厦门后田、澳头和南安石井; 古雷半岛龙口海滩(2006–2007)  

Dongshan Bay; Houtian, Aotou and Nananshijing in Xiamen; Longkou Beach, 

Gulei Peninsular (2006–2007) 

 

翁朝红等(2012) 

广东省 Guangdong Province 

雷州湾、珠江口海域以及潮汕地区海域(2009) 

Leizhou Bay, Zhujiang and Chaoshan waters (2009) 

湛江雷州湾东南岛(未交代调查年份) 

Dongnan Island, Leizhou Bay, Zhanjiang City (unknown date) 

 

翁朝红等(2012) 

 

Liao et al (2012) 

广西壮族自治区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防城港市山心、交东、渔洲坪、榄埠、沙螺辽; 钦州市中三墩; 北海市西

背岭、下村、金海湾、竹林、铁山港、沙田港、榕根山(2018) 

Shanxin, Jiaodong, Yuzhouping, Lanbu and Shaluoliao in Fangchenggang 

City; Zhongsandun in Qinzhou City; Xibeiling, Xiacun, Jinhaiwan, Zhulin, 

Tieshangang, Shatiangang and Ronggenshan in Beihai City (2018) 

 

Xie et al (2020) 

海南省 Hainan Province 

北部湾西北和东北海域、儋州湾(2009) 

Northwestern and northeastern waters of Beibu Gulf, Danzhou Bay (2009) 

 

翁朝红等(2012) 

 

台湾省 Taiwan Province 

    台湾西岸、澎湖列岛、金门岛(2013) 

    West coast of Taiwan Island, Penghu Islands Archipelago, Kinmen Island 

(2013) 

 

Hsieh & Chen (2015) 

香港特别行政区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尖鼻咀、下白泥、白泥、东涌、䃟头、深屈、水口(2014) 

Tsim Bei Tsui, Ha Pak Nai, Pak Nai, Tung Chung, San Tau, Sham Wat, Shui 

Hau (2014) 

 

 

Kwan et al (2016) 

日本 Japan 

九州北部 Northern Kyushu 

大分、福冈、佐贺和长崎县(未交代调查年份) 

Oita, Fukuoka, Saga and Nagasaki prefectures (unknown date) 

 

 

Nishida et al (2015) 

 

濑户内海 Seto Inland Sea  

冈山、广岛、山口和爱媛县(未交代调查年份) 

Okayama, Hiroshima, Yamaguchi and Ehime prefectures (unknown date) 

 

 

Nishida et al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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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 Vietnam 

集中在中部沿海省份(2007) 

Mainly in the central coastal provinces (2007) 

 

 

Nguyen (2007) 

马来西亚 Malaysia 

沙巴 Sabah 

帕帕、丹绒利茂、贾邦根岛、哥打毛律、亚庇、孟加塔尔河、山打根、敦萨

卡兰海洋公园、仙本那群岛公园和英德拉萨巴(2014–2015) 

Papar, Tanjung Limau, Jambongan Island, Kota Belud, Kota Kinabalu, Mengattal 

River, Sandakan, Tun Sakaran Marine Park, Semporna Islands Park and 

Inderasabah (2014–2015) 

 

 

Manca et al (2017a) 

砂拉越 Sarawak 

鹿通河、美里和瓜拉尼拉劳海滩(2013–2014) 

Lutong River, Miri and Kuala Nyalau Beach (2013–2014) 

 

 

Jawahir et al (2017) 

Indonesia 印尼 

北苏门答腊 North Sumatra (未交代调查年份) 

西博尔加 Sibolga (unknown date) 

西苏门答腊 West Sumatra (未交代调查年份) 

巴东 Padang (unknown date) 

北苏拉威西 North Sulawesi (未交代调查年份) 

万鸦老 Manado (unknown date) 

 

Sekiguchi (1988) 

 

 

 

 

加里曼丹 Kalimantan 

彭纳贾帕瑟北和巴厘巴板(2017–2018) 

Penajam Paser Utara and Balikpapan (2017–2018) 

 

Meilana & Fang (2020)

西爪哇 West Java 

万丹, 因德拉马尤和梳邦(2016) 

Banten, Indramayu and Subang (2016) 

中爪哇 Central Java   

三宝垄 Semarang (2016) 

东爪哇 East Java  

格雷西克、潘苏鲁安、图班和泗水(2016) 

Gresik, Pansuruan, Tuban and Surabaya (2016) 

 

 

Mashar et al (2017b) 

 

 

菲律宾 Philippines 

巴拉望岛(2017) 

Palawan Island (2017)  

 

Kaiser & Schoppe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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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时期公众对野生动物 
消费和贸易意愿的调查 

史湘莹2,3  张晓川1  肖凌云1  李彬彬4  刘金梅5   
杨方义6  赵  翔3  程  琛3  吕  植1,3* 

1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 100871)  
2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北京 100871) 

3 (山水自然保护中心, 北京 100871)  
4 (昆山杜克大学环境研究中心, 江苏苏州 215316) 

5 (自然之友, 北京 100029) 
6 (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 北京 100011) 

摘要: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 使得对野生动物的消费与贸易中的公共健康安全问题引起广泛关注。为了给相关的

立法和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我们通过网络对于全国及部分海外华人发放问卷进行了调查, 共收回74,040份有效问

卷。根据问卷调查结果, 本文对普通公众对于野生动物消费和贸易立法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包

括: (1)公众对全面取缔野味餐馆和集市、禁止消费野味、禁止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买卖以及禁止野生动物商业性

活体展演的立法动议持赞成态度的比例均超过90%; (2)现有野生动物消费群体经历新冠肺炎疫情后倾向于停止消

费行为; (3)曾经消费野生动物或周围有人从事野生动物相关产业的群体相比其他人群更有可能不支持全面禁止对

野生动物的消费和贸易。结果表明,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禁食野生动物的决定和修改野生动物保护法的

动议在受高等教育者和城镇居民中有良好的公众基础。 
关键词: 野生动物消费; 野生动物贸易; 公共健康安全; 保护政策 

Public perception of wildlife consumption and trade during the COVID-19 
outbreak 
Xiangying Shi2,3, Xiaochuan Zhang1, Lingyun Xiao1, Binbin V Li4, Jinmei Liu5, Fangyi Yang6, Xiang Zhao3, 
Chen Cheng3, Zhi Lü1,3* 
1 Center for Nature and Society, School of Life Scienc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2 College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3 Shanshui Conservation Center, Beijing 100871 
4 Environmental Research Center, Kunshan Duke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215316 
5 Friends of Nature, Beijing 100029 
6 Paradise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Beijing 100011 

Abstract: The COVID-19 pandemic has drawn great attention to the potential public health risks associated 
with the consumption and trade of wildlife. To inform legislative revision and policy changes, we conducted 
a web-based survey of the general public, attracting 74,040 responses. The survey examined public support 
for revising legislation and policy related to wildlife consumption and trade management. The results and 
analysis revealed: (1)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 90%) of constituents supported more stringent policy 
and legislation on wildlife consumption, trade, and commercial exhibitions. (2) The consumption of wildlife is 
likely to fall due to COVID-19. (3) People that engaged either directly or indirectly in wildlife-related indu-
stries showed less support for more stringent policy and legislation on wildlife consumption and trade. Based 
on these results and concerns for public health security, a ban on wildlife consumption and revised legi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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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was widely supported, particularly among 
educated, urban respondents. 
Key words: wildlife consumption; wildlife trade; public health security; conservation policy 

新冠肺炎(COVID-19)从2019年12月下旬被发

现, 已给全球人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由于新冠病毒(SARS-CoV-2)与自然界尤其是野生

动物可能的关联, 引起了社会公众对野生动物利用

和贸易管理议题的广泛讨论。尽管现有研究尚未完

全确认病毒的源头和传播途径, 但是目前的流行病

研究多指向病毒来源与野生动物的关联(Wang et al, 
2020): 蝙蝠(Chiroptera spp.)很可能是新冠病毒的

储存宿主(Zhou et al, 2020), 马来亚穿山甲(Manis 
javanica)等野生动物有可能是病毒传播和突变过程

中的中间宿主(Ji et al, 2020; Lam et al, 2020; Liu et 
al, 2020; Zhang et al, 2020)。 

除了新冠肺炎以外, 已有研究表明很多人兽共

患传染疾病的流行与野生动物贸易有密切的关系

(Karesh et al, 2005, 2007; Swift et al, 2007)。事实上, 
近些年来世界各地出现的新发传染病, 如严重急性

呼吸综合症(SARS)、亨德拉病毒感染、尼帕病毒感

染、人感染H7N9禽流感、埃博拉出血热、中东呼吸

综合征等, 都是人兽共患疾病。统计发现, 1940–2004
年全球335种新发传染性疾病中, 有60.3%由人兽共

患病病原引起, 而其中71.8%的病原来源于野生动

物(张劲硕等, 2003; Jones et al, 2008; 秦川, 2008)。
在野生动物贸易, 尤其是食用类野生动物贸易过程

中的猎捕、养殖、活体交易、消费等场景中, 野生

动物的活体密集聚集、物种间接触以及与人的密切

接触等, 是造成传染性动物疾病及人兽共患病暴发

的重要原因(Karesh et al, 2005)。随着全球化进程的

发展, 世界范围交通的便利和人口的流动使得流行

性传染病暴发和传播的影响大大增加(Hufnagel et 
al, 2004)。可以说, 野生动物的消费和贸易对于公共 
健康的风险已经成为公共安全问题。 

与我国陆生野生动物的利用和贸易相关的法

律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其
中规定了野生动物特许猎捕证和狩猎证分别是猎

捕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和非国家重点保护动物需要

的许可, 野生动物驯养繁育许可证是国家重点保护

动物驯养必须获得的许可; 野生动物经营利用许可

证则是非国家重点保护动物通过人工繁育后进行

利用必须获得的行政许可。然而, 《中华人民共和

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等现有法律政策对野生动物贸

易和消费中存在的公共卫生安全隐患仍然存在监

管和执法漏洞。例如对蝙蝠、旱獭(Marmota himal-
ayana)等有潜在公共卫生安全风险的陆生野生动物

物种没有规定限制猎捕、驯养和利用。另一方面, 很
多用于食用的野生动物在实际繁育、经营利用中缺

乏检验检疫的规程和技术, 对于公共健康隐患的防

范和监督尚不完善。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引发了各界对禁食野生

动物以及修订相关法律的呼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在2020年2月24日也做出决定, 全面禁

止野生动物的食用和相关贸易, 并将尽快修订《中

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以及相关配套规定。 
公众的意愿, 无论是普通消费者还是相关利益

群体, 对法律和规定修订的方向, 特别是之后的执

行是否有效起着关键的作用。越来越多的生态学研

究, 尤其是针对与社会公众和政策管理相关的议题, 
经常使用问卷调查的方法来量化分析人们的行为, 
例如对生态保护政策的看法和态度。问卷调查常采

用 系 统 抽 样 (systematic sampling) 、 综 合 抽 样

(comprehensive sampling)、便利抽样(opportunistic 
sampling)的形式, 其中电话、邮件、入户等调查方

法更适合进行系统抽样、综合抽样等, 但成本较高

(White et al, 2005)。近年来网络问卷调查的使用越

来越多, 具有成本低、速度快的特点(Marta-Pedroso 
et al, 2007), 但其抽样方法属于便利抽样, 可能存

在样本选择偏差, 其结果需要通过抽样概率加权调

整等方法进行处理(Zeng et al, 2001)。基于成本和时

间两方面考虑, 我们设计并通过网络发放了“公众

对野生动物消费、贸易、立法意愿的调查问卷”, 希
望了解普通公众对于野生动物的消费和贸易以及

相关法律修订的意愿, 以期为下一步野生动物利用

管理政策的制定和保护行动提供依据。 

 
1.1  调查方法 

本研究采取方便抽样的调查方法, 问卷全部通

1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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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网络进行发放和回收, 问卷填写的对象为普通公

众, 地理范围主要以中国国内为主。问卷在网络数

据平台灵析(https://www.lingxi360.com/)发布, 通过

社交媒体平台如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等多个微信公

众号、微博及微信朋友圈等多种方式转发传播, 通
过问卷提交收集结果。从2020年1月28日开始汉语

问卷的投放收集, 2月13日停止收集; 从2月1日起, 
通过一些藏语微信公众号投放藏语版本的相同问

卷, 同样于2月13日停止收集。一共收到10,1172份
反馈, 其中汉语问卷有97,094份, 藏语问卷有4,078
份。剔除重复提交及信息不全的问卷, 有效问卷共

74,070份, 有效问卷率为73.2%。 
整体问卷设计以公众对野生动物消费和贸易

的态度、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对野生动物利用的

态度和行为改变的意愿以及对修订法律禁止野生

动物食用和相关利用和贸易的意愿为主要内容。在

这个问卷中, 我们所关注的野生动物仅限于陆生脊

椎动物, 即人类驯化的家养动物之外的所有陆生脊

椎动物(不包括水生生物及海产品、昆虫等)。野味

指含上述野生动物的活体及制成品。其中, 国家重

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见国家林草局官网(http://www. 
forestry.gov.cn/main/3954/content-1063883.html)。 

问卷共设计27道问题, 其中非开放性问题21道
(附录1)。主要内容有以下五类:  

(1)背景信息: 分别为年龄、性别、居住地、城

乡、教育程度、收入区间、职业类型(含其他)、工

作/兴趣是否与保护相关。 
(2)社会认知与态度: 包括对食用野味、使用野

生动物制品(毛皮、骨制品、药剂等)以及人工驯养

野生动物的态度。大部分关于行为、态度和意愿的

问题都是直接提问, 只有关于受访者与野生动物利

用关系的问题采用了较为婉转的问法, 即“周围是

否有人从事野生动物繁育和利用相关产业” (“周围”
包括自身从事及身边接触、社会交往中有人从事相

关产业)、“是否看到过有人吃野生动物”两个问题。

“吃野生动物”主要包括在使用野生动物作为食材的

餐馆食用野味, 及在集市购买野生动物用于食用的

行为。既可能包含自己也包含社会交往中接触的人, 
因此更多指的是对食用野生动物行为的接触而不

直接指向被调查者本身是消费者, 但一定程度上体

现了是否有食用野生动物的社会环境。 
(3)法律认知: 包括对野生动物保护相关法规

的了解情况和野生动物利用相关许可证制度了解

情况两个问题。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许可证的了解, 可以反

映公众对相关法律知识的了解程度和关注度, 也会

为未来政策普及和执行工作提供依据。因此, 我们

针对法律知识的了解程度也设置了相关问题。 
(4)疫情对行为的影响: 包括疫情对野生动物

消费行为的影响(含其他)和对野生动物观察行为的

影响(含其他)两个问题。在新冠肺炎暴发之后, 由于

疫情起源和野生动物可能的关系, 一方面引发了一

些公众对于野生动物的恐慌排斥心理, 消费利用和

户外观察等接触可能会减少; 另一方面相关议题的

讨论也有可能激发公众对野生动物保护议题的关

注。因此, 我们设计了针对野生动物消费和观察行

为的问题来了解调查人群中有观察野生动物爱好

和习惯的群体的比例。 
消费野生动物的内涵比前面所问到的“吃野生

动物”的行为含义更广, 包含食用、使用制品等多种

消费行为。通过此问题, 我们可以将疫情之前本身

有消费野生动物行为的人鉴别为野生动物消费者, 
作为疫情前是否消费野生动物的变量之一放入后

续分析。  
(5)对假设的立法动议的态度: 包括对是否取

缔野味餐馆和集市、是否禁止食用野生动物、是否

禁止野生动物制品交易、是否禁止动物园外野生动

物活体展演的意愿。这4个问题分别设定了强烈赞

成、倾向赞成、中立、不倾向赞成和强烈不赞成5
个意愿量度。 
1.2  问卷数据处理及描述性统计 

将全部样本问卷收齐之后, 使用Excel 2019软
件整合所有数据, 进行初步描述性统计。选取全部

回答完整的问卷作为有效问卷, 数据处理用Stata 14
实现。网络调查问卷属于便利抽样方法, 其样本可能

存在对于部分人群过度抽样的问题。在全部的有效

问卷中, 女性占60.3%, 严重偏离我国总人口中女

性的比例48.7%, 常住城镇人口比例(87.0%)也严重偏

离社会总体参考城镇人口比例49.7% (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家统计局, 2011)。因此按照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

(http://www.stats.gov.cn/tjsj/pcsj/rkpc/6rp/indexce.htm)
的性别比例和城镇人口比例为社会总体人口特征

参考值, 以总体抽样概率与样本抽样概率的比值作

为权重(inverse probability weight), 对全部有效问卷© 生
物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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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总体进行加权处理(Zeng et al, 2001); 并在模型

分析中, 比较抽样概率加权模型(inverse probability 
weight model)与全样本模型(full sample model)的估

计结果是否仍然一致。 
1.3  样本数据有效性检验 

对于通过问卷、访谈调查而获得的心理因素数

据, 需要进行信度、效度分析来测度数据的质量。

本研究使用克隆巴赫系数(Cronbach’s α)检验数值

型因变量的3个系列内部一致性来进行信度分析, 
使用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 CR)和平均变异

萃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检验因子的

统计有效性来进行效度分析。对于3个数据系列, 如
果Cronbach’s α > 0.7, CR > 0.7, AVE > 0.5, 则说明

可观测变量设置具有高信度, 以及测量模型具有高

聚合效度(Cronbach, 1951; Cronbach & Shavelson, 
2004)。 
1.4  对影响野生动物相关法律认知、行为变化及立

法动议态度等因素的排序及二元Logit模型分析 
分别利用二元选择Logit模型及排序Logit模型

(ordered Logit model)对于本调查关心的3个问题进

行分析: 对野生动物相关法律认知、疫情对消费及

观察行为变化及对立法动议的态度问题。 
在计量经济学模型中, 如果被解释变量是离散

的, 则被称为离散选择模型, 其中如果被解释变量

只存在两种选择, 则被称为二元选择模型, 如果存

在多种选择则被称为多元选择模型。多元选择模型

如果有排序特征, 则适用于排序模型。如果离散选

择模型的被解释变量为非线性, 需要转化为随机效

用模型(random utility model), 假设受到自变量影响

的不可观测的随机效用将影响人群作出行为选择。

以立法动议的意愿为例, 有5个赞成意愿程度(强烈

不赞成为1, 不倾向赞成为2, 中立为3, 倾向赞成为

4和强烈赞成为5), 为有序分类变量。假设个体的随

机效用为不可观测的变量y* = x′β + ε, x′为影响随机

效用的自变量, 而选择赞成意愿的规则为: 
*

1
*

1 2
*

2 3
*

3 4
*

4

1,

2,

3,

4,

5,

y r

r y r

y r y r

r y r

r y

 ≤

 < ≤
= < ≤


< ≤
 <

若

若

若

若

若

  (1) 

其中r1–r4为阈值。假设扰动项服从Logit分布, 通过最

大似然法(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method)可
对模型中的回归系数和阈值进行估计。自变量的回

归系数为正说明这个因素越大将倾向于更高的意愿, 
为负说明这个因素越大将倾向于更低的意愿。 

分析哪些人群的野生动物消费和自然观察行

为更容易受到此次疫情的影响。有3种行为改变的

二元选择: 本来消费野生动物的消费者选择继续消

费还是停止消费, 本来观察野生动物的自然爱好者

选择继续自然观察还是停止自然观察, 本来不是自

然爱好者的人选择仍然不观察还是开始自然观察, 
因此我们选择二元Logit模型进行分析。自变量的回

归系数为正说明这个因素越大将越倾向于值为1的
选择, 为负则越大越倾向于值为0的选择。 

继而, 我们感兴趣的是, 这些相关人群是否对

法律和许可证更了解, 以及他们对于立法动议的意

愿是否更强烈, 以及其他因素如何影响这些态度。

本调查中, 对法律的了解程度(不了解为1, 有一些

了解为2, 很了解为3)和证照的了解程度(不了解为1, 
听说但不了解为2, 很了解为3)为离散有序变量, 都
使用排序Logit模型进行估计。自变量的回归系数为

正说明这个因素越大倾向于更了解, 为负则这个因

素越大倾向于更不了解。 
本调查收集到的自变量大部分为分类变量, 其

中, 食用野生动物行为的遇见率、年龄、教育水平、

收入都为有序分类变量, 但因为等级间距不同, 且
不同等级对因变量的影响效应不一致, 因此将这些

变量都按照分类变量分别设置虚拟变量, 与最低等

级进行比较。变量的名称、类型与含义详见表1。 

 
2.1  受访者背景 

在问卷填写者中, 39.7%是男性, 60.3%是女性, 
男女比例为0.66:1。城镇居民占87.0%, 农村13.0%。

从年龄分布来看, 19–30岁35.5%, 31–55岁53.5%, 
0–18岁和55岁以上的分别占3.4%和7.6%。在教育程

度上, 学历分布比例见图1, 小学及以下1.8%, 初高

中13.2%, 大学及以上学历85.0% (大学60.6%, 研究

生及以上24.4%)。职业分布上, 专业技术人员、教

育与科研从业者及学生占据了60.6% (图2)。在收入

分布上 ,  月收入在1 ,000元及以下的占13 . 9% , 
1,000–5,000元的占27.9%, 5,000–10,000元占31.9%,  

2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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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调查问卷变量名称及定义 
Table 1  Questionnaire variables and definations 

变量 Variables 类型 Type 定义 Definition 

背景特征 Background     

性别 Gender (GND) 分类 Categorical 女: 1; 男: 0 Female, 1; Male, 0 

省份 Province (PRV) 分类 Categorical 每个省生成一个虚拟变量 Provincial dummies 

城乡 Urbanization (URB) 分类 Categorical 城镇: 1; 农村: 0 Urban, 1; rural, 0 

年龄 Age (AGE) 
 
 
 

分类 Categorical 虚拟变量(1, 0): AGE1: 0–18岁; AGE2: 19–30岁; AGE3: 31–55岁; AGE4, 56
岁以上 
Dummies (1, 0): AGE1, 0–18 years old; AGE2, 19–30 years old; AGE3, 
31–55 years old; AGE4, above 56 years old 

教育程度 Education level (EDU) 分类 Categorical 虚拟变量(1, 0): EDU1: 小学及以下; EDU2: 初高中; EDU3: 大学; 
EDU4: 研究生及以上  
Dummies (1, 0): EDU1, Below primary school; EDU2, Middle or high 
school; EDU3, Graduate; EDU4, Post graduate 

月收入 Monthly income level (CNY) (INC) 分类 Categorical 虚拟变量 (1, 0): INC1: 0–1,000 元 ; INC2: 1,000–5,000 元 ; INC3: 
5,000–10,000元; INC4: 10,000– 30,000元; INC5: 大于30,000元 
Dummies (1, 0): INC1, 0–1,000 CNY; INC2, 1,000–5,000 CNY; INC3, 
5,000–10,000 CNY; INC4, 10,000– 30,000 CNY; INC5, above 30,000 CNY 

看到周围有人吃野味次数 
See surrounding people eat wildlife (times) (EAT) 
 

分类 Categorical 虚拟变量(1, 0): EAT1: 无; EAT2: 1–3次; EAT3: 3–10次; EAT4: 10次以上 
Dummies (1, 0): EAT1, None; EAT2, 1–3 times; EAT3, 3–10 times; EAT4, 
above 10 times 

工作/兴趣是否自然保护相关 
Engaged or interested in nature conservation (CSV) 

分类 Categorical 是: 1; 否: 0 Yes, 1; No, 0 

周围有人从事野生动物利用相关产业  
Engaged either directly or indirectly in wildlife-related 
industries (IND) 

分类 Categorical 有任意类型: 1; 无: 0 Any type, 1; None, 0 

过去有消费野生动物行为 
Consumed wildlife in the past (CSM) 

分类 Categorical 有: 1; 无: 0 Yes, 1; No, 0 

过去消费野生动物, 现在停止 Consumed wildlife 
in the past but tend to stop now (STOPCSM) 

分类 Categorical 有: 1; 无: 0 Yes, 1; No, 0 

过去有自然观察野生动物行为 
Observed wildlife in the past (WAT) 

分类 Categorical 有: 1; 无: 0 Yes, 1; No, 0 

过去有自然观察, 现在停止 
Observed wildlife in the past but stop now (STOPWAT) 

分类 Categorical 有: 1; 无: 0 Yes, 1; No, 0 

过去无自然观察, 现在开始 
Never observe wildlife before but will start to 
observe wildlife now (MOREWAT) 

分类 Categorical 有: 1; 无: 0 Yes, 1; No, 0 

对相关法规了解情况 
Knowledge about related laws (LAW) 

有序 Ordinal 否: 1; 听说过一些: 2; 是: 3 No, 1; Some, 2; Yes, 3 

对相关许可证了解情况 
Knowledge about related certificates (CER) 

有序 Ordinal 不了解: 1; 听过但不了解: 2; 了解: 3  
No, 1; Have heard but don’t know much, 2; Know very well, 3 

对立法动议的态度 
Attitude towards legislation motion 

  
 

取缔野味集市和餐馆 
Ban on wildlife markets and restaurants (BMKT) 

有序 Ordinal 强烈不赞成: 1; 不倾向赞成: 2; 中立: 3; 倾向赞成: 4; 强烈赞成: 5  
Strongly disagree, 1; Disagree, 2; Neutral, 3; Agree, 4; Strongly agree, 5 

禁止消费者食用野味 
Ban on wildlife eating (BEAT) 

有序 Ordinal 强烈不赞成: 1; 不倾向赞成: 2; 中立: 3; 倾向赞成: 4; 强烈赞成: 5  
Strongly disagree, 1; Disagree, 2; Neutral, 3; Agree, 4; Strongly agree, 5 

禁止野生动物及制品买卖 
Ban on wildlife and wildlife product trade (BPDT) 

有序 Ordinal 强烈不赞成: 1; 不倾向赞成: 2; 中立: 3; 倾向赞成: 4; 强烈赞成: 5  
Strongly disagree, 1; Disagree, 2; Neutral, 3; Agree, 4; Strongly agree, 5 

禁止在动物园之外展示野生动物活体展演 
Ban commercial exhibition of wild animals 
outside zoos (BSHW) 

有序 Ordinal 强烈不赞成: 1; 不倾向赞成: 2; 中立: 3; 倾向赞成: 4; 强烈赞成: 5  
Strongly disagree, 1; Disagree, 2; Neutral, 3; Agree, 4; Strongly agre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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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调查样本学历分布比例 
Fig. 1  The percentage of education levels in the survey sample 
 
10,000–30,000元的占 21.2%, 30,000元以上的占

5.1%。从地区来看, 填表人群较为集中在北上广等

人口密集的城市地区(占30.2%), 在海外和港澳台

也有分布。 
2.2  受访者的从业和行为与野生动物的关联 

在填表人群中, 有14.2%是周围有人从事陆生 
野生动物繁育和利用相关产业的(“周围”包括自身

从事及身边接触、社会交往中有人从事相关产业), 
包括陆生野生动物繁育、制品利用、经营交易和活

体展演等(图3)。这个问题并不能定位直接从事相关产

业的人, 但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产业利益相关的群体。 
另一方面, 在受调查者中, 工作或者兴趣与自

然保护相关的占了37.1%。新冠肺炎疫情之前, 有
40.9%的人有过观察野生动物的行为, 例如观鸟等。

这两类人群也有可能更有兴趣填写本问卷。 
新冠肺炎疫情之前, 有12.3%的人有过消费野

生动物的行为, 可以代表野生动物的消费者。调查

中与消费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看到过周围人吃野

生动物的次数, 66.1%的人从未见过有人吃野生动

物。在接触过野生动物食用行为的人群中, 看到过3
次以下的人占23.2%, 3–10次的人占7.4%, 10次以上

的占3.3%。因为这个问题中包含受调查者自己及观

察到别人的行为, 所以更适合解读为代表吃野味的

社会习俗和可及性的变量。 

 

 
 

图2  调查样本职业分布比例 
Fig. 2  The percentage distribution of occupations in the survey sample 

 

 
 

图3  调查样本中周围是否有人从事野生动物繁育利用相关产业的分布情况 
Fig. 3  The percentage distribution of the people with other people around or themselves engaged in wildlife related industry in the 
survey sample ©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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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态度与行为改变意愿 
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前, 占总数12.3%的人有

消费野生动物的行为; 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占
总数11.7%的人将放弃消费野生动物。而另有87.4%
的人表示从不消费野生动物(图4)。  

占总数56.7%的填表者本身并非有观察野生动

物的爱好和习惯的群体(图5); 其中, 占总数18.0%
的人受到此次事件影响, 未来会开始观察野生动

物。占总数42.2%的填表者本来就对自然感兴趣、

有自然观察行为; 其中, 占总数15.2%的人受到此

次事件的影响, 决定以后不观察。也有一部分表示

将继续观察野生动物, 但是会更加注重安全。 
使用Logit模型分析了哪些因素会影响新冠肺

炎疫情对人群消费野生动物、观察野生动物行为的

影响(表2)。我们分为3个因变量, 分别对于过去消费

野生动物的人群在新冠肺炎后决定停止消费, 过去

观察野生动物的人群在发生新冠肺炎后决定停止

自然观察, 过去不观察野生动物的人群在发生新冠

肺炎后决定以后开始增加观察这3种行为变化情况

进行分析。对各个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 没有

发现变量间显著的多重共线性。 
在疫情前就有野生动物消费行为的人群中, 看

到过周围10次以上吃野味行为的人, 周围有相关从

业者、有自然观察行为和工作或兴趣与自然保护相

关的人, 回归系数都为负, 占比也很小, 可以解释

为相比普通公众这部分与野生动物深度密切相关

的人群并没有受疫情影响, 坚持继续消费野生动物

(表2)。 
在疫情前就有自然观察野生动物行为的人群

中, 周围有从事相关行业、工作或兴趣与自然保护

相关的人则更倾向于不受影响继续坚持自然观察

行为。在疫情前没有自然观察野生动物行为的人群

中, 周围有从事相关行业和工作兴趣与自然保护相

关的人群都更倾向于疫情之后开始关注和自然观 
 

 
 

图4  新冠肺炎对野生动物消费行为的影响 
Fig. 4  The COVID-19 impact on wildlife consumption behavior 

 

 
 

图5  新冠肺炎对野外观察野生动物行为的影响 
Fig. 5  The COVID-19 impact on wildlife observation behavior ©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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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野生动物。各模型的准R2较小, 与样本量较大、

可收集的解释变量不足有关(表2)。 
2.4  对野生动物利用的认知与态度 

有高达96.6%的人是不赞成吃野味的 , 只有

2.1%的人赞成。有78.9%的人不赞成使用野生动物

制品(毛皮、骨制品、药剂等), 而有15.2%的人部分

赞成, 只有0.9%的人是完全赞成, 其余人则选择没

考虑或其他。对人工驯养野生动物用于商业目的的

态度, 75.8%的人是不赞成的, 而11.6%的人赞成, 
其余人则选择没考虑。 
2.5  法律知识的了解 

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对

食用和购买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相关法律规定的

了解来看, 有12.7%的人持完全肯定回答, 有30.3%
的人完全不了解, 有57.0%的人表示听说过一些。从

对野生动物狩猎证、野生动物驯养繁育许可证和野

生动物经营利用许可证的了解来看, 只有8.5%的人

是了解的, 有42.5%的人完全不了解, 而49.0%的人

听说过但不了解。 
通过使用排序Logit模型我们分析了哪些因素

会影响人群对于野生动物相关法律规定和相关证

照的了解(表3)。对各个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 
没有发现变量间显著的多重共线性。从模型结果中

可以看出, 周围有从事野生动物相关产业、周围吃

野味次数较多、有自然观察行为和工作兴趣与自然

保护相关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周围有从事相

关者、食用野生动物的遇见率高、有自然观察行为

和工作兴趣与自然保护相关的人都比普通人群更

加了解相关的法律和证照知识。但是在疫情之前有

消费野生动物行为的人对相关法规的了解相对较

少, 说明宣传普及法律知识对于减少野生动物消费

行为很重要。从控制变量的系数也可以看到, 城镇

居民相比乡村居民、男性相比女性、教育程度较高、

收入更高人群都更有可能了解相关的法律和证照

知识。各模型的准R2较小, 与样本量较大、可收集

的解释变量不足有关。 
2.6  对立法动议的态度 

对4个立法动议的态度, 整体调查结果如图6所
示。对取缔野味集市和野味饭馆的立法动议, 有
95.0%的人持强烈赞成或倾向赞成的态度, 3.6%的

人选择不倾向赞成或者强烈不赞成, 其余选择中

立。对周围有人从事野生动物繁育及利用产业的人

群中, 则有92.7%的人倾向于强烈赞成或赞成, 有
4.7%选择不倾向赞成或强烈不赞成, 这部分人群中, 
不赞成取缔野味集市和野味饭馆的比例比整体人

群略高, 但大部分仍然是持赞成态度的。 
 

 
表2  对新冠肺炎后野生动物消费和观察行为变化的Logit模型估计结果 
Table 2  The Logit model on the factors affecting wildlife consumption and observation behavior change after COVID-19 

变量 
Variables 

停止消费  
Stop consumption 

停止观察 
Stop observation 

增加观察 
More observation 

变量 
Variables 

停止消费  
Stop consumption 

停止观察 
Stop observation 

增加观察 
More observation 

IND –1.175*** (–9.54) –0.100* (–1.67) 0.094* (1.75) EDU2 0.608** (2.34) 0.109 (0.82) 0.249** (2.18) 
CSV –0.485*** (–2.92) –2.089*** (–46.58) 1.872*** (46.85) EDU3 1.078*** (4.02) –0.393*** (–2.95) 0.031 (0.27) 

WAT –0.423*** (–2.69) –  –  EDU4 0.972*** (3.31) –0.629*** (–4.43) –0.217* (–1.78) 

CSM –  0.104* (1.76) 0.271*** (4.83) INC2 0.264 (1.29) 0.156** (2.16) 0.151** (2.56) 
URB 0.487*** (2.83) –0.641*** (–10.45) –0.274*** (–5.31) INC3 0.026 (0.12) –0.017 (–0.21) 0.097 (1.54) 
GND 1.329*** (7.98) 0.355*** (7.74) –0.039 (–1.00) INC4 –0.196 (–0.82) –0.208** (–2.32) –0.001 (–0.01) 
EAT2 0.408*** (2.67) –0.198*** (–3.80) 0.147*** (3.30) INC5 –0.291 (–1.06) –0.111 (–0.90) 0.197* (1.76) 
EAT3 0.245 (1.29) –0.075 (–0.94) 0.101 (1.34) PRV YES  YES  YES  
EAT4 –0.575*** (–3.23) 0.191* (1.87) 0.592*** (6.21) 截距 

Constant 
1.573*** (3.42) 0.187 (0.97) –2.963*** (–17.53) 

AGE2 –0.433 (–1.39) –0.086 (–0.69) 0.352*** (3.16) 样本量 
Observations 

6,166  20,234  34,220  

AGE3 0.365 (1.16) 0.174 (1.40) 0.522*** (4.69) 准R2 
Pseudo R2 

0.182  0.217  0.151  

AGE4 1.103*** (2.72) 0.129 (0.92) 0.508*** (4.15) 似然比 
Loglikelihood 

–1,106  –7,612  –11,525  

省略省份虚拟变量的系数; 括号内为稳健Z统计量; “–”表示未放入此变量。变量含义见表1。*** P < 0.01, ** P < 0.05, * P < 0.1。 
Coefficients for provincial dummies not reported; Robust z-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 means the variable is not included. See Table 1 for the 
definition of variables. *** P < 0.01, ** P < 0.05, * 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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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对野生动物利用相关法规和证照了解情况的排序Logit模型估计结果 
Table 3  The ordered Logit model on the factors affecting knowledge about wildlife related laws and certificates 

变量 
Variables 

对相关法规了解情况 
Knowledge about related 
laws 

对相关许可证了解情况 
Knowledge about related 
certificates 

变量 
Variables 

对相关法规了解情况 
Knowledge about related 
laws 

对相关许可证了解情况 
Knowledge about related 
certificates 

IND 0.458*** (10.11) 0.642*** (14.39) EDU3 0.143* (1.65) 0.400*** (4.85) 
CSV 0.416*** (11.69) 0.398*** (11.33) EDU4 0.033 (0.36) 0.487*** (5.52) 
WAT 0.251*** (6.91) 0.366*** (10.32) INC2 0.169*** (3.87) 0.121*** (2.76) 
CSM –0.058 (–1.26) 0.070 (1.57) INC3 0.171*** (3.56) 0.135*** (2.85) 
EAT2 0.193*** (5.73) 0.270*** (8.13) INC4 0.132** (2.41) 0.116** (2.16) 
EAT3 0.264*** (4.32) 0.430*** (7.82) INC5 0.064 (0.78) 0.167** (2.15) 
EAT4 0.507*** (5.95) 0.626*** (7.87) PRV YES  YES   
URB 0.104*** (3.42) 0.209*** (6.81) 截距项1 Constant cut1 –0.016 (–0.13) 0.223* (1.95) 
GND –0.161*** (–5.95) –0.350*** (–12.95) 截距项2 Constant cut2 2.766*** (22.19) 2.973*** (25.67) 

AGE2 –0.329*** (–3.71) –0.610*** (–7.54) 样本量 Observations 54,315  54,310   

AGE3 0.058 (0.66) –0.545*** (–6.73) 准R2 Pseudo R2 0.0376  0.0518  
AGE4 0.483*** (5.05) –0.298*** (–3.33) 似然比 Loglikelihood –52,011   –49,248   
EDU2 0.206** (2.36) 0.246*** (2.96)      

省略省份虚拟变量的系数; 括号内为稳健Z统计量。变量含义见表1。*** P < 0.01, ** P < 0.05, * P < 0.1。 
Coefficients for provincial dummies not reported; Robust Z-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See Table 1 for the definition of variables. *** P < 0.01, ** P < 
0.05, * P < 0.1. 

 

 
 

图6  对4种立法政策情景的意愿 
Fig. 6  The public perception on 4 legislation motions 
 
 
 

对全面禁止消费者吃野味(含重点保护动物和

非重点保护动物)的立法动议, 有96.2%的人持赞成

态度, 有2.0%的人不倾向赞成或者强烈不赞成, 其
余选择中立。对周围有人从事野生动物繁育及利用

产业的人群中, 则有93.4%的人倾向于强烈赞成或

赞成, 有3.6%选择不倾向赞成或强烈不赞成, 这部

分人群中, 不赞成全面禁止消费者吃野味的比例比

整体人群略高, 但大部分仍然持赞成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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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面禁止买卖野生动物和制品(含重点保护

动物和非重点保护动物)的立法动议, 有95.1%的人

持强烈赞成或者倾向于赞成的态度, 2.4%的人表示

不倾向赞成或者强烈不赞成, 其余选择中立。相比

之下, 对于周围有人从事野生动物繁育利用相关产

业的人群来说, 有5.1%不倾向赞成或者强烈不赞成, 
比例略高于普通人群, 但仍有90.8%的人持赞成态度。 

对禁止在动物园之外(娱乐场所、商场、酒店等)
展示野生动物活体(含重点保护动物和非重点保护

动物)的立法动议, 91.4%的人持强烈赞成或倾向赞

成, 4.8%的人不倾向赞成或者强烈不赞成, 其余选

择中立。相比之下, 对于周围有人从事野生动物繁

育利用相关产业的人群来说, 持强烈赞成或倾向赞

成态度的占87.6%, 有7.3%不倾向赞成或者强烈不

赞成, 比例较整体人群略高, 但是大多数仍持倾向

赞成态度。 
为了更好地了解对立法动议态度的影响因素, 

对4个立法动议的态度意愿用排序Logit模型进行分

析。对各个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 没有发现变

量间显著的多重共线性(表4)。从每一项立法动议来 

 
表4  对立法动议态度影响因素的排序Logit模型估计结果 
Table 4  The ordered Logit model on the factors affect perception on 4 legislation motions  

变量 
Variables 

取缔野味集市和餐馆 
Ban on wildlife meat 
markets and restaurants 

禁止消费者食用野味 
Ban on wildlife eating on 
consumers 

禁止野生动物及制品买卖 
Ban on wildlife and wildlife 
product trade 

禁止动物园之外展示野生动

物活体 
Ban commercial exhibition of 
wild animals outside zoos 

IND –0.239*** (–4.20) –0.338*** (–5.74) –0.464*** (–8.41) –0.379*** (–7.67) 

CSV –0.123** (–2.25) –0.130** (–2.19) –0.139** (–2.55) –0.079* (–1.65) 

WAT 0.072 (1.37) –0.038 (–0.66) –0.131** (–2.52) –0.121*** (–2.63) 

CSM –0.598*** (–11.03) –0.653*** (–11.62) –0.631*** (–11.83) –0.389*** (–7.89) 

EAT2 0.099** (1.96) 0.078 (1.51) 0.040 (0.83) 0.048 (1.11) 

EAT3 0.231*** (2.98) 0.130* (1.65) 0.154** (2.08) 0.164** (2.44) 

EAT4 0.339*** (3.38) 0.331*** (3.08) 0.514*** (4.67) 0.263*** (2.86) 

URB 0.417*** (9.95) 0.240*** (5.20) 0.014 (0.31) 0.192*** (4.95) 

GND 0.393*** (8.49) 0.762*** (15.76) 0.724*** (16.47) 0.592*** (15.55) 

AGE2 0.394*** (4.05) 0.169 (1.58) 0.260*** (2.63) 0.292*** (3.33) 

AGE3 0.680*** (6.85) 0.533*** (4.88) 0.729*** (7.18) 0.552*** (6.20) 

AGE4 0.799*** (6.46) 0.608*** (4.55) 0.855*** (6.84) 0.359*** (3.44) 

EDU2 0.110 (1.04) 0.206* (1.77) 0.070 (0.58) 0.023 (0.24) 

EDU3 0.439*** (4.15) 0.415*** (3.58) 0.284** (2.37) 0.343*** (3.47) 

EDU4 0.541*** (4.70) 0.416*** (3.39) 0.244* (1.96) 0.381*** (3.61) 

INC2 0.017 (0.28) 0.154** (2.33) 0.147** (2.30) 0.032 (0.57) 

INC3 0.245*** (3.54) 0.299*** (4.12) 0.214*** (3.13) 0.083 (1.37) 

INC4 0.111 (1.39) 0.123 (1.50) 0.083 (1.08) –0.034 (–0.50) 

INC5 0.078 (0.67) 0.050 (0.43) 0.040 (0.38) –0.125 (–1.27) 

PRV YES  YES  YES  YES  

截距1 Constant cut1 –2.198*** (–13.92) –3.121*** (–17.94) –3.111*** (–19.01) –2.541*** (–18.04) 

截距2 Constant cut2 –1.827*** (–11.59) –2.658*** (–15.54) –2.599*** (–16.09) –2.056*** (–14.71) 

截距3 Constant cut3 –1.451*** (–9.22) –2.002*** (–11.90) –1.896*** (–11.95) –1.397*** (–10.04) 

截距4 Constant cut4 –0.741*** (–4.73) –1.061*** (–6.38) –0.914*** (–5.83) –0.706*** (–5.10) 

样本量 Observations 54,454  54,454  54,449  54,453  
准R2 Pseudo R2 0.0365  0.0413  0.0399  0.0267  
似然比 Loglikelihood –33,619   –29,045   –31,312   –40,879  

省略省份虚拟变量的系数; 括号内为稳健Z统计量; 变量含义见表1。*** P < 0.01, ** P < 0.05, * P < 0.1。 
Coefficients for provincial dummies not reported; Robust Z-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See Table 1 for the definition of variables. *** P < 0.01, ** P < 
0.05, * P < 0.1. ©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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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在疫情之前有消费野生动物行为、周围有人吃

野味、有人从事相关产业和工作或兴趣与自然保护

相关的人, 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 说明这些群体整

体上比不相关人群更不赞成这4类立法动议。其中, 
工作或兴趣与自然保护相关可能包含了本身对野

生动物的繁育、宠物饲养等有兴趣的人群, 以及保

护野生动物而希望禁止野生动物利用的人群, 所以

这个变量所代表的人群立场更为复杂。 
从控制变量上看, 女性比男性、城镇比乡村居

民、年龄较大、教育水平较高的居民在取缔野生动

物集市和饭馆、禁止食用野生动物的立法动议上显

著更倾向于赞成态度。在禁止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买

卖方面, 女性比男性、年龄较大的居民都更倾向于

赞成态度。在禁止野生动物商业展演方面, 城镇居

民、女性、年龄较大、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更倾向于

持赞成态度。各模型的准R2较小, 与样本量较大、

可收集的解释变量不足有关, 也表明不同变量在不

同模型中解释的变异有限, 拟合度有限。 

 
3.1  可能的不足和稳健性检验 

从样本抽样的方式可以看出, 网络调查问卷属

于不具有随机性的概率抽样, 而是受到网络传播渠

道、看到问卷的人的回答意愿等因素影响, 由受访

者主动反馈。主动受访样本往往容易造成一定程度

的样本选择性偏差。但是网络调查的优点在于成本

较低, 可以提供较大样本量(White et al, 2005)。 
此次填表人群的分布特征与全国人口普查的

平均分布特征有较大不同, 主要是因为问卷发放方

式通过社交网络传播, 愿意填写问卷的人群可能会

受到对相关议题的关注度、教育水平、性别、年龄、

人际网络及职业等因素影响。因此, 本问卷的结果

主要反映了城镇地区及较高教育水平的人群对本

议题的意愿和态度。女性的参与度也更高。 
为了检验我们的结论是否仍然稳健, 首先通过

在模型中单独对与相关产业关联、行为特征等关键

变量回归, 及加入是否城镇人口、性别、年龄、教

育程度和收入程度的控制变量进行检验, 发现对系

数的大小、符号方向和显著性影响不大, 结论一致。

我们还通过重新加权合成的方式调整性别和城乡

比例匹配符合整体中国人口普查统计学特征的样

本, 减少这部分样本偏差。加权处理后, 关于取缔

野味市场餐馆、禁止食用野味、禁止使用制品和禁

止商业展演4个问题持赞成态度的比例分别为

93.5%、95.9%、95.2%和90.4%, 仍与加权前统计结

果一致。在关于了解法律和证照程度、对立法动议

态度的排序Logit模型分析中, 抽样概率加权模型与

原样本模型的估计结果仍然保持一致, 证明结论是

稳健的(稳健性检验和模型选择结果见附录2–4)。 
其次, 因为问卷未设置全部问题必答, 并且有

两道问题是在开始发放后新加的, 因此收回的问卷

中存在漏答情况, 统计有效问卷之后损失了部分没

有完整回答所有问题的受访者样本的信息, 因此为

了稳健性检验, 保留全部样本对每道题分别进行统

计, 关于取缔野味市场餐馆、禁止食用野味、禁止

使用制品和禁止商业展演4个问题, 答题者中持强

烈赞成和倾向赞成态度的比例分别为94.8%、

96.4%、97.4%和91.5%, 仍与使用有效问卷样本的

结果一致。 
另外, 涉及人群对于野生动物的认知问题, 不

同的人群可能对于野生动物概念的认知不同, 从而

对问卷产生不同的解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

生动物保护法》的定义, 陆生野生动物指国家或地

方重点保护, 及具有生态、经济、科学价值的动物。

而根据我国国家林草局对野生动物养殖和利用的

定义, 非家畜家禽类的动物养殖都计入野生动物繁

育和利用产业, 在一些地方被称为“特种经济动物

养殖”。如果根据林草部门对食用类野生动物的统

计, 则涉及较多已经广泛养殖的野生动物物种, 例
如中国大鲵(Andrias davidianus)、竹鼠(Rhizomys)、
梅花鹿(Cervus nippon)等。根据对一些填表者的访

谈了解, 有的人不认为竹鼠是野生动物, 这些人工

养殖的野生动物应该参照家畜家禽进行饲养和检

疫管理。如果受调查者低估了野生动物所涵盖的范

围, 那么本问卷可能高估了公众对于赞成禁止野生

动物消费、利用和贸易的真实意愿。如果受调查者

没有注意到表单开头注明的不包含水生动物的提

醒, 由此认为食用海鲜也可能是野生动物被禁止食

用的范围, 则将低估这部分受调查者对于禁食政策

的意愿。关于不同社会文化语境的公众对于“野生

动物”概念的认知和理解可能不同, 在不同研究、国

内法和国际法背景下, 野生动物这个概念也有不同

的定义和适用范围, 已有一系列研究进行过讨论

(周志华和蒋志刚, 2004; 曾岩等, 2020)。在未来对

3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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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动物利用的公众态度及法律政策的相关研究

中, 也应当根据人类对动物驯化和控制程度、生存

繁殖环境、生态安全和物种管理等方面进行定义区

分和研究。 
最后, 此问卷调查是在疫情迅速蔓延的过程中

进行的, 参与者的态度整体上难免受到对疫情的焦

虑和应激反应的影响, 可能与疫情平复之后的反应

会有不同。决策应该参照更加全面和长久的公众意

愿。但这是一份宝贵的记录, 对日后分析对比此次

疫情中和之后人们在不同情境下的意愿和反应很

有帮助。 
3.2  针对调查结果的解读 

(1)公众对修订法律加强对野生动物利用和贸

易的管理持赞成态度 
本调查结果表明, 超过90%的受访者对取缔经

营野味的餐馆和集市、禁止食用野味、禁止买卖野

生动物及制品以及禁止在动物园外展示持赞成或

倾向赞成的意见。鉴于本问卷发放的时间正处于疫

情严重时期及网络问卷的发放形式, 不排除情绪和

样本选择偏差对问卷结果的影响, 但是无论是从所

有回答问卷的样本、所有有效问卷的样本、对符合

人口普查特征的重新加权合成样本, 还是接触野生

动物消费和生产行为的受访者样本都得到较为一

致的赞成态度, 说明了结论的稳健性。 
(2)现有野生动物消费群体经历新冠肺炎疫情

后倾向于不再消费 
从调查结果中可以看到, 过去曾经消费野生动

物的人回答再也不消费了的占94.9%, 虽然这个结

果因为疫情的原因, 回答的真实性可能在样本量上

存在一定的偏差, 但是, 改变原有行为意愿的存在

说明本次疫情可能给现有野生动物消费群体带来

了显著的影响。一方面可能因为新冠肺炎和野生动

物消费之间的关联的媒体传播和初步研究结果导

致很多人担心自己的健康风险而产生消费行为改

变的意愿, 另一方面则有可能是公众舆论对野生动

物消费者造成了社会压力, 导致其回答将停止野生

动物消费行为。同时, 从对消费人群的分析可以看

到, 较少接触吃野味行为的人更倾向于停止野生动

物消费, 可以推测猎奇式的消费将会明显减少。 
当然, 我们也充分意识到, 这些行为改变很可

能受到疫情时期的情绪和舆论影响, 是否会落实到

行为上, 是短期还是长期的改变, 仍然需要更长的

时间来检验。如果新冠肺炎疫情对野生动物消费群

体行为的改变是长期的, 那么即使没有相关的政策

改变, 也极有可能出现消费需求下降的情况。因此, 
一方面, 疫情之后加强相关野生动物管理政策是顺

应疫情造成的消费市场变化的自然选择; 另一方面, 
通过消费心理和市场需求的作用引导生产者逐步

退出也是一个长期的策略。 
(3)野生动物繁育和利用的群体相比其他人群

更有可能不支持对野生动物食用消费和贸易全面

禁止的政策 
从调查结果中可以看到, 周围有人从事野生动

物繁育和利用行业的人群在对所有禁止野生动物

利用立法意愿的回答中更倾向于不赞成, 看到较多

吃野味的人群也更倾向于不赞成禁食野味, 直接反

映了这部分接近深度消费者和生产者的人群的意

愿。从解释原因的回答中也可以看到, 野生动物的

养殖和贸易关系到众多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利益, 尤
其是农户的生计。很多农户是在政府的大力优惠政

策扶持下贷款开展野生动物养殖产业的, 禁止野生

动物食用的政策将会对他们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 
这也是决策部门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应当充分考虑

并妥善解决的。 
3.3  政策启示和建议 

本调查仅仅是基于网络经济、快速的特点进行

的一个初步尝试, 但这份问卷受到的关注度和扩散

速度可以侧面反映在新冠肺炎疫情迅速发展的时

期, 信息资讯和舆论传播的速度之快, 影响之大。

本调查尽管在人群的代表性上有偏差, 但所提供的

一些结果和分析仍然可以为决策提供参考。2020年
2月24日, 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六次会议决定, “凡《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

护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禁止猎捕、交易、运输、食

用野生动物的, 必须严格禁止。全面禁止食用国家

保护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

物’以及其他陆生野生动物, 包括人工繁育、人工饲

养的陆生野生动物。全面禁止以食用为目的猎捕、

交易、运输在野外环境自然生长繁殖的陆生野生动

物。” (http://www.gov.cn/xinwen/2020-02/24/content_ 
5482759.htm/)。本研究的结果也表明, 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禁食野生动物的决定和修改野

生动物保护法的意向在受高等教育者和城镇居民

中有良好的公众基础。 © 生
物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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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本调查, 我们呼吁和建议加强对野生动物

食用和消费、贸易的监管, 全面贯彻检验检疫规程

和监督执法。野生动物消费和贸易管理政策应充分

考虑公共卫生安全风险及政策成本, 减少政策可能

带来的负面影响。在全球化的今天, 全球性传染病

的暴发与流行已经是难以预料风险和损失规模的

极端事件, 一旦暴发将给社会带来难以承受的损失, 
对于公共卫生风险控制提出了极大挑战。并且, 野
生动物的直接消费是导致生物多样性下降的直接

原因之一。加强对野生动物食用和消费、贸易的监

管, 对保护野生动物种群也有重要意义(Karesh et al, 
2005)。只有通过更科学的政策制定、持续的执法监

督、全社会的教育倡导, 才能更有效地降低野生动

物消费和贸易中的公共卫生和生态环境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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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公众对野生动物消费、贸易、立法的意愿调查问卷原文 
Appendix 1  The original questionnaires on the Public Perception of Wildlife Consumption and Trade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肆虐, 病毒源头与野生动物的关联, 让我们再一次把目光聚焦到人与野生动物的关系上, 加强规

范和立法的呼声很高。由北京大学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自然之友、桃花源基金会、阿拉善SEE基金会、昆山杜克大

学、江苏省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守护荒野共享志愿服务平台、印象识堂、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等机构联合发起了这个问卷, 希望

能够征询你对于野生动物消费和贸易, 以及相关立法的态度。您花五分钟完成的这份问卷, 将会给决策者提供参考。构建一个

安全、健康的社会, 实现人与野生动物和谐共生的未来, 需要你的参与和支持。 

本问卷对野生动物的定义是: 人类驯化的家养动物之外的所有陆生脊椎动物(不包括水生及海产品、昆虫等)。野味指含上

述野生动物的活体及制成品。其中,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见国家林草局官网1。 

表单链接: http://lxi.me/tks3i 

 

答卷者背景信息 

 

年龄: 0–18岁, 18–30岁, 30–55岁, 55岁以上  

性别: 男, 女, 其他 

所在地区:       省      市      县 

常住地属于(二选一)城镇, 农村 

学历: 小学及以下, 初/高中, 大学, 研究生及以上 

月收入(元): 1,000元及以下, 1,000–5,000元, 5,000–10,000元, 10,000–30,000元, 30,000元以上 

职业: 学生, 专业技术人员, 服务人员, 教育与科研从业者, 公益行业从业者, 政府工作人员, 商业经营者, 农业从业者, 军人, 

其他_____ 

工作或兴趣与自然保护有关: 是, 否 

我周围是否有人从事陆生野生动物繁育和利用相关产业: 无, 陆生野生动物繁育, 陆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利用和经营, 动物园

以外(如商场等)野生动物活体展演, 其他 

对吃野生动物的态度 

a. 赞成  b. 不赞成  c. 没考虑 

最近一年看到过有人吃野生动物吗？ 

a. 看到过3次以下 b. 3–10次  c. 10次以上  d. 没见过 

对使用野生动物制品(毛皮、骨制品、药剂等)的态度 

a. 赞成  b. 不赞成  c. 没考虑    d. 其他 

对人工驯养野生动物的态度 

a.  赞成  b. 不赞成  c. 没考虑 

你了解《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对食用和购买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相关法律规定吗？ 

a. 是     b. 否     c. 听说过一些 

你是否了解野生动物狩猎证、野生动物人工繁育许可证和野生动物经营许可证？ 

a. 了解     b. 听过, 但不了解     c. 不了解 

在了解到新冠病毒造成的疫病之后, 对你消费野生动物的行为有什么影响？ 

a. 以前消费过, 以后不消费了  b. 自己再也不消费了还要劝说别人不消费  c. 自己从不消费  d. 自己从不消费也要

劝说别人不消费  e. 没影响, 继续消费  f. 其他 

在了解到新冠病毒造成的疫病之后, 对你去野外观察野生动物的行为有什么影响？(例如观鸟等) 

a. 没影响, 会继续观察 b. 以前观察, 以后不观察了c. 自己不观察了还要劝说别人不观察 d. 从来不观察  f.以前不观

察, 但是以后会观察 g.其他 

                                                   
1 http://www.forestry.gov.cn/main/3954/content-1063883.html 

http://lxi.me/tks3i
http://www.forestry.gov.cn/main/3954/content-106388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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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立法的意愿  

是否赞成取缔野味集市和野味饭馆?(请注意: 赞成意味着“不吃”, 不赞成意味着“可以吃”) 

a. 强烈赞成 b. 倾向赞成 c. 中立 d. 不太赞成 e. 很不赞成  

原因:  

是否赞成全面禁止消费者吃野味(含重点保护动物和非重点保护动物)?(请注意: 赞成意味着“不吃”, 不赞成意味着“可以吃”) 

a. 强烈赞成 b. 倾向赞成 c. 中立 d. 不倾向赞成 e. 强烈不赞成  

原因:  

是否赞成全面禁止买卖野生动物和制品(含重点保护动物和非重点保护动物)?(请注意: 赞成意味着“不能买卖”, 不赞成意味

着“可以买卖”) 

a. 强烈赞成 b. 倾向赞成 c. 中立 d. 不倾向赞成 e. 强烈不赞成  

原因:  

对禁止在动物园之外(娱乐场所、商场、酒店等)展示野生动物活体(含重点保护动物和非重点保护动物)的意愿？(请注意: 赞成

意味着“不能展示”, 不赞成意味着“能展示”) 

a. 强烈赞成  b, 倾向赞成  c, 中立  d. 不倾向赞成  f. 强烈不赞成 

原因:  

 

其他建议、想法请在这里留言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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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  对新冠肺炎后野生动物消费和观察行为变化的Logit模型稳健性检验 
Appendix 2  Robustness check for the Logit model on the factors affecting wildlife consumption and observation behavior change after COVID-19 
变量 

Variables 

停止消费模型 I 

Stop consumption I 

停止消费模型 II 

Stop consumption II 

减少自然观察模型 I 

Less observation I 

减少自然观察模型 II 

Less observation II 

增加自然观察模型 I 

More observation I 

增加自然观察模型 II 

More observation II 

OCC –1.222*** (–12.36) –1.175*** (–9.54) –0.277*** (–8.75) –0.100* (–1.67) 0.402*** (12.48) 0.094* (1.75) 

CSV –  –0.485*** (–2.92) –  –2.089*** (–46.58) –  1.872*** (46.85) 

WAT –0.482*** (–4.61) –0.423*** (–2.69) –  –  –  –  

CSM –  – – 0.025 (0.76) 0.104* (1.76) 0.434*** (12.95) 0.271*** (4.83) 

URB –  0.487*** (2.83) –  –0.641*** (–10.45) –  –0.274*** (–5.31) 

GND –  1.329*** (7.98) –  0.355*** (7.74) –  –0.039 (–1.00) 

EAT2 –  0.408*** (2.67) –  –0.198*** (–3.80) –  0.147*** (3.30) 

EAT3 –  0.245 (1.29) –  –0.075 (–0.94) –  0.101 (1.34) 

EAT4 –  –0.575*** (–3.23) –  0.191* (1.87) –  0.592*** (6.21) 

AGE2 –  –0.433 (–1.39) –  –0.086 (–0.69) –  0.352*** (3.16) 

AGE3 –  0.365 (1.16) –  0.174 (1.40) –  0.522*** (4.69) 

AGE4 –  1.103*** (2.72) –  0.129 (0.92) –  0.508*** (4.15) 

EDU2 –  0.608** (2.34) –  0.109 (0.82) –  0.249** (2.18) 

EDU3 –  1.078*** (4.02) –  –0.393*** (–2.95) –  0.031 (0.27) 

EDU4 –  0.972*** (3.31) –  –0.629*** (–4.43) –  –0.217* (–1.78) 

INC2 –  0.264 (1.29) –  0.156** (2.16) –  0.151** (2.56) 

INC3 –  0.026 (0.12) –  –0.017 (–0.21) –  0.097 (1.54) 

INC4 –  –0.196 (–0.82) –  –0.208** (–2.32) –  –0.001 (–0.01) 

INC5 –  –0.291 (–1.06) –  –0.111 (–0.90) –  0.197* (1.76) 

PRV NO  YES  NO  YES  NO  YES  

Constant 截距 3.663*** (38.18) 1.573*** (3.42) –0.355*** (–26.18) 0.187 (0.97) –0.866*** (–77.24) –2.963*** (–17.53) 

样本量 Observations 8,934  6,166  30,601  20,234  45,506  34,220  

准 R2 Pseudo R2 0.0506  0.182  0.00189  0.217  0.00608  0.151  

似然比 Loglikelihood –1,668  –1,106  –20,577  –7,612  –28,149  –11,525  

省略省份虚拟变量的系数; 括号内为稳健Z统计量; “–”表示未放入此变量; 变量含义见表1。*** P < 0.01, ** P < 0.05, * P < 0.1。 
Coefficients for provincial dummies not reported; Robust Z-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 means the variable is not included. See Table 1 for the definition of variables. *** P < 0.01, ** P < 0.05, * 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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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对野生动物利用相关法规和证照了解情况的排序 Logit 模型稳健性检验 
Appendix 3 Robustness check for the ordered Logit model on the factors affecting knowledge about wildlife related laws and certificates  

变量 Variables 
对相关法规了解情况 Knowledge about related laws 对相关许可证了解情况 Knowledge about related certificates 

Model-I Model-II Model-IPW Model-I Model-II Model-IPW 

IND 0.618***, (25.67) 0.509*** (17.02) 0.458*** (10.11) 0.787*** (33.35) 0.667*** (22.80) 0.642*** (14.39) 

CSV – 0.408*** (17.28) 0.416*** (11.69) – 0.352*** (15.13) 0.398*** (11.33) 

WAT 0.420*** (27.88) 0.217*** (9.22) 0.251*** (6.91) 0.494*** (33.51) 0.356*** (15.36) 0.366*** (10.32) 

CSM 0.023 (0.97) –0.161*** (–5.43) –0.058 (–1.26) 0.174*** (7.52) –0.004 (–0.15) 0.070 (1.57) 

URB – 0.117*** (4.01) 0.104*** (3.42) – 0.209*** (7.19) 0.209*** (6.81) 

GND – –0.172*** (–8.90) –0.161*** (–5.95) – –0.460*** (–24.26) –0.350*** (–12.95) 

EAT2 – 0.223*** (10.17) 0.193*** (5.73) – 0.279*** (12.84) 0.270*** (8.13) 

EAT3 – 0.399*** (10.13) 0.264*** (4.32) – 0.480*** (13.08) 0.430*** (7.82) 

EAT4 – 0.593*** (9.33) 0.507*** (5.95) – 0.601*** (9.84) 0.626*** (7.87) 

AGE2 – –0.451*** (–7.98) –0.329*** (–3.71) – –0.723*** (–13.19) –0.610*** (–7.54) 

AGE3 – –0.156*** (–2.76) 0.058 (0.66) – –0.771*** (–14.01) –0.545*** (–6.73) 

AGE4 – 0.270*** (4.34) 0.483*** (5.05) – –0.569*** (–9.30) –0.298*** (–3.33) 

EDU2 – 0.205*** (2.72) 0.206** (2.36) – 0.210*** (2.94) 0.246*** (2.96) 

EDU3 – 0.190** (2.54) 0.143* (1.65) – 0.444*** (6.26) 0.400*** (4.85) 

EDU4 – 0.074 (0.95) 0.033 (0.36) – 0.540*** (7.34) 0.487*** (5.52) 

INC2 – 0.212*** (6.94) 0.169*** (3.87) – 0.077** (2.54) 0.121*** (2.76) 

INC3 – 0.213*** (6.58) 0.171*** (3.56) – 0.098*** (3.08) 0.135*** (2.85) 

INC4 – 0.199*** (5.39) 0.132** (2.41) – 0.089** (2.44) 0.116** (2.16) 

INC5 – 0.079 (1.45) 0.064 (0.78) – 0.054 (1.02) 0.167** (2.15) 

PRV NO YES YES NO YES YES 

截距 1 Constant cut1 –0.561*** (–57.73) –0.206** (–2.17) –0.016 (–0.13) 0.108*** (11.22) –0.087 (–0.96) 0.223* (1.95) 

截距 2 Constant cut2 2.345*** (175.92)  2.771*** (28.88)  2.766*** (22.19)  2.949*** (188.82)  2.818*** (30.82)  2.973*** (25.67)  



史湘莹, 张晓川, 肖凌云, 李彬彬, 刘金梅, 杨方义, 赵翔, 程琛, 吕植. 新冠肺炎时期公众对野生动物消费和贸易意愿的调查及其生境选择. 生物多样性, 2020, 28 (5):630–643. 
http://www.biodiversity-science.net/CN/10.17520/biods.2020134 

变量 Variables 
对相关法规了解情况 Knowledge about related laws 对相关许可证了解情况 Knowledge about related certificates 

Model-I Model-II Model-IPW Model-I Model-II Model-IPW 

样本量 Observations 75,887 54,315 54,315 75,870 54,310 54,310 

准 R2 Pseudo R2 0.0126 0.0349 0.0376 0.0210 0.0495 0.0518 

似然比 Loglikelihood –69,555 –48,836 –52,011 –66,885 –46,784 –49,248 

省略省份虚拟变量的系数; 括号内为稳健Z统计量; “–”表示未放入此变量; 变量含义见表1。*** P < 0.01, ** P < 0.05, * P < 0.1。 
Coefficients for provincial dummies not reported; Robust Z-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 means the variable is not included. See Table 1 for the definition of variables. *** P < 0.01, ** P < 0.05, * 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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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4  对立法动议态度影响因素的排序Logit模型稳健性检验 
Appendix 4  Robustness check for the ordered Logit model on the factors affecting attitudes towards legislation motions 

变量 

Variables 

取缔野味集市和餐馆 
Ban on wildlife meat markets and restaurants 

禁止消费者食用野味 
Ban on wildlife eating on consumers 

禁止野生动物及制品买卖 
Ban on wildlife and wildlife product trade 

禁止动物园之外展示野生动物活体 
Ban commercial exhibition of wild animals outside zoos 

Model I Model II Model-IPW Model I Model II Model-IPW Model I Model II Model-IPW Model I Model II Model-IPW 

OCC –0.167*** (–5.19) –0.088** (–2.19) –0.239*** (–4.20) –0.295*** (–8.82) –0.184*** (–4.47) –0.338*** (–5.74) –0.411*** (–13.60) –0.396*** (–10.55) –0.464*** (–8.41) –0.280*** (–10.17) –0.255*** (–7.50) –0.379*** (–7.67) 

CSV – –0.046 (–1.19) –0.123** (–2.25) – –0.089** (–2.21) –0.130** (–2.19) – –0.111*** (–3.10) –0.139** (–2.55) – –0.061* (–1.90) –0.079* (–1.65) 

WAT 0.021 (0.89) –0.038 (–0.99) 0.072 (1.37) –0.071*** (–2.82) –0.139*** (–3.55) –0.038 (–0.66) –0.155*** (–6.80) –0.220*** (–6.26) –0.131** (–2.52) –0.121*** (–5.95) –0.221*** (–7.05) –0.121*** (–2.63) 

CSM –0.753*** (–25.48) –0.621*** (–16.61) –0.598*** (–11.03) –0.849*** (–27.43) –0.716*** (–18.49) –0.653*** (–11.62) –0.750*** (–25.75) –0.699*** (–19.11) –0.631*** (–11.83) –0.587*** (–21.94) –0.440*** (–13.10) –0.389*** (–7.89) 

URB – 0.370*** (9.09) 0.417*** (9.95) – 0.212*** (4.79) 0.240*** (5.20) – 0.004 (0.09) 0.014 (0.31) – 0.159*** (4.32) 0.192*** (4.95) 

GND – 0.655*** (21.30) 0.393*** (8.49) – 0.959*** (30.01) 0.762*** (15.76) – 0.924*** (32.31) 0.724*** (16.47) – 0.767*** (30.24) 0.592*** (15.55) 

EAT2 – 0.015 (0.42) 0.099** (1.96) – –0.025 (–0.69) 0.078 (1.51) – 0.038 (1.14) 0.040 (0.83) – 0.051* (1.75) 0.048 (1.11) 

EAT3 – 0.002 (0.03) 0.231*** (2.98) – –0.087 (–1.60) 0.130* (1.65) – 0.082 (1.59) 0.154** (2.08) – 0.087* (1.89) 0.164** (2.44) 

EAT4 – 0.092 (1.20) 0.339*** (3.38) – 0.047 (0.59) 0.331*** (3.08) – 0.340*** (4.17) 0.514*** (4.67) – 0.182*** (2.68) 0.263*** (2.86) 

AGE2 – 0.366*** (5.25) 0.394*** (4.05) – 0.284*** (3.78) 0.169 (1.58) – 0.311*** (4.40) 0.260*** (2.63) – 0.352*** (5.62) 0.292*** (3.33) 

AGE3 – 0.732*** (10.34) 0.680*** (6.85) – 0.738*** (9.63) 0.533*** (4.88) – 0.882*** (12.24) 0.729*** (7.18) – 0.667*** (10.54) 0.552*** (6.20) 

AGE4 – 0.946*** (10.94) 0.799*** (6.46) – 0.885*** (9.54) 0.608*** (4.55) – 1.183*** (13.48) 0.855*** (6.84) – 0.531*** (7.25) 0.359*** (3.44) 

EDU2 – 0.044 (0.47) 0.110 (1.04) – 0.159 (1.54) 0.206* (1.77) – 0.067 (0.64) 0.070 (0.58) – –0.018 (–0.21) 0.023 (0.24) 

EDU3 – 0.398*** (4.23) 0.439*** (4.15) – 0.342*** (3.32) 0.415*** (3.58) – 0.226** (2.17) 0.284** (2.37) – 0.279*** (3.28) 0.343*** (3.47) 

EDU4 – 0.457*** (4.64) 0.541*** (4.70) – 0.261** (2.44) 0.416*** (3.39) – 0.055 (0.52) 0.244* (1.96) – 0.300*** (3.38) 0.381*** (3.61) 

INC2 – 0.070 (1.55) 0.017 (0.28) – 0.219*** (4.56) 0.154** (2.33) – 0.195*** (4.34) 0.147** (2.30) – 0.030 (0.74) 0.032 (0.57) 

INC3 – 0.290*** (5.88) 0.245*** (3.54) – 0.369*** (7.19) 0.299*** (4.12) – 0.280*** (5.94) 0.214*** (3.13) – 0.124*** (2.91) 0.083 (1.37) 

INC4 – 0.221*** (3.94) 0.111 (1.39) – 0.237*** (4.09) 0.123 (1.50) – 0.188*** (3.53) 0.083 (1.08) – 0.072 (1.48) –0.034 (–0.50) 

INC5 – 0.148* (1.80) 0.078 (0.67) – 0.227*** (2.68) 0.050 (0.43) – 0.153** (2.02) 0.040 (0.38) – –0.007 (–0.10) –0.125 (–1.27) 

PRV NO YES YES NO YES YES NO YES YES NO YES YES 

截距 1 

Constant cut1 

–3.587*** (–143.83) –2.164*** (–16.91) –2.198*** (–13.92) –4.553*** (–130.37) –3.135*** (–22.46) –3.121*** (–17.94) –4.602*** (–134.18) –3.208*** (–24.06) –3.111*** (–19.01) –3.586*** (–153.79) –2.382*** (–21.37) –2.541*** (–18.04) 

截距 2 

Constant cut2 

–3.327*** (–147.80) –1.880*** (–14.71) –1.827*** (–11.59) –4.134*** (–142.73) –2.667*** (–19.32) –2.658*** (–15.54) –4.073*** (–150.31) –2.636*** (–20.07) –2.599*** (–16.09) –3.194*** (–160.21) –1.961*** (–17.67) –2.056*** (–14.71) 

截距 3 

Constant cut3 

–3.023*** (–150.21) –1.519*** (–11.90) –1.451*** (–9.22) –3.512*** (–152.55) –1.988*** (–14.55) –2.002*** (–11.90) –3.330*** (–160.45) –1.843*** (–14.22) –1.896*** (–11.95) –2.580*** (–155.47) –1.321*** (–11.91) –1.397*** (–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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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Variables 

取缔野味集市和餐馆 
Ban on wildlife meat markets and restaurants 

禁止消费者食用野味 
Ban on wildlife eating on consumers 

禁止野生动物及制品买卖 
Ban on wildlife and wildlife product trade 

禁止动物园之外展示野生动物活体 
Ban commercial exhibition of wild animals outside zoos 

Model I Model II Model-IPW Model I Model II Model-IPW Model I Model II Model-IPW Model I Model II Model-IPW 

截距 4 

Constant cut4 

–2.233*** (–136.09) –0.667*** (–5.25) –0.741*** (–4.73) –2.454*** (–137.44) –0.877*** (–6.48) –1.061*** (–6.38) –2.248*** (–137.31) –0.730*** (–5.69) –0.914*** (–5.83) –1.860*** (–131.24) –0.568*** (–5.13) –0.706*** (–5.10) 

样本量

Observations 

76,107 54,454 54,454 76,107 54,454 54,454 76,061 54,449 54,449 76,083 54,453 54,453 

准 R 方 

Pseudo R2 

0.00873 0.0425 0.0365 0.0131 0.0552 0.0413 0.0130 0.0541 0.0399 0.00698 0.0330 0.0267 

似然比

Loglikelihood 

–35,470 –24,735 –33,619 –31,223 –22,062 –29,045 –36,558 –26,011 –31,312 –47,400 –33,601 –40,879 

 
省略省份虚拟变量的系数; 括号内为稳健Z统计量; “–”表示未放入此变量; 变量含义见表1。*** P < 0.01, ** P < 0.05, * P < 0.1。 
Coefficients for provincial dummies not reported; Robust Z-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 means the variable is not included. See Table 1 for the definition of variables. *** P < 0.01, ** P < 0.05, * 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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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网络平台外来宠物贸易调查 
姬云瑞1,2  李  叶1,2  刘  芳1,2  李迪强1,2* 

1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森林生态环境与保护研究所, 北京 100091) 
2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生物多样性保护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091) 

摘要: 为了解我国网络平台外来宠物贸易情况, 作者分别在2018年、2019年对爬宠网app、转转app、微信和慧聪

网4个网络平台上外来宠物贸易的种类、规模、价格进行了为期各6周的调查。共记录到外来宠物111种, 隶属于4
纲8目44科94属, 其中爬行纲3目31科78属94种, 占物种总数的84%; 两栖纲2目9科11属12种, 占物种总数的11%; 
鸟纲1目2科3属3种, 占物种总数的3%; 哺乳纲2目2科2属2种, 占物种总数的2%。IUCN红色名录受威胁物种27种, 
占物种总数的24%; 列入CITES附录的物种45种, 占物种总数的41%。77%的外来贸易宠物售卖信息条数低于6条, 
58%的外来贸易宠物价格低于1,000元/只。本文根据目前网络平台外来宠物贸易现状, 提出了网络平台动物贸易监

管建议。 
关键词: 外来宠物; 动物贸易; 网络平台; 管理措施 

Assessment of current trade of exotic pets on the internet in China 
Yunrui Ji1,2, Ye Li1,2, Fang Liu1,2, Diqiang Li1,2* 
1 Institute of Forest Ecology, Environment and Protection, Chinese Academy of Forestry, Beijing 100091 
2 Key Laboratory of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State Forestry and Grassland Administration, Beijing 100091 

Abstract: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trade of exotic pets in China, two 6-week surveys were conducted 
separately in 2018 and 2019 to analyze the type, volume, and price for sale of exotic pets on four online 
platforms (Pachongwang app, Zhuanzhuan app, Wechat and Huicongwang). A total of 111 exotic species 
were recorded across 4 classes, 8 orders, 44 families, and 94 genera—including 94 species (84%, n = 111) in 
Reptilia, 12 species (11%) in Amphibia, 3 species (3%) in Aves, and 2 species (2%) in Mammalia. 
Twenty-seven species of exotic pets (24%) were listed as threatened species by IUCN Red List and 45 
species (41%) were listed in the CITES Appendix. The number of trade events for 77% of species were fewer 
than six during the survey. Prices of 58% of species were lower than 1,000 yuan per individual. We propose 
reforms to the current regulation of the online animal and exotic pet trade given the concerning findings of 
this study. 
Key words: exotic pets; animal trade; Internet; management measures 

自古以来, 宠物就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Bush 
et al, 2014)。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和人群购买力的

提升, 人们对宠物的选择越来越多样化和个性化, 
越来越多的外来动物进入宠物市场(梦梦等, 2017)。
宠物需求成了全球动物贸易的重要驱动力之一

(Moorhouse et al, 2017)。大量的外来物种贸易不仅

会加剧濒危物种的灭绝(Annorbah et al, 2016; She-
pherd et al, 2016), 还会导致外来物种入侵(Carrete 

& Tella, 2008; Su et al, 2016; Lockwood, 2017)和世

界性的传染病传播(Harkins et al, 2014)等问题。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及其便捷性的提高, 互

联网平台已经成为动物贸易的重要平台。国际爱护

动物基金会(IFAW) 2005年发布的动物网络贸易报

告中指出, eBay等在线贸易网站中存在鹦鹉、猛禽

等野生动物的贸易(Siriwat & Nijman, 2018)。近几 年, 
动物网络贸易还从传统的电子商务平台(e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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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等)扩展到社交媒体平台(Instagram、Face-
book等)(Siriwat et al, 2019)。国内调查发现百度贴

吧、微信、快手等网络平台存在野生动物贸易(马波

等, 2013)。频繁的外来物种网络贸易会加剧入侵物种

的传播, 挑战生物安全(Derraik & Phillips, 2010)。网
络平台上的动物贸易隐蔽性高, 增加了监管工作难

度(Sung & Fong, 2018)。为加强网络动物贸易监管, 
就需全面了解网络动物贸易的物种和规模。 

国外关于网络平台上动物贸易的研究较多, 包
括哺乳类(Harrison et al, 2016; Siriwat & Nijman, 
2018)、爬行类(Jensen et al, 2019)、鸟类(Martin et al, 
2018)。我国关于动物贸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实体市

场调查(Cheung & Dudgeon, 2006; Gong et al, 2006, 
2009; 梦梦等, 2017; 王健等, 2018)、进出口海关和

跨境口岸调查(熊小倩等, 2017; 梦梦等, 2018)等, 
而网络平台上的动物贸易调查较少, 主要进行了龟

类和鹦鹉类的调查(Sung & Fong, 2018; Ye et al, 
2020), 缺少其他类群动物的贸易情况。为此, 本文

对网络平台上外来宠物贸易的种类、规模、价格进

行调查和分析, 以期为制定更加合理有效的外来物

种网络贸易监管办法提供科学依据。 

 
选择4个有代表性的网络平台, 即爬宠网app、

转转app、微信(公众号)和慧聪网(https://www.hc360. 
com/)。对这几个平台进行2次各为期6周的调查, 调
查时间为2018年9–11月和2019年3–5月。调查对象

为网络平台上所售卖的外来宠物, 主要有两栖类、

爬行类、鸟类和哺乳类。调查方法为浏览网络平台, 
筛选出涉及外来宠物的售卖信息, 尽可能记录下发

布时间、物种名称和价格。物种确认是基于网络平

台中提供的学名或俗名并结合图片信息, 若遇到无

法确定的物种, 将卖家提供的图像与图鉴资料进行

比对, 或咨询相关专业人士。为了避免重复记录, 
调查过程中记录售卖信息发布者的昵称、所在位置

和售卖物种的性别、大小等信息, 通过对比具体信

息, 剔除掉重复数据。 
物种中文名参照《拉汉英两栖爬行动物名称》

(赵尔宓等, 1993)、《中国贸易龟类检索图鉴》(史
海涛, 2008)、《世界哺乳动物名典》(汪松等, 2001)
和《世界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郑光美, 2002), 四
书未有收录者则按照学名释译; 物种学名及分类系

统参照Species 2000 & ITIS Catalogue of Life (Roskov 
et al, 2019); 保护等级依据《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

贸易公约》(CITES, 2019), 物种濒危等级依据IUCN
濒危物种红色名录(IUCN, 2017)。 

 
2.1  外来宠物的物种组成 

本次调查共记录到外来宠物111种, 隶属于4纲
8目44科94属(附录1), 其中爬行纲3目31科78属94种, 
占物种总数的84%; 两栖纲2目9科11属12种, 占物种

总数的11%; 鸟纲1目2科3属3种, 占物种总数的3%; 
哺乳纲2目2科2属2种, 占物种总数的2% (表1)。 
2.2  外来宠物贸易的规模 

通过网络平台上的宠物贸易数据无法获取准

确动物数量, 因此本文选择售卖信息的条数来估计

宠物贸易的规模大小, 按照数量分为4类: < 6条、

6–10条、10–20条、> 20条。调查结果显示, 售卖信

息条数少于6条的共有86种 , 占物种总数的77%; 
6–10条和10–20条的分别有15种(14%)和7种(6%); > 20
条的只有3种(3%), 分别是髯蜥(Pogona vitticeps)、
美洲鬣蜥(Iguana iguana)、黑栉尾蜥(Ctenosaura 
similis) (表2)。 

 
表1  网络交易外来宠物的种类 
Table 1  Types of the exotic pets that traded on the internet 
纲 Class 目 Order 科数 Number of family 属数 Number of genus 物种数 Number of species (%) 
爬行纲 Reptilia 鳄目 Crocodylia 1 1 1 (1) 
 龟鳖目 Testudines 6 26 29 (26) 
 有鳞目 Squamata 24 51 64 (57) 
两栖纲 Amphibia 无尾目 Anura 8 10 11 (10) 
 有尾目 Caudata 1 1 1 (1) 
鸟纲 Aves 鹦形目 Psittaciformes 2 3 3 (3) 
哺乳纲 Mammalia 啮齿目 Rodentia 1 1 1 (1) 
 袋鼠目 Diprotodontia 1 1 1 (1) 

1  调查方法 

2  结果 

© 生
物多
样性
 Bio
dive
rsity
 Sci
enc
e



646 生 物 多 样 性  Biodiversity Science 第 28 卷 

   

研
究
报
告

 

 

表2  外来宠物网上贸易规模 
Table 2  Volumes of exotic pets traded on the internet  
售卖信息条数 
Number of trade 
events 

物种数 
Number of 
species (%) 

CITES附录I和II物种数 Number 
of species of CITES Appendix I 
and II (%) 

< 6 86 (77) 30 (71) 

6–10 15 (14) 7 (17) 

10–20 7 (6) 3 (7) 

> 20 3 (3) 2 (5) 

 
表3  外来宠物网上报价 
Table 3  The prices for sale of the exotic pets traded on the 
internet 

价格  
Price (RMB yuan) 

物种数 
Number of 
species (%) 

CITES附录I和II的物种数 
Number of species of CITES 
Appendix I and II (%) 

< 1,000 50 (58) 16 (38) 

1,000–5,000 30 (35) 12 (29) 

5,000–10,000 4 (5) 2 (5) 

> 10,000 2 (2) 1 (2) 

 
2.3  外来宠物贸易的价格 

记录到的111个物种中, 86个物种有价格信息, 
占总物种数的77%, 25个物种缺少价格信息。价格低

于5,000元的物种有80种, 占有价格信息物种数的

93%。价格位于5,000–10,000元的4个物种中, 有2个
CITES附录物种, 即五彩金刚鹦鹉(Ara macao)和巨

蜥(Varanus cumingi); 价格高于10,000元的2个物种

中, 有1个CITES附录物种, 即喉盾陆龟(Astrochelys 
yniphora) (表3)。 
2.4  外来宠物的濒危等级 

本次调查到的111个物种中, 有27种被IUCN红

色名录列为受胁物种, 占物种总数的24% (表4)。其

中有7种被列为极危(CR), 分别是暹罗鳄(Crocodylus 
siamensis)、乌蒂拉栉尾蜥(Ctenosaura bakeri)、安南

摄龟(Mauremys annamensis)、辐纹陆龟(Astrochelys 
radiata)、喉盾陆龟、缅甸星龟(Geochelone platynota)、
黑凹甲陆龟(Manouria emys); 6种被列为濒危(EN), 
分别是非洲灰鹦鹉(Psittacus erithacus)、危地马拉栉

尾蜥(Ctenosaura palearis)、五棱栉尾蜥(C. quinque-
carinata)、蓝岩鬣蜥 (Cyclura lewisi)、点斑水龟

(Clemmys guttata)、木雕水龟(Glyptemys insculpta)。 
在本次调查中, 被列入CITES附录的物种共有

45种, 占物种总数的41% (表5)。其中列入附录I的有

10种, 分别是暹罗鳄、安南摄龟、辐纹陆龟、喉盾

陆龟、缅甸星龟、印度星龟(Geochelone elegans)、 

表4  网络交易外来宠物的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级别 
Table 4  IUCN Red List of Endangered Species category of 
the exotic pets traded on the internet  

IUCN红色名录 
IUCN Red List 

物种数 
Number of species 

 
% 

极危 Critically Endangered 7 6 

濒危 Endangered 6 5 

易危 Vulnerable 14 13 

近危 Near Threatened 5 5 

无危 Least Concern 69 62 

未评估 Not Evaluated 10 9 

合计 Total 111   

 
表5  网络贸易外来宠物的CITE附录级别及其人工繁殖来

源比例 
Table 5  The exotic pets traded on the internet that are listed in 
CITES Appendix and their captive breeding origin 
CITES附录 
CITES Appendix 

物种数  
Number of  
species (%) 

圈养繁殖物种数  
Number of species bred 
in captivity (%) 

I 10 (9) 10 (100) 

II 32 (29) 12 (38) 

III 3 (3) 2 (67) 

未列入附录 Not 
included in appendix  

66 (59)   

 
非洲灰鹦鹉、蓝岩鬣蜥、五彩金刚鹦鹉、印度泛棱

背龟(Pangshura tecta)。附录II物种有32种, 包括胫

刺陆龟(Centrochelys sulcata)、豹纹陆龟(Stigmoch-
elys pardalis)、球蟒(Python regius)、美洲鬣蜥等。本

次调查到的45种CITES附录物种中, 24种(53%)有圈

养繁殖成功的案例(附录1)。 

 
3.1  网络平台外来宠物贸易的现状 

与国内之前进行的线下市场贸易调查结果(梦
梦等, 2017)相比, 本次调查缺少部分雀形目和鹦形

目物种, 如亚历山大鹦鹉(Psittacula eupatria)、太阳

锥尾鹦鹉(Aratinga solstitialis)、斑胸草雀(Taeniop-
ygia guttata)等, 但增加了有鳞目物种。这显示出线

下市场和网络平台宠物贸易的差异, 网络平台大多

通过快递运输宠物, 这使得卖家出售的物种趋向于

体型小、活动频率和强度低、不易发出声响的龟鳖

目和有鳞目物种, 这两大类群是网络平台上外来宠

物贸易的主体。在线下市场贸易调查结果(梦梦等, 
2017)的基础上, 本次调查增加了11种被IUCN列为

极危和濒危(CR/EN)的物种和7种CITES附录I物种。

3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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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表明网络平台已经成为濒危保护动物贸易的重

要平台, 应当引起管理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关注。 
结合考虑物种的售卖信息条数和价格, 售卖信

息大于5条的25个物种中, 有14种的价格低于1,000
元, 这显示网络平台上外来宠物的贸易主体是价格

低于1,000元的物种。有价格信息并被CITES列入附

录I和II的物种总共有31种, 其中52%的价格低于

1,000元。综合来看, 价格低于1,000元的物种不仅售

卖规模较大同时也涉及较多保护物种, 管理部门应

加大对这部分物种的调查和监管力度。 
本次调查共监测到45种CITES附录物种。

CITES是为了保护某些野生动植物物种不致由于国

际贸易而遭到过度开发利用而签订的, 但它的核心

在于管制而非完全禁止野生物种的国际贸易。为维

持濒危物种的野外种群并满足人类对物种的需求, 
商业繁殖场对部分物种进行了人工繁育。对于可以

商业利用的人工繁殖第2代以上的CITES附录物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规定, 商
家应利用进口许可证、人工繁育许可证等相关证明, 
从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取得专用标识, 凭专用标

识出售和利用。由于网络信息获取的局限性, 很难

确定售卖物种个体的来源, 但有些卖家未提供物种

合法来源信息, 可能涉嫌非法买卖。本次调查到的

CITES附录物种中, 24种有圈养繁殖成功的案例(附
录1), 包括已经可以规模化商业繁殖的美洲鬣蜥、

贝氏栉尾蜥(Ctenosaura bakeri)、真鳄龟(Macroc-
helys temminckii)等(Stephen et al, 2011; 杨君达 , 
2016), 这些物种直接来自野外的可能性较低。但繁

育技术不成功的物种, 来自野外的可能性则较高。 
3.2  网络平台外来宠物贸易造成的潜在危害 

宠物贸易是导致外来物种入侵的重要途径之

一(Hou et al, 2006)。目前已有一些外来物种在我国

形成了入侵种群, 对我国原生物种的生存发展造成

了威胁, 例如巴西红耳龟(Trachemys scripta elegans)
和牛蛙(Lithobates catesbeianus)。红耳龟的繁殖能力

极强, 与我国多种淡水龟栖息地重叠, 严重威胁到

我国本土龟类物种的生存(龚世平等, 2018)。牛蛙已

入侵我国广大区域, 可通过竞争、捕食和疾病传播

等多种方式危害我国本土两栖类。巴西红耳龟和牛

蛙已经被IUCN列为世界上最危险的100种外来入

侵物种(Cadi & Joly, 2004; Hou et al, 2006)。 
除了上述人们熟知的入侵种, 更多的潜在入侵

种也正在进入我国市场。如黑栉尾蜥和美洲鬣蜥都

有成为入侵种的记录, 它们通过破坏建筑(Semen-
telli et al, 2008)、捕食当地物种(Krysko et al, 2003; 
Townsend et al, 2005)、竞争和杂交(Moss et al, 2018)
等方式对其入侵区域造成了社会、经济和生态威

胁。在加斯帕里利亚岛上, 黑栉尾蜥会与入侵物种

巴西胡椒树(Schinus terebinthifolius)形成互利关系, 
达到大量繁殖的目的(Jackson & Jackson, 2007)。科

研人员通过生态建模的方法预测评估出球蟒在美

国成为潜在外来入侵物种的风险极高(Reed, 2005)。
因为外来宠物的来源通常未知, 其潜在危害不容忽

视。外来宠物不仅会影响当地社会经济和生态的平

稳发展 , 还会对人类的健康产生威胁(Derraik & 
Phillips, 2010; Keller et al, 2011)。沙门氏菌感染的主

要来源是食物, 但在所有人类沙门氏菌病病例中, 
估计有3%–5%与接触外来宠物有关(Woodward et al, 
1997)。许多两栖动物的皮肤会分泌有毒物质, 对人

类有潜在的危害(Hou et al, 2006)。目前, 还没有关

于黑栉尾蜥、美洲鬣蜥和球蟒在我国的状况和作为

外来入侵种的风险评估。 
宠物的大量需求会威胁到全球物种多样性, 走

私和非法贸易严重影响了濒危物种在原产地的种

群数量。Baker等(2013)发现2006–2011年之间发表

的关于野生动物贸易的报告和文献, 其中20%是将

野生动物作为宠物或用于娱乐需求。在我国广州、

北京、上海等城市开展的市场贸易调查都发现有列

入CITES附录的动物被售卖, 但其中有些是已经规

模化人工商业养殖的、根据CITES公约可以合法贸

易的物种(如暹罗鳄、真鳄龟等)(Cheung & Dudgeon, 
2006; 梦梦等, 2017; 王健等, 2018)。龟类作为宠物、

肉类和传统药物的市场规模非常大, 而且还在不断

扩大, 这对全球野生龟类的生存产生了极大的威胁

(Mendiratta et al, 2017)。中国亚洲龟类贸易调查发

现, 在中国南方有贸易的157种龟类中, 有155种是

作为宠物出售的(Cheung & Dudgeon, 2006)。宠物贸

易还导致了大量鹦鹉跨境贩运, 使其成为CITES附
录中贸易最频繁的鸟类之一(Fogell et al, 2018)。例

如非洲灰鹦鹉长期以来在野外被大量捕获, 用于国

际间的宠物鸟类贸易, 其在中西非的种群数量不断

减少(Bush et al, 2014), 野生种群遭受了严重的威胁

(Martin et al, 2018)。 
© 生
物多
样性
 Bio
dive
rsity
 Sci
enc
e



648 生 物 多 样 性  Biodiversity Science 第 28 卷 

   

研
究
报
告

 

3.3  保护管理建议 
3.3.1  落实法律法规, 建立完善网络平台动物贸易

监测和管理机制 
建议对网络平台动物贸易进行持续性的全面

调查, 同时应建立预防动物非法贸易的管控机制, 
积极在公安、海关、科研机构、民间组织等机构之

间进行多方合作, 提升工作人员的动物保护意识和

专业度。建议在网络平台上利用图片识别、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技术, 实时监控并捕捉涉嫌非法动物贸

易的信息, 将信息及时上报相关部门, 同时注销涉

嫌非法贸易的用户。还应在网络平台上建立全员监

管机制, 拓宽群众举报渠道, 引入社会监督。建议

主管部门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

法》和《濒危野生动植物进出口管理条例》, 加强

国家重点保护物种和CITES附录物种管理。细化动

物贸易的相关法律解释, 从网络、实体市场、运输

(快递)等多个环节进行监管, 细化管理措施, 落实

责任, 以杜绝网络平台的动物非法贸易行为。 
3.3.2  构建外来物种监管制度体系, 系统调研外来

物种对公众健康和中国生态系统的影响 
宠物贸易是导致外来物种入侵的重要途径之

一(Hulme et al, 2008)。这些外来物种的贸易不仅威

胁着该物种在原产国的生存, 也对我国的生态系统

有着潜在的威胁。因此, 建议相关部门与科研机构

联合, 系统调研评估外来物种对中国生态系统的影

响, 公布可能具有入侵风险的动物外来物种名录。

主管部门应结合研究结果, 从我国外来物种入侵事

件的发生特点、目前状况、未来趋势等多方面考虑, 
尽快建立有效的外来物种监管制度体系。并根据相

关法律法规, 从来源、市场、运输、野外多方面对

外来物种进行严格监管, 对于违法违规行为, 按照

法律规定严厉查处。 
3.3.3  加大宣传教育, 提升公众的认知和保护水平 

网络平台上存在大量个人繁育外来物种进行

买卖、弃养转卖的现象, 说明公众对濒危保护物种

和外来物种的相关知识缺乏了解。建议有关部门加

强关于濒危保护动物和外来物种的宣传教育和科

学知识普及工作, 明确合法贸易物种, 指导公众了

解濒危野生动物和外来物种贸易可能带来的健康

问题和生态风险, 提高公众的动物保护意识, 减少

饲养野生动物和外来物种作为宠物的行为。此外, 
建议教育部门和学校加强对学生的动物保护、物种

入侵等相关法律知识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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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网络平台贸易外来宠物名录 

Appendix 1  List of species of exotic pets traded on the internet  

纲/目 

Class/Order 

科 

Family 

物种 

Species 

市场名 

Trade name 

CITES 级别, (圈养繁殖成功

案例) 

Protection level 

of CITES, (Successful cases 

of captive breeding) 

IUCN 红

色名录 

IUCN 

Red List 

数量 

Number 

价格 Price 

(RMB Yuan) 

哺乳纲 Mammalia        

啮齿目 Rodentia 松鼠科 Sciuridae 黑尾草原犬鼠 Cynomys ludovicianus 黑尾土拨鼠  LC 4 ++ 

袋鼠目 Diprotodontia 袋鼯科 Petauridae 蜜袋鼯 Petaurus breviceps 蜜袋鼯  LC 1 + 

爬行纲 Reptilia        

鳄目 Crocodylia 鳄科 Crocodylidae 暹罗鳄 Crocodylus siamensis 暹罗鳄 I, (Platt et al, 2012) CR 3 + 

龟鳖目 Testudines 侧颈龟科 Chelidae 枯叶侧颈龟 Chelus fimbriata 枯叶龟   2 ++ 

  红腹侧颈龟 Emydura subglobosa 圆澳龟  LC 2  

 地龟科 Geoemydidae 马来龟 Malayemys subtrijuga 马来食螺龟 II VU 2 + 

  安南摄龟 Mauremys annamensis 安南龟 I, (Uhrig & Lee, 2006) CR 2 + 

  印度泛棱背龟 Pangshura tecta 印度棱背龟 I, (Vyas, 2001) LC 4 + 

 动胸龟科 Kinosternidae 窄桥匣子龟 Claudius angustatus 窄桥麝香龟  NT 1 ++ 

  斑纹动胸龟 Kinosternon acutum 斑纹泥龟  NT 1  



姬云瑞, 李叶, 刘芳, 李迪强. 我国网络平台外来宠物贸易调查. 生物多样性, 2020, 28 (5): 644–650. http://www.biodiversity-science.net/CN/10.17520/biods.2019391 

  大麝香龟 Staurotypus triporcatus 墨西哥麝香龟  NT 5 + 

  剃刀动胸龟 Sternotherus carinatus 刀背麝动胸龟  LC 3 + 

 陆龟科 Testudinidae 辐纹陆龟 Astrochelys radiata 辐射陆龟 I, (Hammer, 2015) CR 6 ++ 

  喉盾陆龟 Astrochelys yniphora 安哥洛卡象龟 I, (López et al, 2017) CR 2 ++++ 

  塞舌尔巨陆龟 Aldabrachelys gigantea 亚达伯拉象龟 II VU 4  

  胫刺陆龟 Centrochelys sulcata 苏卡达象龟 II, (Stearns, 2007) VU 19 ++ 

  黄腿陆龟 Chelonoidis denticulata 黄腿陆龟 II VU 5 + 

  印度星龟 Geochelone elegans 印度星斑陆龟 I, (Vyas, 2005) VU 8 + 

  缅甸星龟 Geochelone platynota 缅甸星龟 I, (Gerald et al, 2012) CR 7 ++ 

  黑凹甲陆龟 Manouria emys 黑靴陆龟 II CR 1  

  豹纹陆龟 Stigmochelys pardalis 豹纹陆龟 II LC 16 + 

  希腊陆龟 Testudo graeca 欧洲陆龟 II, (Robinzon et al, 2005) VU 2 + 

  赫氏陆龟 Testudo hermanni 赫曼龟 II, (Kirsche, 1984) NT 5 + 

 泽龟科 Emydidae 点斑水龟 Clemmys guttata 星点水龟 II, (Cassim, 2006) EN 1 ++ 

  网目鸡龟 Deirochelys reticularia 东部网目鸡龟   1  

  木雕水龟 Glyptemys insculpta 木雕水龟 II EN 1  

  得克萨斯图龟 Graptemys versa 德州地图龟 III LC 1 ++ 

  菱斑龟 Malaclemys terrapin 图钻龟 II VU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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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罗林那箱龟 Terrapene carolina 卡罗莱纳箱龟 II VU 2 ++ 

  红耳龟 Trachemys scripta elegans 巴西红耳龟  LC 11 + 

 鳄龟科 Chelydridae 大鳄龟 Macrochelys temminckii 真鳄龟 III, (DiGeronimo et al, 2018) VU 6 ++ 

  蛇鳄龟 Chelydra serpentina 拟鳄龟 III, (Yang et al, 2016) LC 7 + 

有鳞目 Squamata 安乐蜥科 Dactyloidae 绿安乐蜥 Anolis carolinensis 安乐蜥  LC 7 + 

 澳虎科 Diplodactylidae 纤毛多趾虎 Correlophus ciliatus 睫角守宫  VU 14 + 

  北方瘤尾虎 Oedura castelnaui 北部丝绒守宫  LC 1 + 

  耳多趾虎 Rhacodactylus auriculatus 盖勾亚守宫  LC 2 +++ 

  多趾虎 Rhacodactylus leachianus 巨人守宫  LC 5 ++ 

 壁虎科 Gekkonidae 尾疹残趾虎 Phelsuma laticauda 马达加斯加金粉

守宫 

II LC 4 + 

  三带褶虎 Ptychozoon trinotaterra 飞蹼守宫  LC 1 + 

 避役科 Chamaeleonidae 盔甲避役 Chamaeleo calyptratus 高冠变色龙 II, (Diaz et al, 2015) LC 6 + 

  颈盾避役 Chamaeleo dilepis 喷点变色龙 II LC 1  

  豹纹避役 Furcifer pardalis 七彩变色龙 II, (Ferguson et al, 2002) LC 6  

  尖嘴避役 Trioceros jacksonii 杰克森变色龙 II LC 3 + 

 鞭尾蜥科 Teiidae 臼齿蜥 Ameiva ameiva 绿丛林蜥  LC 1 + 

  条纹鞭尾蜥 Cnemidophorus lemniscatus  彩虹鞭尾蜥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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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闪光蜥 Dracaena guianensis 秘鲁鳄蜥 II LC 1  

  红色双领蜥 Salvator rufescens 红泰加蜥 II  8 ++ 

 藁趾虎科 Carphodactylidae 珠尾虎 Nephrurus asper 棘皮瘤尾守宫  LC 1 ++ 

  光滑珠尾虎 Nephrurus levis 细皮瘤尾守宫  LC 3 ++++ 

  澳西珠尾虎 Nephrurus wheeleri 横带棘皮瘤尾守

宫 

 LC 1 ++ 

 海帆蜥科 Corytophanidae 冠蜥 Basiliscus basiliscus 普通双冠蜥  LC 7 + 

 环尾蜥科 Gerrhosauridae 巨盾甲蜥 Zonosaurus maximus 盾甲蜥  VU 7 + 

 睑虎科 Eublepharidae 猫眼虎 Aeluroscalabotes felinus 猫守宫  LC 1 ++ 

  斑睑虎 Eublepharis macularius 豹纹守宫   13 + 

  半爪虎 Hemitheconyx caudicinctus 肥尾守宫  LC 4 +++ 

 角蜥科 Phrynosomatidae 孔雀针蜥 Sceloporus malachiticus 孔雀针蜥  LC 2 + 

 巨蜥科 Varanidae 巨蜥 Varanus cumingi 金头泽巨蜥 II LC 2 +++ 

  西非巨蜥 Varanus exanthematicus 平原巨蜥 II LC 3 + 

 鬣蜥科 Agamidae 斗篷蜥 Chlamydosaurus kingii 伞蜥  LC 2  

  菲律宾海蜥 Hydrosaurus pustulatus 斑帆蜥  VU 1  

  澳洲水龙 Intellagama lesueurii 澳洲水龙  LC 1  

  荒漠沙蜥 Phrynocephalus przewalskii 荒漠沙蜥  LC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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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髯蜥 Pogona vitticeps 鬃狮蜥  LC 26 + 

  眼斑刺尾蜥 Uromastyx ocellata 孔雀王者蜥 II LC 2  

 美洲鬣蜥科 Iguanidae 贝氏栉尾蜥 Ctenosaura bakeri 乌蒂拉栉尾蜥 II, (Stephen et al, 2011) CR 3  

  危地马拉栉尾蜥 Ctenosaura palearis 危地马拉刺尾鬣

蜥 

II EN 1  

  五棱栉尾蜥 Ctenosaura quinquecarinata 狼牙棒刺尾鬣蜥 II, (Stephen et al, 2011) EN 1 + 

  黑栉尾蜥 Ctenosaura similis 中美洲刺尾鬣蜥 II, (Stephen et al, 2011) LC 33 ++ 

  蓝岩鬣蜥 Cyclura lewisi 蓝岩鬣蜥 I, (Grant & Hudson, 2014) EN 3 ++ 

  美洲鬣蜥 Iguana iguana 绿鬣蜥 II, (Stephen et al, 2011) LC 32 + 

 石龙子科 Scincidae 菲南波多火蜥 Lepidothyris fernandi 火焰石龙子   3  

  沙鱼蜥 Scincus scincus 砂鱼蜥   1 + 

  巨柔蜥 Tiliqua gigas 巨型蓝舌石龙子   1 ++ 

  蓝色柔蜥 Tiliqua scincoides 印尼蓝舌石龙子  LC 6 ++ 

  细三棱蜥 Tribolonotus gracilis 红眼鹰蜥  LC 2 + 

 蜥蜴科 Lacertidae 蓝斑蜥蜴 Timon lepidus  珠宝蜥  NT 2 ++ 

 项圈蜥科 Crotaphytidae 项圈蜥 Crotaphytus collaris 项圈蜥  LC 2 + 

 眼镜蛇科 Elapidae 泰国眼镜蛇 Naja siamensis 中南半岛射毒眼

镜蛇 

II VU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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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鳗形蛇科 Lamprophiidae 家蛇 Boaedon fuliginosus 非洲褐屋蛇   1 + 

 美洲钝头蛇科 Dipsadidae 西猪鼻蛇 Heterodon nasicus 猪鼻蛇  LC 1 + 

 叶趾虎科 Phyllodactylidae 墙虎 Tarentola chazaliae 头盔守宫  VU 1 ++ 

  守宫 Tarentola mauritanica 鳄鱼守宫  LC 1 + 

 游蛇科 Colubridae 加州王蛇 Lampropeltis getula californiae 加州王蛇  LC 2 ++ 

  墨西哥王蛇 Lampropeltis mexicana 墨西哥王蛇  LC   3 ++ 

  高山王蛇 Lampropeltis pyromelana 高山王蛇  LC 1 ++ 

  乳王蛇  Lampropeltis triangulum 奶蛇  LC 7  

  洪都拉斯乳王蛇 L. t.hondurensis 洪都拉斯奶蛇     

  纳尔逊乳王蛇 L. t. nelsoni 纳尔逊奶蛇     

  帕布拉乳王蛇 L. t. campbelli 帕布拉奶蛇     

  玉米锦蛇 Pantherophis guttatus 玉米蛇  LC 18 ++ 

  黑唇牛蛇 Pituophis melanoleucus 北美松蛇  LC 3 ++ 

 蟒科 Pythonidae 绿树蟒 Morelia viridis 绿树蟒 II, (Lyons, 2011) LC 4 ++ 

  球蟒 Python regius 球蟒 II, (Martin, 1998) LC 13 + 

 蚺科 Boidae 巨蚺 Boa constrictor 红尾蚺 II EN 3 ++ 

  班尼水蚺 Eunectes beniensis 亚马逊森蚺 II LC 1  

 蝰科 Viperidae 犀角咝蝰 Bitis rhinoceros 犀角咝蝰  LC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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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拉伯角蝰 Cerastes gasperettii 沙漠角蝰  LC 1  

  紫棕烙铁头  

Trimeresurus purpureomaculatus 

红树林竹叶青  LC 1  

  黑绿烙铁头 Tropidolaemus wagleri 韦氏竹叶青   LC 2  

无尾目 Anura 蟾蜍科 Bufonidae 海蟾蜍 Rhinella marina 巨型海蟾蜍  LC 2 + 

 短头蛙科 Brevicipitidae 散疣短头蛙 Breviceps adspersus 散疣短头蛙  LC 1 + 

 姬蛙科 Microhylidae 双条螳螂 Phrynomantis bifasciatus 红带步行蛙  LC 1 + 

 角蟾科 Megophryidae 尖吻角蟾 Megophrys nasuta 枯叶蛙  LC 1  

 角花蟾科 Ceratophryidae 显角花蟾 Ceratophrys cornuta 亚马逊角蛙  LC 4 + 

  克氏角花蟾 Ceratophrys cranwelli 钟角蛙  LC 6 + 

  圆眼珍珠蛙 Lepidobatrachus laevis 猫眼珍珠蛙  LC 3 + 

 箱头蛙科 Pyxicephalidae 非洲牛箱头蛙 Pyxicephalus adspersus 非洲牛箱头蛙  LC 5 + 

 叶泡蛙科 Phyllomedusidae 索瓦叶泡蛙 Phyllomedusa sauvagii 蜡白猴树蛙   LC 1  

 雨蛙科 Hylidae 绿雨滨蛙 Litoria caerulea 老爷树蛙  LC 5 + 

  亚马逊糙头蛙  

Trachycephalus resinifictrix 

亚马逊牛奶蛙  LC 1 + 

有尾目 Caudata 钝口螈科 Ambystomatidae 虎纹钝口螈 Ambystoma tigrinum 虎纹蝾螈  LC 2 + 

鸟纲 A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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